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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

法国现代派文学的创始人和后现代思想的启蒙者波德莱，在评论雨果的《悲惨世界》时说，作为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他具有诗人般的才华，兼备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又不愧为最体贴民情的慈善家。正因为这样，雨果才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将一切几乎不可能表达的事物，表现和塑造成为与诗歌美同具感染力的世界，不断地从真实中分离出崇高、又从崇高中分离出真实，把这个富有魅力、又充满邪恶的神秘世界，同悲喜剧并存的人生，有机地旋转在同一舞台上，启发世人用心地学会生活的艺术。

其实，在法国的文化史上，自法兰西民族开始创立自己的语言，逐步从罗马帝国独立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总是大师辈出，个个像雨果那样，既有作家的创作能力，又有诗人般的才华和哲学家的敏锐思想；而到了20世纪，当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危机异常尖锐、人类创造灵感惨遭厄运的时候，正是当代的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们，很突出地以其惊人的创造生命力，独领风骚，将20世纪谱写成富有思想性、可与任何伟大时代相媲美的历史乐章。

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恰巧在“中法文化年”的历史机遇中建立。它的适时诞生，正好见证了对法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以及对推动中法文化思想交流的时代意义。由本中心主编，并受五位德高望重的法国哲学家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以及全国杰出的同行们所构成的编委会的监督和指导，《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秉承开放和自由的学术研究原则，一方面将及时地收集和发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法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专著，另一方面还要有步骤地翻译优秀的法国思想文化作品，以促进两国的思想文化交流。为此，我们竭诚欢迎全国研究法国思想文化的同行们，共襄盛举，将《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真正办成开放而又活泼繁荣的中法文化交流的学术园地。




高宣扬　　

于上海同济大学

2004年10月　


作者自序

这本书的出版，是我近15年来连续研究布迪厄社会理论的一个成果，同时也是为了实现一项承诺。我从1983年经巴黎第十大学第一副校长拉毕卡教授介绍，第一次同布迪厄见面以后，就经常向他讨教，并同他讨论他的社会理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从那时候起，我就萌生撰写一本论述布迪厄理论思想的中文专著的意念。1991年，我曾经在法兰西学院布迪厄办公室同布迪厄谈及我多年来学习他的理论的心得，并把自己写这本书的计划及其大纲翻译成法文，征求他的指导性的意见。他早就期望中国读者和学术界能够对他的理论做出反应，答应会为我的这部书写序。为了使我写好这部书，他慷慨地将他整理好的著作目录以及所有出版过的专著都送给我。这10年来，他每出一本新书，也会立即送来。他并时时询问我的写作进度，一再嘱咐我一定在脱稿之后通知他，以便及时地为本书写序。可是，由于我的写作过程必须经历反复思考和钻研，实在需要一段时日，才能在逐步深入了解他的理论及其概念的基础上，以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再加上课务及其他研究任务繁忙，致使这部书的写作进度缓慢，延至去年年底才脱稿。

不幸的是，布迪厄的病况的恶化程度，远比我们所预料的严重。当我试图让他知道这部书即将完稿时，他却因长期致力于研究和写作，体力透支过度，所患癌症已迅速恶化，一再地处于昏迷状态。更令我伤心欲绝的，是他在这本书出版的前夕，即今年年初与世长辞。惊闻噩耗，我久久不能平静。悲痛交加之中，同他接触和交往的无数往事涌上心头，历历在目；他的慈善为人及其孜孜不倦、勤奋钻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令我永志不忘。历经半个世纪，他的作品与时间竞走，蒙受岁月淘洗，其基本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却仍然令人反思不已。贵为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终身讲座教授，又生活在最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在他的心目中，所魂牵梦萦的却是成千成万劳苦大众的命运。当我和拉毕卡及布迪厄聚集在一起时，他们经常向我谈及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边教学、边支持当地劳工进行社会改革的岁月，也谈及他们在1968年投入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革命场面。近20年来，面对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及其甚嚣尘上，他始终以严肃态度给予不停顿地批判和揭露。当德国实现统一而使原东德知识分子遭受种种迫害的时候，是他发起了声援原东德知识分子的签名运动，同法国及欧洲各国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一起，向德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在他的《世界的贫困》（La misère du monde）一书完成后不久，他立即嘱秘书航寄给我，并在长途电话中兴奋地对我说，这是对资本主义媒体不厌其烦地、盲目地加以赞颂的“全球化”的讽刺和抨击。最近几年，当全球化的汹涌浪潮几乎吞没第三世界的自主经济，并将各国弱势经济力量都排除到受宰制的边陲地位的时候，他还继续抱病参与各种反全球化、支持弱势经济力量与团体的运动，并揭露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真掠夺、假平等，真单调（monotone）、假多样化，真同质化（homogénéisation）、假多元化的手段和策略。

为了准确表达布迪厄的基本思想及其概念，我多次向他请教有关Habitus、champs以及violence symbolique等重要概念的意涵。他的反复讲解使我获益良多；其中关于Habitus，尤其令我思路豁然开朗。很多人只是从这个词的表面意义去理解，很容易同原拉丁文habitus以及同其他学者，例如埃利亚斯所用过的同一个habitus概念的意涵相混淆，以致将它误译成“习惯”、“惯习”、“习气”等等。我将它译成“生存心态”，主要就是要全面表达其意义，并凸显布迪厄的创意性。他在多次的解释中强调，即使就其拉丁原文来说，它并不只是表示“习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描述人的仪表、穿着状态以及“生存的样态”（mode d'être）。être就是“存在”、“存有”、“生存”、“是”、“成为”等的意思。某人之为某人，某物之为某物，某一状态之为某一状态，都由其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基本样态所决定。Habitus的基本原意，正是要表示在当时当地规定着某人某物之为某人某物的那种“存在的样态”。不过，在古拉丁文中，这种样态，还更多地停留在对于表面状况的描述，尚未设及深层的内在心态因素，更不是从动态和活生生的、内外相通的观点来论述。布迪厄改造了这个拉丁原词，赋予新的意义：它是一种贯穿行动者内外，既指导施为者之行动过程，又显示其行为风格和气质；既综合了他的历史经验和受教育的效果，具有历史“前结构”的性质，又在不同的行动场合下不断实时创新；既具有前后一贯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又随时随地会在制约性社会条件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既表达行动者个人的个性和秉性，又渗透着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的阶层性质；既可以在实证的经验方法观察下准确地把握，又以不确定的模糊特征显示出来；既同行动者的主观意向和策划相关，又以无意识的交响乐表演形式客观地交错纵横于社会生活；既作为社会结构长期内在化的结果而以感情心理系统呈现出来，又同时地主动外在化而影响着生活和行动过程，并不断再生产和创造新的社会结构；既是行动的动力及其客观效果的精神支柱，也是思想、感情、风格、个性以及种种秉性形态，甚至语言表达风格和策略的基础。总之，Habitus不是由于长期行动过程而被动地累积构成的个人习惯、惯习或习气，不是停留在行动者内心精神世界的单纯心理因素，不是单一内在化过程的静态成果。它是一种同时具“建构的结构”和“结构的建构”双重性质和功能的“持续的和可转换的秉性系统”（système de dispositions durables et transposables），是随时随地伴随着人的生活和行动的生存心态和生活风格，是积历史经验与实时创造性于一体的“主动中的被动”和“被动中的主动”，是社会客观制约性条件和行动者主观的内在创造精神力量的综合结果。我之所以用“生存心态”这个词来表示布迪厄的Habitus概念，就是要强调它是伴随着生活、行动的始终，并同时实现内化和外化双重过程，完成主观和客观、个人与社会两方面双向运动的相互渗透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生存心态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的行动而外在化的社会结构的“前结构”，同时它又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层结构化，并持续地影响着思想和行动的客观社会结构的化身。在生存心态的概念中，典型地表现了布迪厄将主观与客观共时运作的复杂互动状态加以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的尝试，是他的“建构的结构主义”或“结构的建构主义”的理论的特征的集中表现。

我已在以往许多论文和演讲中反复说明布迪厄理论思想的反思性和象征性。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进一步凸显布迪厄理论思想的反思性和象征性特征。

这本书对于布迪厄理论思想的论述，并不局限于社会学领域，更不打算追随传统社会学论述方法，把他的社会学理论描述成布迪厄本人所摒弃的那种仅限于经验主义社会学狭隘范围的样子，而是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心理学和哲学的整合性多学科相互补充的动态景观，对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进行重点的分析。

在布迪厄刚刚去世的悲伤时刻，谨以此书的出版表示我对他的由衷哀悼和怀念，也希望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对于他的理论思想的更深研究。




高宣扬　　　　　

于2004年9月22日　　　

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引言

在当代法国思想界和理论界中，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占据着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历程中，作为法国当代最有声望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他以独创性的学术活动和丰裕的理论创作，已经在法国和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掀起一阵阵争论浪潮，推动着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并使对于传统理论和方法论的批判活动，走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但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本身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而且也使之更有效地适应着千变万化的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

当布迪厄于2002年1月因患癌症而不幸逝世时，人们发现：在他身后为世界文化宝库所遗留的，是难以估价的丰富创作产品。他的著作博大精深，再加上他经常以象征性方法和含蓄的修辞进行表达，使他的著作及其论述的深刻内容，非经多次迂回反思的途径，不能全面正确把握。要理清他的基本思想脉络，首先要从他的理论思想基础及其历史形成过程的特征出发，同时掌握他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在开始的时候，布迪厄为了克服传统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偏差和缺点，试图综合古典社会学三大奠基人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基本思想，同时又全面吸收100年来法国及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幸运的是，他所生活的时代，使他有机会和有可能从李维史托和弗洛伊德那里得到重要启发，使他能够创造性地改造了李维史托的“结构”概念，灵活地提出带有革命性的新概念：“结构的建构主义（或建构的结构主义）”（le constructivisme structuraliste ou le structuralisme constructiviste）；同时，他又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中，吸收“否认”（Verneinung; dénégation）等重要概念，使之成为他的崭新的正当化理论的核心观念。

布迪厄的任何一个重要概念，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在同他的其他重要概念的相互关系中，呈现其实际意义、反思性及其整体性。研究他的任何一个重要概念，都势必关联到他的其他重要概念，使我们对于各个概念的理解，都不得不在其概念的相互关系总网络中进行分析。因此，对于他的概念的理解和分析，严格地说，都不能就某个概念单个地或孤立地进行，也不能只是在一个层面上封闭起来；而是要在反复地同其他概念的联系中，进行多次反思和多重阅读。布迪厄曾一再地强调其理论和方法的象征性（symbolique）、反思性（réflexivité）和相关系性（relationalité），就是为了避免把他的概念和任何研究结论当成僵化和固定不变的教条。

布迪厄一向反对把社会看作实体性的有形结构，也反对把社会当成如同自然界那样的外在于社会学家的纯客观对象。因此，布迪厄也反对将行动者同社会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单纯二元对立。布迪厄进行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把社会看作是社会中的人及其文化的复杂交错所构成的有机生命体。他从一开始研究社会问题时，就明确地把握贯穿于人类社会生命体中的三大主要力量，即人与人之间的“力的紧张关系”（rapports de force）、“正当性”（légitimité）及“信仰”（les croyances）。这三大因素相互渗透，共时地来回内外穿梭于社会以及生活于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之间。但现代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以文化再生产为主轴的新型生命共同体。所以，现代社会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的产物，而这个复杂的相互关系，无非就是由各种象征性的权力网络为基干所构成的相互竞争的力的紧张关系网，另一方面，社会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不断地进行更新和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人以其文化创造了社会，但社会也同时地成为人的生存和创造活动的基本客观条件，反过来制约着人的创造活动，成为人的生存及其创造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人同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间，始终处于紧张的互动之中。这样一来，人同其社会构成了一种双重结构，而组成这个双重结构的双方，一方面各自向对方施展各种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对方的制约，使两者之间发生共时的双向互动和互制。

从1966年发表《继承者》以后，布迪厄更集中地研究文化再生产以及统治和象征性暴力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认为，在象征性暴力日益渗透到文化再生产过程的现代社会中，被统治阶级（les dominés）不得不，并无意识地被纳入象征性暴力的运作漩涡之中，成为象征性暴力的主要牺牲品。因此，在社会中处于劣势或弱势地位的被统治阶级，时时刻刻都受到整个社会的现成的不合理的社会条件的挤压，被迫地在他们的生存心态中内化着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反过来又成为当代社会各种象征性暴力泛滥肆虐的社会基础。

在布迪厄的思想整体中，最关键的是他对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性质的深刻分析，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当代社会文化结构及性质的象征性”。当代社会是以其文化再生产活动作为基本动力的，而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活动又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实践。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活动的象征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再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双向共时变化结构和双重区分化特征。他认为，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的双向共时变化结构，就是心态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共时双重分化；而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中的区分化（la différentiation de la reproduction culturelle de la société moderne），就是整个社会区分化的基础；文化再生产和消费活动中的双重区分化，作为一种最复杂的象征性权力运作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实践（la pratique symbolique），它呈现出文化再生产区分化同社会区分化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文化再生产区分化既是社会区分化的主轴，但又受到社会区分化的影响；在文化再生产区分化活动中，文化再生产活动的主体，既以其象征性实践活动，实现其自身的自我区分化，又进行着客观化的区分活动，使主体和客体之间，行动者与社会之间，在文化区分化活动中，发生象征性的互为区分化的双重过程，并产生互为区分化的效果，并使整个社会表现出象征性的结构及性质。这些文化再生产的区分化活动，隐含着当代社会文化中各种权力网络的介入及干预，而且它们是通过以语言为中心的象征体系的社会运作来实现的。所以，深入把握布迪厄的社会文化再生产理论，又意味着深入探讨他的语言象征性权力运作逻辑的理论。

作为他的主要概念的文化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culturelle）及其“象征性实践”基本范畴，实际上又同他的其他重要概念紧密相联系；而在这些其他概念中，“生存心态”（Habitus）、“场域”（Champ; field）、“社会制约性条件”（Le conditionnement social; Social Conditioning）、“资本”（Capital）、“语言交换市场”（le marché de l'échange linguistique）以及“象征性权力”（le pouvoir symbolique）等，是最重要的。在弄清楚上述各个概念的基本意涵之后，仍然还要再一次从整体的角度，将上述概念连贯起来，在其相互关系中进行反思、再反思。


第一章　学术生涯及理论脉络

第一节　思想理论背景

布迪厄的思想观点的产生及其深远影响，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他本人的特殊才华以外，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也为他提供了最完满的思想营养和最丰饶的文化土壤。他生活和成长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这是一个非常富有创造性的伟大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震撼了整个一代人的思想。成批富有才华的青年思想家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传统理论发出挑战，试图改变整个社会文化制度及其基本运作模式。

当布迪厄开始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感兴趣的时候，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正被当作“思想大师”，同另外三位被称为“怀疑大师”的思想家，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一起，为法国学术界所崇拜，成为当时法国思想界进行思想创造活动再出发的主要启蒙力量。黑格尔（Hegel）、胡塞尔（Husserl）和海德格尔（Heidegger），都是以H字母为首，所以，人们称之为“3H”；而“三位怀疑大师”（trois Maîtres de soupçon）则被简称为“3M”。3H和3M为处于变动中的法国思想界带来了最富有创造力和最灵活的思想方法：辩证法和现象学（关于当代法国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和理论争论及其伟大意义，请参阅拙著《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台北五南版）。在谈到他的生活和学习时代时，布迪厄说：“当我是大学生时，在50年代，现象学以其存在主义的变种，正处于其极盛时期。我很早就阅读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然后又阅读梅洛庞迪和胡塞尔。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马克思主义尚未真正取得如同现象学那样的地位，……这就是说，我在当时只把马克思著作当作课堂读物来学，我特别对青年马克思感兴趣，而且被《费尔巴哈论纲》所感动。但当时是斯大林主义取得胜利的时代。如今我的许多激烈反共的同学们，当时都还站在共产党一边。”（Bourdieu, P.1987: 13）

显然，以现象学为基本方法的一群存在主义者，如萨特、梅洛庞迪、卡谬及西蒙·德波瓦等人，如日中天，吸引、并影响着当时广大青年人。而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的反叛怀疑精神，则直接推动这一代人向传统和旧理论权威进行猛烈批判和“解构”。

在海德格和萨特的影响下，现象学被广泛地应用于哲学创造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采取多样形式而在法国发展起来，使当时的法国掀起了一场真正的空前未有的现象学运动。如果说现象学本来是德国思想界的创造产品的话，那么，只有到了法国、并被法国思想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之后，它才显示了伟大的内在力量。这场声势浩大的现象学运动，使当代法国思想界产生和并存着八大形式的现象学派别：（1）萨特从人的生存和意识自由的问题出发，发展了一种以“偶然性”（la contingence）和“境遇”（la situation）概念为中心的存在主义现象学。（2）梅洛庞迪（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从身体（le corps）和精神的交互关系的角度，创立了一种“身体生存现象学”。（3）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5—1995）从宗教神学和哲学的相互对话中，以“他人”（l'autre）、“时间”（le temps）和“死亡”（la mort）的问题为主轴，发展一种近乎神秘的伦理学现象学。他说：“时间并非存在的界限，而是存在同无限的关系。死亡并非虚无化，它是为了使上述存在与无限的关系，即时间本身，有可能再产生出来的必要前提。”（Levinas, E. 1991: 27）（4）李克尔（Paul Ricoeur, 1913—）通过诠释学的文化反思迂回过程，成功地将现象学“嫁接”在诠释学这个非常厚实的树干上，创造了一种诠释学现象学。（5）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将现象学加以改造，使之同尼采哲学结合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的解构主义现象学运动。（6）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采用尼采的系谱学方法，通过对于传统知识、权力和道德的解构性诠释，创立一种以“自身的历史本体论”（l'ontologie historique de Soi）为中心的崭新现象学论述策略。（7）李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从现象学出发，建立系统的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论述体系。（8）布迪厄从社会学家的立场，将现象学同语言的社会应用相结合，以分析和解剖当代社会的文化再生产实践为中心场域，创立了反思的象征性社会理论。布迪厄自己承认，正是在现象学的影响下，他在相当长时间内从事了一种“情感生活现象学”的研究（des recherches sur la phénomenologie de la vie affective），探索情感生活经验的时间结构（les structures temporelles de l'expérience affective）。在此基础上，布迪厄在20世纪60年代系统地研究了阿尔及利亚劳工生存心态及其生活实践经验的相互关系，如同海德格尔那样，以生存时间为轴心，探索秉性系统及行为的复杂关系，建构起“一种关于时间秉性的社会学”（une sociologie des dispositions temporelles）（Bourdieu, P.1958）。

对于布迪厄来说，现象学可以说就是一种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理论和方法论。他曾经说，他以某种程度的热情阅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对海德格尔的时间观和历史观甚感兴趣。而胡塞尔的《论观念II》（Ideen II）和舒兹（Alfred Schutz）的著作，则帮助他进一步以现象学深入分析社会现象。

除了现象学以外，当时影响着布迪厄的思想家，还包括著名哲学家、“后黑格尔的康德主义者”（un kantien post-hégelien）埃里克·维尔（Eric Weil, 1904—1977）和科学哲学家科伊列（Alexandre Koyré, 1892—1964）。他们向年轻一代传播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理论。同时，哲学家古以耶（Henri Gouhier, 1898—）、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和冈古彦（Georges Canguilhem, 1904—）等人，也为布迪厄深入掌握西方哲学理论给予有益的指导。布迪厄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研究哲学和社会学期间，深受阿图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和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的影响，并同时对他们共同感兴趣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结构主义以及海德格尔和后期维根斯坦语言哲学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布迪厄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有关语言论述象征性权力的部分，就是在拉康等人和后期维根斯坦的语言观点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他还通过梅洛庞迪的身体现象学和罗兰·巴特的符号论，进一步对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方法论问题进行反思。

第二节　社会学和社会学家的职责

同当时的其他同学稍微有所不同，布迪厄对于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性问题更加感兴趣。尽管当时法国社会学界并不存在非常杰出的理论家，但他已经开始对于社会学理论及其实际效用问题抱浓厚的兴趣。

在开展对于社会的全面研究过程中，布迪厄试图采用康德哲学的探索模式，因而将一切社会现象的研究，归结成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公式：社会历史运动和社会结构的可能性条件，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说，一切社会现象，既然都同时具有历史性和结构性，那么，它们的可能条件，究竟是什么？总之，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研究主要应该回答社会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可能条件。为此，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在丰富生动的社会现象面前，不应有任何教条式的固定框框，尤其应排除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极端；必须同时地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研究社会的历史性和结构性，避免单纯地导向任何一种抱有总体化倾向的哲学体系。

布迪厄尤其吸取韦伯的历史方法，主张从历史联系的角度去考察在各个不同结构网络中的“社会行动者”，并重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布迪厄不同意经典马克思主义将人的社会关系禁锢在物质性“生产关系”的框框之内的做法，主张深入揭示人的社会关系结构中那些起积极作用和主动作用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心态因素（des éléments mentaux）和文化象征性因素。但同时，布迪厄又接受马克思的影响，重视社会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对于行动者的客观制约功能，强调社会结构本身也是人的历史活动的产物，是富有内在生命力的。

同时，布迪厄主张依据社会学本身的逻辑，对社会现象作分类调查，以此洞察隐藏于社会空间结构深层的关键机制。为此，布迪厄在重视实际经验资料调查的同时，又反对经验实证主义，反对以保尔·费利克斯·拉查斯费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 1901—1976）为代表的微观社会学经验论。布迪厄在《被说出的事物》一书中，严厉地批判拉查斯费尔德的美国式经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法，批评他们“只在表面上模仿试验上的严谨性”，却在实际上“掩饰着那些由社会学方面所建构起来的真正对象的全面丧失”（dissimulent l'absence total d'un véritable objet sociclogiquement construit）（Bourdieu, P.1987: 30）。

布迪厄对哲学理论的极端抽象化的排斥，并不意味着拘泥于纯经验事实的调查，也并不意味着忽视对于研究对象的建构及其可能性的探索。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科学从来都不可能是单纯现实的反映，而是包含着其本身固有逻辑的研究创造过程的成果。他在谈到社会研究中的“事实”的建构时说：“事实从来都不会自身自动地成为对象，除非人要它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Bourdieu, P.1968: 62）。布迪厄认为，如果社会学家完全丧失认识论和哲学方面的警戒性，即使应用高度科学化的调查方法和使用精确的数学统计方式，也免不了停留在不痛不痒的表面现象方面。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虽然有它的特殊学术领域和具体的研究对象，但他认为，社会学不应该过于将自己仅限于狭窄的传统研究领域，更不应该同社会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过于僵化地区分开来，而是应该同语言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哲学等紧密结合，打破以往社会学过于坚持“纯”自然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的传统路线和方法，尽可能地从人和社会的全面观点，研究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面向。布迪厄在最初时代在阿尔及利亚所作的各种社会研究工作，都是跨学科性的，是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典范。

他说：“社会科学不停地环绕着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而旋转和受到困扰。实际上，在我看来，将社会科学分成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是从最初的一种错误定义而形成的。”（Bourdieu, P.1980b: 29）也就是说，他认为，以往各个社会科学都没有正确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往往错误地将个人和社会分割成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忽略了实际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不可分割关系。布迪厄反对将社会科学按传统的分类而分割成各自独立的王国，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特别主张以正确的观点和方法，重新理解和正确解决“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和重构整个社会科学及其各个领域。在社会科学中，布迪厄尤其重视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哲学。“民族学同社会学的区别是一种典型的错误界限。正如我在我最近出版的《论实践的意义》一书中所试图揭示的，这纯粹是一个（殖民时代的）历史的产物，而它是没有任何正当的逻辑。”（Bourdieu, P.1980b: 30）传统民族学和人类学本来就是殖民运动的产物。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一向为殖民统治效劳，并试图为西方各国统治“异民族”提供正当化的理论根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民族学和社会学作了“分工”，似乎民族学只是研究殖民地“异族”的习俗和文化，而社会学则只是研究西方工业社会的问题。

所以，布迪厄始终将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对西方国家及强烈受到西方国家影响的民族，例如阿尔及利亚等国和地区，进行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综合研究。迄今为止台湾学术界对布迪厄的介绍和研究，往往只是将他说成为社会学家，忽略了他身兼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三重身份，也同样忽视他对于社会科学的全面整合观点。

当有人问社会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时，布迪厄明确地说：“社会学确实是一门科学。但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门科学？正是由于这一点，其答案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学家而有所差别。”（Bourdieu, P.1984: 19）社会学家不应该只是将自己扮装成“客观中立”的“科学家”，对社会上各种运动和实际斗争置之不理或置若罔闻，而是应该积极地从事实际斗争和社会活动，将自己看成社会的一个活生生的成员。布迪厄自己的实际活动，实践了他的诺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地从事社会运动，甚至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斗争。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更是国际著名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主张将社会学的职业，当成一种“战斗”（combat），而将社会学领域当成“战场”（champs de combat）。社会学之成为“战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对于社会学家说来，他必须面临社会学领域内部的斗争，又要面临整个社会的复杂斗争。社会学家从来都不可能脱离利益和权力的竞争，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家只能以其自身的利益出发从事研究工作。社会学家之间发生理论和方法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社会学领域内没有争论，那才是奇怪的事情。针对社会上的各种问题，社会学家有职责进行考察，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社会学的发展势必使社会学家亲身参与社会运动本身。布迪厄说：社会学是一门“制造麻烦的学科”（Ibid.）。社会学要不断地“揭示被掩盖的事物”（dévoile des choses cachées）（Ibid.: 20）。布迪厄认为，社会学家可以尽可能地以客观的方法，对于社会现象进行分析，但同时还要意识到自身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因此，社会学家必须随时准备进行反思，并意识到自身的工作成果是带有象征的意义。布迪厄反复强调社会学家必须随时批判自己的固有知识和观点，要排除自发性知识所产生的各种虚幻印象，要善于协调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尽可能正确地“建构”自己所观察的社会，并正确地“建构”必要的研究资料和原始数据。他反对对调查统计数字产生“盲目迷信”。他认为，社会世界是以建构起来的数据和资料为基础产生出来，并加以论述的。

第三节　思想和研究方法

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和“哲学教师资格文凭”之后，布迪厄便在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达尔贝尔（P. Darbel）、李维（P. Rivet）和赛柏尔（C. Seibel）的领导下，接受法国国家统计调查局（l'INSEE）委托的任务，在阿尔及利亚从事多年的社会田野调查活动。在此期间，也同著名人类学家沙雅德（A. Sayad）合作调查了阿尔及利亚农民的生活习俗和各种礼仪。之后，布迪厄又以民族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的身份，到他的故乡法国西南部的贝阿恩地区（Le Béarn）从事农村民族学田野调查活动。

在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思想占据非常关键的地位。布迪厄说，正是靠结构主义，才使社会科学成为人们尊敬和主导性的学科（Bourdieu, P.1987: 16）。布迪厄所接受和应用的结构主义，最初是李维史陀和索绪尔在人类学和语言学中所发展的结构主义。李维史陀和索绪尔的结构人类学和结构语言学，推动布迪厄从新的理论视野，重新观察现象学，并改造当时的语言哲学，使他走上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革新道路。布迪厄在同其他思想家争论的过程中，逐步地发现了上述结构主义过于强调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固定性和不变性，因而存在着某种对于行动者心态和行为主动性的忽视倾向。布迪厄在他的长期田野调查和研究中，意识到行动者心态和行为结构的双重特征，即心态和行动结构，都在其社会历史脉络中，共时地进行内在化和外在化的双重运动。内在化和外在化的共时运作，表明行动者心态及其行为，都同时具有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双重特点。他后来将心态和行为的这种双重结构，称为“共时的结构化和被结构化”。这就是“结构”的主动结构化和被动的被结构化的“共时性”（Bourdieu, P.1991）。这样一来，布迪厄也就超越了传统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建构的结构主义”（le structuralisme constructiviste）或“结构的建构主义”（le constructivisme structuraliste）（Bourdieu, P.1987: 147）。为了突显他的特殊的结构主义对于创造性的重视，有时，他也把他的独居特色的结构主义称为“生成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e génétiqque）（Ibid.: 24）。

布迪厄一再地指出：他的结构主义完全不同于李维史陀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他之所以称之为特殊的结构主义，是因为他看到了：不只是在语言和神话等象征性体系之内，而且，在社会世界中，都存在着客观的结构；它们独立于行动者的意志和意识，可以影响和限制行动者的行动方向和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客观的结构并不是不动的“框架”，而是具有限定和影响的主动意义。而他之所以称之为建构主义，是因为他也看到了：存在着两方面的社会生成运动，一方面是那些构成“生存心态”的各种感知模式（des schèmes de perception）、思想和行动的社会生成过程；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structures socials），特别是场域、群体及社会阶级的结构的社会生成过程（Ibid.: 147）。这些同时具有主客观性质的生存心态和社会结构，都呈现出不断的自我生成过程和客观的生成过程。

布迪厄反复强调社会、行动、思想以及社会研究本身的“象征性”（la symbolique）和“反思性”（la reflexivité），所以，他也常常将其理论称为“反思的象征形式社会学”（une sociologie réflexive de la forme symbolique）或“反思的社会人类学”（l'anthropologie sociale réflexive）（Bourdieu, P.1992b）。但另一方面，贯穿于布迪厄社会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指导方法论，就是以“相关性”的原则（le principe relationnel），探讨主观与客观因素在实践过程中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现象和逻辑，从而把传统理论和方法论加以分割和对立化的主客体因素，在其实际相互渗透的运作过程中进行探讨，揭示人类实践和社会实际运作中，思想、情感、风格、心态方面和社会结构方面的主客观因素之间所发生的“被动中的主动”和“主动中的被动”的共时双重转化过程。因此，又可以把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称为一种研究结构的外向“结构化”和内向“被结构化”的相互统一的理论（Bourdieu, P.1979a; 1991）。

其实，布迪厄本人一向痛恨各种各样的僵化和绝对化的化约主义。所以，他并不打算用一种固定不变的卷标来标示自己的理论的特征。在多数情况下，当他不得不为了突出其社会理论的特征以与各种传统理论相区分的时候，他才针对不同的状况以及针对他所要谈论的主题，对其本身的理论作出不同的评估。但是，不管怎样，在布迪厄社会理论研究中所贯彻的基本原则，就是把社会和人类行动，统统当成具有历史性和创造性的“生存心态”（habitus）的人类“施动者”（agent）的实际活动表现（Bourdieu, P.1996）。因此，在任何时候，不管研究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布迪厄都把焦点集中在施动者“生存心态”在实践中的表现，探索其历史轨迹和实际影响，分析其不断双向共时的转化和不断更新的再生产过程，揭示其再生产过程之内在动力和外在表现网络（Bourdieu, P.1997）。所以，如前所述，从布迪厄探讨阿尔及利亚劳工问题最早时期，他就明确地提出了“一种时间性的禀性研究的社会学”的原则（Bourdieu, P.1958）。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又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相关性的科学哲学”（une philosophie relationnelle de la science），强调他的理论的重心是揭露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的双重意义”（la relation à double sens），同时又强调必须采取一种“双重阅读”（une lecture à double sens）的原则，也就是一种“相关性”和“生成性”的阅读法（Bourdieu, P.1994: 9-11; 29），去理解他自己和其他一切社会理论。

总之，布迪厄社会理论的思想基础是多方面的。第一，他的理论思想基础的建构，是在同20世纪下半叶整个法国和西方各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变革和理论争论紧密相关的。第二，他的理论思想基础是远远超出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具有多学科整合和开放性交叉的性质。第三，他的理论思想基础表现了现象学、新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论、语言哲学、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综合影响；而其中无论任何一种思想因素，都在被他吸收的过程中受到了根本的改造。第四，布迪厄的思想基础中，包含着非常强烈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因素。

第四节　研究生涯及基本著作

自1961年起，他以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研究集刊》为学术研究阵地和论坛，同沙雅德、达尔贝尔、圣马汀（M. de Saint-Martin）、巴斯隆（J.-C. Passeron）、卡司特尔（R. Castel）桑伯勒东（J.-C. Chamboredom）、斯那柏尔（D. Schnapper）、柏尔丹斯基（L. Boltanski）、德尔索（Y. Delsaut）及其他理论家一起，从事对于教育、文化和社会统治阶级状况的调查和研究活动。由于布迪厄在研究教育、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所以，人们往往也把他称为当代法国最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文化社会学家、政治社会学家和权力研究专家。自1964年起，布迪厄担任了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国家科研中心的文化与教育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职务。同时，他又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领导对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工作。1985年起，他担任了法兰西学院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并获选为法兰西学院社会学终身讲座教授。

布迪厄的著作极其丰富。自1958年以来，共发表了50多篇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阿尔及利亚社会学》（La sociologie de l'Algérie. 1958）、《继承者》（Les héritiers. Les étudiants et la culture. 1964）、《一种普通的艺术：摄影的社会运用》（Un art moyen. Essai sur les usages sociaux de la photographie. 1965）、《对艺术的爱》（L'amour de l'art. Les musées d'art européens et leur public. 1966）、《社会学家的职业》（Le métier de sociologue. 1968）、《论哥特式建筑及其与经验哲学思维方式的关系》（Postface à Panofsky. Architécture gothique et pensée scolastique. 1970）、《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Elément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 1970）、《实践理论概述》（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1972）、《海德格尔的政治本体论》（L'ontologie politique de Martin Heidegger. 1975）、《论区分》（Distinction. 1979）、《论实践的意义》（Le sens pratique. 1980）、《关于社会学的一些问题》（Questions de sociologie. 1980）、《说话所要说的意义：语言交换的经济学》（Ce que parler veut dire. 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 1982）、《学人》（Homo academicus. 1984）、《被说出的事物》（Choses dites. 1987）、《国家菁英》（La noblesse d'état. 1989）、《艺术的规则》（Les règles de l'art. 1992）、《回答》（Réponses. Pour une anthropologie réflexive. 1992）、《世界的贫困》（La Misère du monde. Ouvrage collectif. 1993）、《论实践理性》（Raisons pratiques. 1994）、《论电视》（Sur la Télévision. 1996）、《巴斯卡式的沉思》（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 1997）、《科学的社会运用》（Les usages de la science: Pour une sociologie clinique du champ scientifique. 1997）《防火板：用来对抗新自由派入侵的言论》（Contre-feux: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eral. 1998）、《男性统治》（La domination masculine. 1998）以及《经济的社会结构》（Les Structures sociales de l'économie. 2000）等等。


第二章　文化再生产理论

第一节　文化再生产问题的提出

布迪厄在研究当代社会的过程中，始终非常重视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结构及其运作逻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调整能力的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的内在活力尤其推动了空前未有的变革。

历经四百年左右发展起来的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到了20世纪60年代，终于到达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不管人们怎样称谓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说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Habermas, 1973）也好，“后现代社会”（Lyotard, 1979）也好，“后工业社会”（Bell, 1973）也好，或者“消费社会”（Baudrillard, 1970）也好，其共同点，就是强调文化再生产已经在整个社会实践总体中，提升到一个决定性的地位，以致人们可以说，当代社会是一个以文化实践及其不断再生产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运作动力。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灵活地从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整合视野，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文化实践及其再生产理论，以便独到地揭示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布迪厄认为，当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就是文化因素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以致可以说，当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文化在整个社会中的优先性以及文化的决定性意义。相对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等其他领域，文化已经跃居社会生活中的首位：现代的政治不能像古代或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期那样，单靠政治手段就可以解决；现代的经济也同样需要靠文化因素的大量介入，才能活跃起来。

但是，究竟应该如何研究当代社会中的文化问题呢？

从一开始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起，布迪厄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就意识到必须将法国象征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传统加以发展，并密切地结合西方当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彻底批判和抛弃传统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有关文化研究的观点和做法，转而集中地探讨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的运作逻辑（Bourdieu, P. 1964; 1970; 1971; 1972; 1979a; 1979b; 1980a; 1984a; 1989）。其实，不只是在法国，而且，几乎整个西方各国社会科学界，都已经从20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西方社会的变化，将研究的重点转向文化再生产的问题。为此，当代法国和西方各国人类学，都普遍地把对于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列为实现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的首要目标。近40年来，他们越来越重视与当代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基本问题相关的都市文化、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生活的管理、信息网络的处理、两性自由选择、人工智能、生化遗传工程、教育改革、市民日常生活方式、生活风格、大众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自由创作等课题。因此，在法国和西方各国的社会科学中，都市社会学和人类学、科学技术社会学和人类学、政治经济管理社会学和人类学、信息社会学和人类学、医疗社会学和人类学、符号社会学和人类学以及文学艺术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所有这些与当代文化问题密切相关的专门学科，都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发展。西方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又使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基本问题，同样地影响了全球人类的生存条件及其结构变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社会科学家们已经从60、70年代起，积极地展开对于当代文化的多学科整合研究，创立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rural Studies）。英国的其他大学也纷纷重视对于文化及其再生产的研究：1966年李德大学（Leeds University）创立了“电视研究中心”，莱彻斯特大学创立了“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伦敦大学也在1967年创立“电影研究中心”。英国社会学家早已超出传统社会学领域，对文化及其再生产进行全面的研究。法国和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实现其现代化过程中所探讨的上述问题，也自然地关系到全球人类文化整体的基本问题。这样一来，就使法国和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也同时地探讨当代人类及其文化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其中包括移民、文化交流、多元文化、第三世界的贫穷以及西方文化同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布迪厄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所进行的整个研究道路，就是以反思的象征论观点和方法，探索当代人类社会的结构同人的精神心态结构的互动关系，并把这个问题当成他研究文化再生产中重点核心。为此，在布迪厄的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体系中，明显地表现出三个与反思象征论密切相关的重要观点和方法：第一，他把文化再生产的问题看做是探讨当代人和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发展奥秘的关键课题。第二，他把当代人的文化活动及其创造作品的过程，同整个当代社会结构的动态运作密切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同社会结构中基本权力网络的动力生成、权力再分配及其发展运作逻辑结合在一起；他在把人的心态结构看做是同社会结构同时同步运作的精神生命体的同时，又更深入地探索人的心态结构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同人的语言及其他各种以象征结构为基础的各种文化构成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三，他把象征性实践看做是人类进行文化再生产的基本活动，看做是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不断运作和更新的基本动力。

在这里，有必要一再地强调：布迪厄所提出的“文化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culturelle）概念的重要意义。有人错误地将它翻译成“文化复制”。其实，“文化再生产”完全不同于“文化复制”。“复制”一词容易导致误解，以为文化再生产活动只是“重复”或“模仿”，忽略了其中的创造性活动性质，更忽略了其中所隐含的复杂运作及其策略斗争过程。原文reproduction固然也有“复制”的意涵，但它主要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概念，重点在于强调“再生产”与原来生产基础结构的关系，并显示再生产过程中多元因素交错共时互动的复杂性，其中包括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多维并存和多向交错，也包括可见的、有形的、物质的、可描述的、可表达的和不可见、无形的、精神的、不可描述的、不可表达的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在这里，尤其显示布迪厄抛弃传统单向性时间观念、一线性因果逻辑方法和二元对立思考模式的决心。布迪厄所强调的文化再生产，一方面意在突显它在整个当代社会运作中的决定性地位，显示当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要显示它的复杂运作过程及其策略活动，强调它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传统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活动，呈现出当代社会的许多固有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当代社会的象征性权力斗争对于文化再生产活动的介入，以及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对于调整和重构社会阶级结构、个人生活方式、心态、思想风格、文化资源再分配、社会权力再分配和实现政治权力正当化程序的特殊功能。总之，“文化再生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中的核心观念，也是他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和出发点。如果在这一问题上发生误解，对于布迪厄整个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就注定要走上迷途。

第二节　文化研究的对立模式和方法

文化本来就是人的创造品，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标志。因此，研究社会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对于文化的深入探讨。但是，在对待文化问题的态度上，不论在人类学还是社会学，历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并存在着根本不同的研究路线和思考模式。在长期争论中，传统的观点和方法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这种传统文化理论和方法的特点是：（1）以主客体对立模式研究文化及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使文化研究中出现两种相互对立的路线和方法，即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2）理性中心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3）寻找文化的终极根源和本体。（4）孤立地和静态地研究文化产品及其历史形态。

为了深入理解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重要意义及其特征，有必要适当简略回顾传统人类学和社会学对于文化的研究历程。

毫无疑问，传统人类学一向将文化列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但传统人类学只是对于历史上“已经形成”或“过时”的文化产品感兴趣，历来很少对现实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机制和思想动力进行深入探索；文化再生产或者只属于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分支，或者根本就置之一旁不加以深入探讨。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文化再生产问题只是作为文化问题的一个小部分，而且也在内容和方法上，隶属于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总体研究。同时，文化再生产问题的从属地位，也使文化再生产问题的研究变成为孤立的和静态的文化研究的牺牲品。

传统社会学很少将文化单独作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宁愿将它让给人类学领域；而在研究文化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学也只将文化再生产列入社会学研究中的从属部分，将它放在“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范畴之中，当成道德、宗教及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可见，传统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基本方法，只是从社会层面探讨文化，而不是从文化层面探讨社会。

所以，长久以来，传统人类学，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英美两国人类学，几乎把文化看作是为了满足社会生存和个人生命的生物需要而形成的习惯、制度以及反映社会结构的道德观念等等的综合体。英国人类学家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对“文化”所下的著名定义，几乎归入了一切区别于动物的人类观念、能力和精神创造产品：“作为复杂的整体，文化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才能”（Tylor, E. B. 1903）。泰勒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把“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等同起来，并认为哪个民族的“文明”越发展，其“文化”就越高级和越复杂；而哪个民族脱离原始社会的迷信越远，越具有关于自然现实世界、关于社会和关于道德的复杂观念，就越达到先进的文化。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Morgan）也认为：人们对于社会的知识、习俗和信念等方面的区别，反映了由其技术和社会制度的相对复杂水平所测定的进步程度的差异（Morgan, L. H. 1877）。

传统人类学之所以极端重视人的文化特质，是因为人类学从一开始建立，便强调人是以其文化创造而同动物相区别的。泰勒（Tylor, E. B. 1881）、斯宾塞（Spencer, H. 1876—1896）和摩尔根（Morgan, L. H. 1877），这些著名的人类学家都认为：古代猿人一旦演化成人以后，就以其文化成果去适应其生活环境，获得了一切动物所不可能采用的崭新方式去对付其生活环境，从而也使人转变成主动的地位。从此以后，文化的演化也取代其有机体的演化而成为人类适应周围环境、并同周围环境进行斗争的主要途径。

总的说来，传统人类学在研究文化的过程中，虽然各个学派在各个时期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有关文化的理论和观点，但同时也表现了传统人类学对于文化的研究的一般特点。因此，为了总结传统人类学对于文化的研究的一般特点，同时也为了总结各个学派对于文化所进行的不同研究的各种成果，以便同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法国当代象征论社会人类学所进行的文化再生产的研究进行比较，有必要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和微观个别分析的角度相结合，对于传统人类学的文化研究一般特征及其各种不同观点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

从宏观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传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五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80年代。在这一时期，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麦克勒南、史宾塞、弗莱哲、摩尔根等人，主要是以18世纪启蒙运动的“进步”概念和19世纪达尔文演化论为基础，以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和基本方法，进一步论证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强调人的文化地位的优越性以及人类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在他们的关于文化的定义中，普遍的表现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历史演化论、文化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在这一时期的西方人类学理论中，文化研究中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历史演化论、文化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是统一地密不可分的。在他们看来，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拥有文化。文化的高低，是辨别野蛮和文明的标准。西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典范，因为西方文化是人类文化演化的最高成果。泰勒曾说：“根据目前实际上存在于不同阶段的人类文明，我们能够依据实证的例子进行评价和比较。欧洲和美国的有教养的世界，在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欧美把他们自己的民族放在社会发展系列的一端，而把其他野蛮部落放在另一端，剩下的各个民族就介于这两端之间，并根据他们自己的状况相应地或者接近野蛮或者接近文化的生活……。这样一来，在比较事实的特定的基础上，民族志学家就可以至少制订出人类文明的一个大概的范围。大概很少人对于以下各民族在文化的秩序中所占据的先后位置会发生争论：澳大利亚人，大溪地人，阿芝迪克人，中国人，意大利人”（Taylor, E. B. 1871: Vol. I）。西方人类学在这一时期所得出的文化基本概念，实际上是以西方当时所取得的文化成果作为标准，并以当时流行的单线演化论和因果逻辑化约论为基础，对于当时所能获得的人类文化原始资料进行研究的理论结果。这样的文化概念，在泰勒的上述文化定义中表现的最为典型。在泰勒的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人类文化进化的三阶段论，而在宗教演化过程中又具体的表现为从万物有灵论（Animism）过渡到多神教（Polytheism）以及最后到一神教（Monotheism）三大阶段。泰勒的宏观性文化论，不但使他把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都纳入到一个演化模式中去，而且也使他强调各个时期之间的文化产品以及同一时期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的文化的相互贯通性。这些观点使他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残余概念、交错文化研究法（cross-cultural research）和文化黏合的观念。实际上，在泰勒的文化理论中，表现了他对于“人”的精神活动的创造性的高度评价，他试图强调人类的独特的理智认识活动是人类创造文化、并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以泰勒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所提出的上述文化概念，对于研究人的文化活动及其各种历史产品，对于相应于不同的文化水准而产生的不同社会的历史研究，以及对于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内创造不同阶段的文化的指导性思想观念的研究，都是有一定意义。这在人类学发展最初阶段都是有肯定价值的。但是，泰勒、摩尔根和史宾塞等人的上述文化理论，显然只停留在宏观的和静态的研究阶段，并未进一步揭明人类文化多样性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民族脉络中的复杂创造过程，更没有深入分析人类特有的精神创造活动同自然和同社会历史条件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复杂动力机制。

第二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博厄斯和涂尔干。博厄斯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一方面严厉地批判了传统的演化论和传播论，另一方面严格地运用自然科学的经验观测方法和实证研究的路线，对于特定的文化调查研究对象，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从而使他有可能重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特别是重视在语言、民族心里和生活习惯以及行为方式方面的各种文化差异，初步认识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片面性，为文化研究中将整体探讨的宏观研究，同深入细致地搜集经验资料基础上所进行的微观分析相结合树立了榜样。他的代表作，诸如《论中央爱斯基摩人》（Boas F., 1888）、《论北美太平洋沿岸地区印第安人的智能》（Boas, F., 1895）、《柯瓦第乌特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和神秘社会》（Boas, F., 1897）、《季姆西安的神话》（Boas, F., 1916）、《论原始艺术》（Boas, F., 1938）、《种族、语言和文化》（Boas, F., 1940）以及《种族和民族社会》（Boas, F., 1966）等，为现代英美人类学走出19世纪单调的演化论方法论的影响，开创20世纪多元化的方法论取向的生动活泼局面打通了出路。博厄斯的贡献还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揭示各民族文化的不同的创造精神，而且强调必须深入地依据各民族所通用的语言和心理气质去加深理解各民族文化的内容和实质。博厄斯对于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也注意到了对于其历史原因的具体分析，特别是注意到了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在他们的语言、艺术、生活习惯、信念和各种神话论述中所表现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博厄斯还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中第一次开创了对于个人个体性生活经验的详细分析的先例。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殊气质和精神，归根结底是立足于组成这各民族的各个个体的经验的基础上。他还认为任何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其真正的目的，是要理解由社会生活所形构的个人的生活方式，并进一步理解社会本身又如何由构成它的个人群体的行为的互动结果所决定。显然，博厄斯为20世纪人类学家树立了如何正确对待人类学传统方法论的榜样：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严厉批判传统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他又谨慎地继承了由泰勒所提出的交错文化研究法。由于博厄斯的这些贡献，才使得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可能培养出一大批采用多元观点和方法论的杰出人类学家。

从博厄斯所提出的各种文化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看，一方面仍然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把文化看做是同自然对立的人类文明社会的特征，并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停留在静态的研究中；另一方面，却可以看出未来的多元的和动态的文化研究方法的明显趋向，有利于人类学家以更活泼和多元的态度，去研究文化的发展动态结构及其内在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的社会人类学发展脉络中，在同一时期内，涂尔干通过对于社会结构和运作机制的深入研究，特别是通过对于劳动分工和自杀现象以及对于社会现象的方法论的全面探讨之后，开始注意到了社会研究同文化研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充分注意到了社会结构的形构和运作机制以及各种文化体系的创建，同人的精神生活层面的复杂活动的密切关系。涂尔干为此集中地研究了在原始社会中发生精神动力作用的原始宗教，注意到了贯穿于各个人类共同体中的各个个人心理层面的“集体意识”的运作机制（Durkheim, E., 1912）。在涂尔干对于原始宗教的研究中，同样表现出试图超越19世纪下半叶单线演化论的简单化方法论的倾向。涂尔干和博厄斯一样，并不满足于传统人类学对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宏观性的历史分析，而是试图更深入地结合原始社会中某些特定的文化领域中的特殊文化现象，例如有关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制度、禁忌和各种原始巫术的特点，通过自然科学式的经验实证分析的可靠方法，再结合必要的心理分析和人文诠释的途径，深入说明各种文化形构和运作过程，外在的社会和自然条件以及物质性的因素同文化内部和个人心理以及群体心理内在诸因素的互动关系。在这方面，涂尔干有关图腾、禁忌和集体意识的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意义，也为20世纪人类学进一步同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相结合，进行多元化的交错文化研究铺平了道路。

博厄斯和涂尔干分别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叉历史时期的美国和法国人类学的杰出代表，他们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既有令人惊讶的类似之处，又有受美、法两国民族文化传统影响的明显差异性。但这两位出现于上世纪之交的杰出人类学家，其文化观念似乎也暗示了20世纪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发展前景和历史趋向。

对于20世纪人类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不论是博厄斯还是涂尔干，第一，他们都极端重视整体性的社会文化研究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殊文化问题的研究的结合。如同博厄斯一样，为了重视社会文化整体对于文化研究着重要性，涂尔干提出了两种类型社会连带的概念和整体性的社会事实的概念。第二，他们都极端重视人类学文化研究中，进行经验调查和实证分析的重要性。第三，他们都同样重视精神层面和心理因素在群体和个体两方面的表现和意义，注意到各民族文化形构中的精神动力问题。第四，他们都同样重视各民族文化中的语言特征及其意义。所有这些方面，在20世纪各个阶段的文化研究中，都越来越深刻的表现出其重要意义，以致可以说，对于这些不同因素的认识和分析程度，在很大范围内，决定着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深度及其成果。

第三阶段是20世纪初至30年代。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芮克里夫·布朗、克鲁伯和毛斯。这一阶段，可以构成为人类学文化研究发展脉络中的决定性时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一，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方面，马林诺夫斯基和芮克里夫·布朗成为了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做为西方人类学文化研究中传统路线的摇篮，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和芮克里夫·布朗手中，成功地完成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彻底改造。他们对于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人类学传统，都正确地采取了继承和批判的态度。这就是说，对于英国的人类学传统，他们一方面继承泰勒和弗莱泽等人的成果，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创造性地提出了结构功能论的理论和历史比较方法。对于外国的人类学传统，他们能吸收美国和法国各自具有优越特征的研究成果，将功能论和结构论以及历史研究方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第二，在法国社会人类学方面，毛斯也成为了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毛斯一方面将涂尔干提出的“社会事实”和“集体意识”概念进一步扩大为“总体社会事实”的新概念，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礼物交换活动，把礼物交换活动看作为人类社会和文化创造及其更新的基础，从而也把涂尔干开始提出的象征性社会文化理论，通过对于索绪尔等人的语言符号论研究成果的吸收，进一步全面发展了法国的象征论社会人类学。第三，在美国文化人类学方面，博厄斯所培养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人类学家，其中尤其以克鲁伯、班乃迪克特和米德最为突出，不但成功地继承了博厄斯的研究成果，也创造性地建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理论。

第四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除了英、美两国人类学家继续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表现出主导的地位以外，法国社会人类学经过以毛斯为代表的涂尔干学派的艰苦创业之后，产生了以李维史陀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显示出法国社会人类学进入到真正成熟的年代，并与原有的英美两国人类学构成为全球三足鼎立的新的人类学研究局面。关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也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对于文化的心理深层结构和符号象征结构的研究，在二三十年代对于文化的语言象征层面和心理层面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在某种意义上说，第四阶段的人类学文化研究，为20世纪60年代后各个新阶段的更活跃的多元化文化研究，做了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充分准备。

在第四阶段中，除了明显的出现了以李维史陀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人类学以外，英美两国人类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文化研究倾向。因此，可以说，到了第四阶段，西方的人类学研究真正摆脱了此前由少数几个权威性的理论大师所控制的一两个理论学派独霸的局面，出现了多种平行的强有力的理论派别并存和交相争论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到此为止，尽管人类学的文化研究经历了不同阶段而不断深入和发展，对于人类文化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但是，始终都是把文化置于同自然相对立的背景下、置于同社会结构相对地分离的情况下加以研究。

第五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全面更新和创造的年代。布迪厄成为了这一时期人类学和社会学文化研究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关于文化再生产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做为人类学研究的重点而被提出来了。

从整体而言，从20世纪60年代起，整个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虽然由西方人主宰的“殖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制度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对于交通信息的控制，导致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更加紧密的互动和沟通，超越国界和民族界限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了，使社会和文化的原有界限更加模糊。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世界文化的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异质化（heterogehization）之间，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和持续性的紧张关系（Appadurai, A. 1990）。从西方各国国内的社会文化状况而言，作为主体的人对于作为客体的自然的统治，更是变本加厉。到了20世纪中叶，西方文化已发展到严重地破坏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的程度。在当代社会中，人本身作为自然和社会的中心，不断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取得了越来越重大的成果，显示了人在其生活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的进一步加强。正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所说，作为当代社会文化基本结构的“现代性”（modernity），在本质上就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世界”。现代性的特征正是在于：人作为主体，既是他所建构和所控制的世界的基础，又是这些世界的中心。这样一来，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人造的结构，变成越来越具有人为建造性质的世界，成为一种可以被人密码化和神秘化的世界。与此同时，在这种世界中生活的人，一方面为自己的创造而自我满足和自我陶醉，打乱了原来的传统社会所建构的各种社会和道德的秩序，寻求改变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又寻求一切可能的创造途径，实现学的自我超越，以迎应其永不满足的、无限的和理想的自由需求（Heidegger, M. 1950: 70; 1973: 30）。

这也就是说，人不仅成为了其自身认知和行动的主体，而且也是其生存方式的自我正当化的主体及其生存所依据的各种关系的中心点。人是以破坏其自然世界（第一自然）的代价，建造和扩大其人为世界（第二自然和第三自然）的。现代人在创建其意念中的世界的同时，不知不觉地破坏了原有的自然世界。在此基础上，现代人以其自身所创造的同一性和参照体系，不断地更新、扩大和重建其自由的本质。也就是说，人依据其自身创造的参照体系，不断地重建和重新诠释其生存世界中先存的、现实的和未来的一切关系网络。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当代社会发展的结果，使人的因素越来越渗透到人的生活世界和社会系统中。正因为这样，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逻辑，随着人文因素的进一步加强，内含着越来越多的人为文化的因素，特别是渗透着人的精神心态的因素，呈现出同以往任何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特征。

从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观点研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思想家季登斯、布迪厄和波德里亚等人，在重建他们的独具特色的社会理论的时候，都充分地考虑到了当代社会中人文因素的上述新变化。

生活在当代社会制度中的“人”，随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发展，也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就是说，社会的人文因素强化的同时，人自身也被其生活的环境所改造；人自以为改造了其生活环境，但人自身却又被非人性化的生活世界所扭曲和被宰制。这种变化，使当代人的社会行动网络、层次和中介因素等方面都进一步复杂化，并出现了许多同人的自然本性本身相矛盾的现象。反过来，人的心态、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个人间的关系模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等等，不仅关系到人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本身，而且更重要的，也直接影响到行动者的行动和社会结构的运作动力及其再生产的逻辑。当代文化一方面体现了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体现了人的自由和自律的扩大和加强；另一方面又渗透着非人性和反人性的因素，表现出当代人被自身创造的文化产物所困的窘境。其结果，作为行动的条件，文化和社会结构一起，为行动提供条件、资源、约束力和动力；但文化的因素比社会的因素占据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地位。严格地说，当代社会结构也是人在行动中的文化创造产品；或者说，社会结构中包含和渗透着大量的文化因素；只是社会结构这个广义的文化产品，带有更多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因素和性质，而且，它已经成为人自身的社会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在当代的社会结构中，人所赋予意义的符号、信号和密码系统，更多地渗透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之中。人的行动也同样更多地受制于人所制造和规定的、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信号和密码。人类创造和不断扩大其意义王国，并在这些意义王国的引导下试图不断超越其自由的界限。但同时，这些意义王国又把人引向与人的自由意志相反的方向。

由于当代社会人文的因素与整个社会结构的相互渗透，使社会结构越来越采取象征化的性质和形式。季登斯、布迪厄、埃里亚斯（Nobert Elias, 1897—1990）和波德里亚等人的当代社会理论，都不同程度地重视当代社会的象征性问题。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他们充分地考虑到人文因素渗透到社会结构的结果，就使社会结构本身的象征化和中介化的层次进一步自我分化和复杂化。当代社会的象征性和中介性，不能不同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相联系。所以，当代社会理论也同样高度重视当代社会的文化因素，并从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 reproduction of culture）的新观点去研究社会和文化的相互关系的问题（Giddens, A. 1990; 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D. 1992b; Baudrillard, J. 1976; 1992）。

随着当代文化的深入发展，随着人的智力活动的进一步发挥，当代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以及各个行动者的行动过程，都进一步复杂地交错在一起；而在这种交错过程中，人的创造性智力和各种精神心态因素，不论就其广度或密度而言，都以空前未有的程度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学那种把社会结构和文化当作两类不同的体系，或者把人的行动同文化的因素区分开来加以研究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有效地贯彻到当代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去了。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方向，也使现代人自身对自身及其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周围世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第三节　扭转社会人类学文化研究的方向

文化，在实质上是人类在其不同的生活环境中，由于其本身的生活需要，在同周围的自然界、社会和人的各种精神活动相遭遇，并因而产生互动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存在形态。文化，是具有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的人，在其实际的生活世界中，以其本身固有的生命力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类特有的生存心态的产物。文化，可以从它的内容，可以从它的各种组成因素，可以从文化本身所表现出的性质和各种特殊的历史特征，从创造和维持这些文化的各种社会结构的特征，也可以从创造这些文化的创造者个体或群体的特征，总之，可以从许多不同的面向或取向，正如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各种思想家所已经做的那样，对于文化进行各种不同的界定，并对它进行各种多方面的探讨。但是，综观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管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也不管是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都是人在生存中，依据其本身的实际的和可能的能力，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建构出来的。

文化的创造和再生产，始终都是同人的生存需要，同人的生存能力，同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人的生存的意向密切地相联系的。对于人来说，在他的生存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生存的状况，而是其生存能力和意向。当然，人的生存状况，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其生存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由于人具有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而这两种相互渗透的生命活动中，精神生命又是决定性的和具有方向意义的。所以，对人的生存来说，虽然不能不如同其他生物那样，以现实的生存条件为基础，但是，人的精神生命的固有的超越性质，使人在生存中，始终立足于其本身的生存能力而导向超越现实的可能的方向。人的精神生命的超越性，一方面使人的生存能力本身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生命力，成为不断地突破原有能力状态的新的可能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使人的生存意向，始终朝着新的可能的超越层次发展。这一切，使人的生存的实际基础的生存条件，对人来说，只成为他生活的起点和出发点，而不是生存的范围和过程。

正是人的生存的这种充满着超越的可能性和方向性的特质，使人的生存同文化的建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文化，在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意向在生活过程中的表现形态，也是人的本性和内在本能的自然展现。

文化的上述性质，决定了人类文化不可能停留在某一个水平上。文化的超越性质决定了文化再生产的不可避免性。文化再生产是一种文化更新的过程，它是在人类文化产生，并使人类社会逐渐地从自然界脱离出来而具有其本身特殊生命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文化实践。随着人类文化的不断产生及发展，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生命力就越来越强盛，呈现出文化生命不同于自然界各种生命体的生命活动特征，并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文化生命本身的自我生产性和自律性。本来，文化所固有的生命，一方面同自然生命既保持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赋有它根本不同的特性。文化生命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自然生命。相对于自然生命，文化生命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自我创造性。也就是说，文化生命有其自我超越、自我生产、自我参照、自我批判和自我创造的特征。文化生命的这种自我超越、自我批判和自我创造活动，也是文化本身内在生命活动的固有需要。文化生命以自我创造为其基本的表现形态，同时也是靠自我创造作为其存在的基本动力。如果说，自然生命可以靠不断维持其自身的特性作为其生存的基本需求的话，那么文化就永远不会满足其自身所已经具备的特性而维持其生命；文化总是要靠其自身的内在生命的不断更新和自我扩大才能生存下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人类精神寻求永不满足的自由的一种表现。文化的这种根本性质，决定了文化一旦生产出来，就不可能只满足于自我维持，或不可能只满足于不断地重复原有的形态。这也就是说，文化的本质决定了文化不可能以“复制”的模式来发展；文化势必也只能采取文化再生产的模式来维持和更新。

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意义，还不只是在于强调文化本身的自我创造精神及其生命力；而且，还在于强调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不停顿性、流动性、循环性，显示出文化的动态性存在性质及其自我更新能力。

任何文化都以其自身的再生产作为其存在与维持的基本条件，也是以其自身的再生产作为其存在与维持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生命如同人类的历史一样，从来都是在活生生地运动着。文化和人类历史一样，关于它们的起源问题，只能从神学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角度提出、并给予宏观地含混式的回答。这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想要进行任何详尽地探索，并给予精确地回答的企图，都会因陷入自相矛盾而最终免不了得出教条式的笼统结论。以往一切传统的文化和历史研究的实际经验，已经为此提供了先例。在文化研究中，对于文化的终极起源的探讨，有过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一意义也是有限的。这就是说，对于文化的终极起源的探讨，就其分析和研究人类如何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并建构出有别于自然的社会文化而言，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研究的目的，绝不是要精确回答人类从何时何刻创造出文化来的。提出关于“人类究竟何时何刻创造出文化来”的问题，就等于把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母鸡生鸡蛋”的问题。只有神学和形而上学本体论，才能从宏观的角度，并以含糊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不能同历史上任何个别事物（包括任何个体或群体）的具体形成过程相比拟。前者之所以是复杂的，是因为它是在自然和文化这两大范畴相比较的意义上提出来的，是在人类作为整体、人类社会作为整体、历史作为整体以及文化作为整体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因此，前者从根本上说，本来是属于本体论的问题，是属于文化存在论的基本问题，也是属于神学的问题。而这种本体论的问题，不论就其提出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思考模式而言，都是特定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西方，最明显的是在古希腊西方文化的摇篮时期，刚刚从野蛮时代挣脱出来、创造出最早的一种人类文化体系的时候。当时，人们对于整个宇宙和人类自己的认识，都处在含混不清的幼稚而朴素的阶段。同时，人们又由于人类思想的天然超越性质，而抱有对于一切事物好奇和追根究底的态度，才使得当时的希腊杰出思想家们，提出各种有关宇宙生成和人类文化本身的起源的本体论问题。希腊文化及其思考模式作为西方文化的最初阶段，对于后来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决定性的影响。但那种思考模式，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猜测性或假设性的，不可能获得实际经验的验证。那种本体论式的思考模式，长期以来已经成为西方人思考各种重大问题的一种传统思考方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已经逐渐地同思考各种具体问题的实证方式，相互混淆和相互渗透，并在一定程度上，两种思考模式相互补充，曾经起过积极的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但追究事物终极根源的本体论思考模式，如果单独地使用，或将它绝对化，只能产生消极的作用。对于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中的本体论思考模式和其他各种传统的思考方式的相互关系及其有限性，只有到了20世纪西方文化发展到极端成熟，而又充满着矛盾和危机的时候，才被西方当代思想家中的某些人所发现，并加于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然而，上述西方文化传统的思考模式，已经在社会人类学的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整个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向，都渗透着上述思考模式的烙印。现在的问题，并不单纯只是改变思考模式而已，而且要再改变思考模式的基础上，一方面完全创新地思考当代文化再生产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重新分析和思考传统社会人类学的全部基本问题，彻底清算以往传统思想所带来的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任何宏观性的问题也只能作出宏观式的答复。要求对宏观性的问题给予微观式的精确回答，势必陷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在这里，一方面要深入分析传统本体论思考方式的正面和反面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要给予它正确的历史地位和理论地位。在西方文化发展史和社会人类学发展史上，对于古希腊的本体论思考模式、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考模式以及启蒙运动以后的自然科学思考模式，虽然有过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但经常出现两种走极端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把传统思考模式中的一种加以绝对化，奉之为绝对正确的、具有典范的意义的思考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被绝对化的那种思考模式，不管是本体论式，还是基督教神学式，或者是自然科学式，往往成为了惟一“正确的”、“作为标准的”思考模式。这种倾向的出现，又同西方文化发展中的“真理至上”的传统观点相关连。这种“真理至上”的传统观点，一方面把真理局限在知识领域之内，特别是局限在科学知识的范围内，似乎在科学知识之外就没有真理存在；另一方面，又把真理规定为惟一标准化、规范化和逻辑化的概念论述体系。上述倾向的结果，还导致以一种思考模式取代其他各种可能的一切思考模式的僵化状态。因此，在启蒙运动之后，由于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和实际成效，又由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有意识地支持和发展了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思考模式几乎成为了近四百年来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思考模式。其结果，也深深的影响了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方法。这种影响的集中表现，就是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思考模式和研究方法去探讨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问题。

只是到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思想家和人类学家中的某些杰出人物，在总结西方文化历史成果和批判传统的基础上，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自古希腊以来传统思考方式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又更深入而具体地分析和评估了传统的本体论思考模式同当代自然科学思考模式之间的正确关系，并提出了批判以往本体论、基督教神学和自然科学思考模式的多元化方案，同时又考虑到将这些传统的思考模式同当代更自由的多元思考模式相结合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人类学才有可能以更高一层的反思，一方面重新考虑如何在社会人类学研究中恰当地评价以往传统思考模式所考虑过的各种有关人类文化的基本问题，正确评价传统思考模式研究这些文化基本问题的成果及其有效性，另一方面又要思考采用新的思考模式全面考察传统思考模式所没有考虑过的文化基本问题以及当代社会文化发展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传统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类文化的性质及其根源的问题，同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中所提出的文化再生产的问题，成为了当代社会人类学研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布迪厄对于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思考模式和思想方法的争论，曾经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他注意到历史思考模式和思想方法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注意到思考模式和思想方法方面在近50年来最新研究成果，使他不但将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文化的议题，转向文化再生产理论，而且，还能够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别具特色的方法论。

在研究文化问题时，除了摆脱上述形而上学本体论模式和自然科学模式以外，另一个重要争论，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文化再生产活动同文化产品的相互关系。围绕这方面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关系到是否要将文化再生产问题列为思考的中心。布迪厄的又一个重要贡献，正是主张更集中地研究文化再生产活动本身，而不是停留在已经产生的文化产品上。

以往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传统往往过多地只看到文化作为一种“产物”（“产品”）的性质。在这方面，在当代社会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影响的英国社会人类学表现得尤其突出。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从泰勒之后，对于人类文化的研究做出了无可非议的卓越贡献。然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传统的严重影响，特别是经验主义的演化论的强烈影响，使英国社会人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研究文化的过程中，总是首先看到文化的经验形态，只集中地观察和研究以“产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文化。这样一来，当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的时候，其出发点就是观察和搜集可以通过感官感受到和经验到的文化实物或各种已经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社会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当然表现了人类文化的一般特点，而且，对于任何一种科学的文化研究来说，都是值得珍视的宝贵资料。但是，当文化作为特定的产品形式而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它们已经是作为精神创造的某种结果，作为沉淀或结晶出来的“物化”或“形式化”的精神创造物。这些已经“物化”、“形式化”或“制度化”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死”的精神的化身。当然，在所有这些“物化”、“形式化”或“制度化”的文化产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死”的精神，也并不是说同活生生的精神创造活动完全脱离关系。在文化产品中的死的精神，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是相对于活生生的从事创造的精神生命而言，是指在文化产品中被某种形式所限定、而暂时停止了活动的那些人类精神。或者，换句话说，在文化产品中的人类的死的精神，是以种种“物的”或“形式化的”形式，作为其继续活动的一种“中介”，作为人类精神向未来更新的创造活动、更长远的创作生命历程的一个中间环节。就此而言，在产品中所表现的人类精神，只是采取暂时的停顿和静止，采取表面“死亡”的形态。尽管如此，尽管在产品中的人类精神只是采取暂时的凝固阶段，但同活生生地进行着创造活动的人类精神相比较，这些产品中的物化了的精神，毕竟只能构成人类文化的生命总体中的人类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如前所述，人类文化的本质，是永不满足的人类精神，在实现其追求自由理念的活生生历程中的展现。因此，以研究人类文化为基本任务的社会人类学，全面地说，应该深入研究作为文化创造的基本动力的人类精神，是如何地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和演进中，以多种多样、适合于其不同历史阶段的形态和特征，而永不停顿、并永不满足地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呈现其生命的历程。这就要求人类学家不仅研究在这漫长的活生生的精神生命历程中的不同阶段，研究这些精神生命在不同的文化产品中所采取的暂时性的历史形态，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重点地去研究作为文化发展动力的人类精神本身的运作过程，研究其创作中的活生生的实际转化过程。

布迪厄认为，人类学对于文化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类精神的创造和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人类学研究文化的时候，一方面可以把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以及它的文化产品，当作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内容。而当人类学把人类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及其文化产品当作对象加以研究的时候，人类学也可以采取暂时分割的方法，或者采取整体式的研究方法。所谓暂时分割的研究方法，指的是把人类创造、生产和再生产文化的过程同文化产品加以分割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人类学作为具体的专门性的特殊学科，可以对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类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同它们的文化产品暂时分割开来，分别当作具体研究的特定对象。所谓整体式的研究方法，指的是人类学把文化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同它的产品当作一个研究的整体，并在这个整体的范围内，深入研究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同文化产品之间的活生生的互动关系，同时，也研究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整体结构中，其内在构成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文化产品的整体结构中，其内在诸构成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管人类学对于文化生产过程和它的产品采取什么样的研究途径和方法，这种研究过程本身，已经是人类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构成因素和组成部分；而且它就是人类学家亲身参与其中的活生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因此，对于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不仅可以把文化及其再生产过程当作对象去研究，而且也可以把这一研究本身，当作他们在研究中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的活生生的、具体的和现实的再现和重演。也就是说，人类学家的研究工作，既是对于其研究对象的研究，也是人类学家本身参与文化再生产活动的表现。

对于人类文化再生产过程及其产品的研究，之所以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研究过程，之所以是人类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一种具体的再生产过程的重演，就是因为人类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永远都渗透着（1）过去与现在；（2）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同文化产品；（3）被研究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和文化产品同正在作为研究主体的人类学家所进行的研究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在人类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首先包含着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循环关系，文化再生产过程可以表现为从过去到现在的单线单向的演化发展结构，但同时又是从现在到过去的倒向循环的还原、再现和重叠过程。因此，文化再生产过程充满着多种单线单向运动和多面向多维度的循环交叉的运动；“过去和现在”就是在这样的复杂运动中交错和互动起来。其次，在人类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包含着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同文化产品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复杂互动。如同上述过去和现在之间包含着多种单线单向运动和多面向多维度的循环交叉的运动一样，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同文化产品之间也不是单纯地只是一种单线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多面向和多维度的循环往复关系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传统人类学只把文化产品当作既有的研究对象，当作以往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结果。这种单线单向因果论不但把文化产品固定化，把文化再生产过程简单地当作该文化产品形成之“因”，而且也把作为产品之因的再生产过程同作为结果的文化产品分割开来，并将这种分割关系固定化。这样做的结果，传统的人类学家也往往把文化产品中的各种组成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简单地看做是该产品生产过程中诸构成因素的结果。但实际上，产品的结构以及其各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同生产该产品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结构及其构成因素的内在关系，是两种既相联系，又完全相异的系统。以为文化产品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可以表现该产品的生产过程的结构，这是传统人类学的一种天真的想法。再次，被研究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和文化产品，不只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已，而且也应该同作为研究主体的人类学家所进行的现实的研究活动存在互动的关系，存在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被研究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和文化产品及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与现实的研究活动保留一定的间隔，但又延续并渗透到正在进行的研究活动中，构成了两者之间的循环往复的互动。这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把历史上已成为过去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复活和再现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人类学家的现实活动具有亲自参与文化再生产活动整体的性质和意义。

以英国社会人类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研究，始终都是集中在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产品及其历史转换形态，研究这些人类文化产品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呈现形式及其传递和更新的过程。如前所述，由于英国社会人类学从一开始形成，便以自然科学的思维和创作模式作为榜样，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建构一个符合自然科学标准和逻辑的人类学体系，因此，英国社会人类学在研究人类文化的形成及其各种历史形态的时候，以在原始社会中所收集到的各种现存的各种文化形态和产品，以考古挖掘出来的各种实证的历史文物作为出发点，然后进行符合自然科学逻辑规则的各种化约和推理过程。这种研究，当然也为社会人类学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人类学初建阶段的原始资料的累积方面提供了必要的贡献。但是，这只能是社会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的一个起点吧了。实际上，英国社会人类学在泰勒之后，随着对于不断丰富的原始人文化产品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地然而是不自觉的逐步将研究的方向从文化产品转向文化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转向文化产品与文化产品的的原有生产者或制造者的关系，转向文化产品同其同时代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关系，转向这些文化产品同其后各种历史时代的人及其文化的关系。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上述演化过程中，也包含着或隐含着转向文化产品中的精神活动的研究。例如，在泰勒之后的英国社会人类学以安德鲁·朗（Andrew Lang）为代表，将人类学研究同泰勒的民俗学研究转向对于原始一神论的研究。而与安德鲁·朗几乎同时的柯德林顿（Robert Henry Codrington）则研究了美拉尼西亚的“玛纳”（mana）。而罗柏逊·史密特（Willam Robertson Smith）则深入地研究了图腾制的祭祀活动。英国社会人类学在其创建后不久，能够迅速地发生上述研究方向的转折，这是非常珍贵的。但另一方面，这一转折本身以及在发生了这种转折之后，英国社会人类学演化和发展的一百多年研究过程所显示的，又同时证明了：社会人类学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其研究的正确转向。社会人类学在其研究文化的道路上，是经历了长期发展所累积的经验以及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之后，才逐渐找到其正确的研究方向。

我们再回到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从中反思人类学研究所累积的经验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给予我们提供反思的基础和启发。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布迪厄反思的社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如前所述，英国社会人类学能够借着其自身的自发发展过程以及其中的某些杰出研究者的自觉探索，使人类学研究从对于外在的文化产品的观察和分析，转向对于与这些产品有密切关联的人类精神的各种历史形态的研究。例如，上述转向对于原始宗教活动及其活动仪式和活动中的中介产品“玛纳”的研究。这种研究转向的性质，其珍贵之处，就在于意识到了文化产品的研究，势必同精神活动的研究联结在一起。虽然这种转向，仍然带有不自觉的自发性质，但它毕竟启示了后人要把文化研究同创造文化的精神活动联系在一起。这种发生在人类学发展初期的研究转向，正因为它具有自发的性质，才显示出这种转向同文化研究的实质的内在的连贯。后来的事实，也就是说，此后英国社会人类学反复地在对于文化产品和文化制度以及文化创造活动过程的三大领域中来回运动，也都显示了上述自发的研究转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也具有相当的历史和社会的普遍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上述原始的自发研究转向，不但在英国社会人类学发展过程中，也在其他各国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反复地重演；只是这些重演的形式和内容，依据历史的不同阶段以及依据各民族所处的不同社会条件和不同文化背景，采取了不同而多样的形态。

从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达尔文演化论以后，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向明显地转向了世界范围内的各原始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巴尔德温·史宾塞（Baldwin Spencer）和法兰克·吉林（Frank Gillen）走出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而深入到中央澳大利亚的原始部落中去，深入研究了当地的阿兰达土族部落（Aranda）的原始文化，特别是他们的各种原始仪式。他们在研究中充分地意识到推动这些原始人进行仪式活动的观念动力的重要性。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位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在重视原始人从事仪式活动的观念动力时，同时清楚地发现：原始人本身，并不能通过清晰的语言来表达推动他们从事仪式活动的观念。这两位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并不被他们所观察的现象所迷惑，能够从现象中所看不到的层面，去探索现象背后的精神动力（Spencer and Gillen, 1968 [1899]: 157; 137）。他们所表现的上述研究方向，还有更深的人类学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他们是在达尔文演化论的经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带动和启发下去进行田野调查的。这一事实本身，已经从总体上表现了他们和他们同时代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向，尤其表现了他们对于田野中客观存在的文化经验事实的高度重视。但就在这样的气氛下，他们居然能够发现上述重要的观念动力，这就再一次说明：不管社会人类学需要付出多少的历史代价，不管社会人类学固执地坚持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也不管社会人类学距离自觉地研究文化创造活动中的精神动力有多远，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他们的实际研究和调查活动中，透过文化本身活生生的生命运作过程，透过文化运作中的文化产品同文化精神创作动力之间的内在联系，不知不觉地转向了对于文化中的精神创造活动的研究。由此可见，人类文化产品所凝集和潜藏的人类精神创造动力，是具有强大的活动能力，它并不会以任何科学研究本身的方法的掩盖或压抑而沉静下来，也不会因此销声匿迹，同样也不会对于科学研究活动本身采取冷漠不关心的态度。与此相反，由于文化创作中的人类精神的活力，它总是以种种曲折的过程和复杂的变形，反过来一方面继续影响人类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又影响着研究人类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过程，并实际地参与其中的活动。当然，从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过程，显示人类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在反复循环和曲折复杂的自我认识过程之后，才能同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隐藏的活生生的人类精神创造过程相会合，并在会合之后，再无数次地重复其又脱离、又渗透的矛盾互动过程。

同史宾塞和吉林几乎同时的哈顿（Alfred Cort Haddon）在创建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剑桥学派的过程中，也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经验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在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从事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在重点地收集、观察和分析原始部落的文化产品及其文化行为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地发现研究原始部落的集体心理活动的必要性。

可是，这种研究方向的转化，由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自发的和不自觉的性质，所以，研究方向的转化本身尚停留在表面，而且也不稳定。这不仅表现在史宾塞和剑桥学派的研究人员并未更深入地集中研究原始文化的创作机制，而且也表现为其研究方向之暂时性：他们迅速地又转向了表面的观念活动的经验形态。在他们之后出现的弗莱哲学派，更是停留在对于原始文化的各种经验形态的历史研究上，甚至可以说，再次倒退到对于原始民族文化的历史模式的研究上。弗莱哲所写的《金枝》就是典型的学院式的原始文化习俗研究的标本。当然，就是在弗莱哲的《金枝》中，也出现了对于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的研究兴趣，体现了对于原始文化中的精神创造活动的重视。而且，受弗莱哲影响的罗伯特·马列（Robert Marett）也研究了原始文化中的观念联结的原则，研究了所谓的“信仰意志”（will to belief）。这又表明：在弗莱哲那个时代，对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仍然无法完全回避对于文化中的精神观念成分的分析。

英国社会人类学在创建独具特色的功能论以前，曾经受到传播主义的影响，把研究的重点转向文化产品的扩散过程及其形态。李维（W. H. R. Rivers）在转向原始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注意到了某种“感性接受能力”（Sensory perception）的因素。但是，这种对于原始民族精神活动的分析，过分地肤浅，以致于它们迅速地为马林诺夫斯基学派的功能论所取代。

功能论学派在研究人类文化的活动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功能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以“制度”概念为中心，论证文化是一种自我生成的实在（A reality sui generis）。因此，研究文化的演化，就是对于文化进行功能分析，也就是将文化的有机组织的基本单位，分析成为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人为文化产品的物体方面和文化习俗的体系方面。在他看来，文化产品的物体，也就是人类所创造的作品（Artifact），而它又是所谓的“制度”这类人类活动的有组织的系统的整合的组成部分（Integral parts of organized systems of human activities called institutions）。在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出马林诺夫斯基仍然重视已经呈现为制度化和稳定化的人类文化成品，另一方面也看出他把这些文化产品同人类的活动联结在一起。问题只是：马林诺夫斯基只停留在两者的关连上，而且只注意到这种关联所采取的特定制度形态。他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阻碍了他更深入地研究人类文化的创造活动本身。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晚期著作中，他仍然把文化界定为“一种工具性的实在”（instrumental reality）；某种“人的累积性的创造”（cumulative creation of man）。显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中所重视的，是在文化这个成品中所已经累积起来的人类创造（Malinowski, 1931: 623）。被累积起来的人类创造，是已经形式化的或物化的创造结果，人类创造的过程已经暂时终止。因此在这里，人类创造精神的活生生过程已成为历史的形态。

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学派在文化研究中在文化产品的制度化形态中的搁浅，再次说明了：人类学研究必须付出更多的历史代价，方能在文化创作的运作过程中，真正找到其活生生的精神生命的源头。马林诺夫斯基学派的教训，很快唤醒了比他年轻的芮特克里夫·布朗，使他集中地转向化文化结构内部所运载的“意义”。芮特克里夫·布朗在1922年发表《安达曼岛居民：社会人类学研究》一书中强调：透过对于原始人的各种习俗的研究，重要的是揭示推动着原始民族进行各种社会行动的内在观念动力。在他看来，这些作为行动动机的观念，实际上是同某种社会价值相关联。这些社会价值，正如法国的涂尔干学派所主张的那样，是在社会中行动的个人之外的某种东西，而又同时又为这些个人所经验到。安达曼人在自己的行动中，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体验到的那种精神力量，投射到自然界的对象中，或者，投射到他们所依靠的民族传统中所隐含的前代祖先。正因为这样，安达曼人才有可能通过他们的社会行动创造出表达他们的共同的社会价值的特定社会组织。所以，芮特克里夫·布朗的结构功能论，主张将经验观察和诠释相结合的方法。在芮特克里夫·布朗看来，社会仰赖于它的社会成员的心目中所存在的某种情感体系（Society depended on the existence in the minds of its members of a certain system of sentiments. Radcliffe-Brown, 1922.: 233—234）。换句话说，所谓社会，在芮特克里夫·布朗看来，是由环绕着某种特定目标的某些情感倾向的有组织的系统（An organised system of emotional tendencies centred about some object）。正是藉助这种情感系统，社会中的每个个人，才依据社会的需要，协调地实现他们的行为，共同地生活在一个社会共同体。社会中的各种仪式化的习俗的社会功能，就是要让社会中的每个个人都意识到这些情感，并使这种情感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在芮特克里夫·布朗的晚年，他反复强调：新型的社会人类学，必须建立在一种新型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而这种新型的田野调查，并不是试图依据当地土著民族的理解去诠释文化的构成因素的意义，而是通过文化中各种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文化中的各种因素在该民族整体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对文化进行恰当的诠释。这就是芮特克里夫·布朗所建议采纳的“对于多种多样的文化和对于单一文化类型的多种变化所进行的共时性研究”（a synchronic study of many diverse types of culture and of the variations of a single culturetype. Radcliffe-Brown, 1931.: 51—52）。

值得玩味的是，由英国的传统所产生的芮特克里夫·布朗的结构功能论，居然在许多重要之点，同法国的涂尔干学派的“集体意识”的研究相平行或甚至相重合。他们的重合并不是偶然的。不论是芮特克里夫·布朗本人，或者是在他之后的伊凡·普里查（Evans-Pritchard）等人，都无法从他们本身的研究指导思想中找到正确说明这些历史现象的原因。这正是表明：社会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类文化本身，以其内含的生命力展现其自身的逻辑，不管其研究者采取何种方法，也不管他们在研究中所贯彻的研究动机。人类文化中所内含的强大生命力，不但足以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展现其威力，而且，也足以影响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以致于可以不依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地反过来控制研究者，将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引入文化发展的客观逻辑之中。任何一个文化研究者，当他试图自外于文化生命体而为所欲为地进行研究活动的时候，他已经是将自己卷入到文化生命体活动的客观漩涡之中，使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人类文化生命体的总活动范围之内。文化是人创造的。但人类一旦创造文化，又脱离不了文化的运作而自外于文化，无法摆脱其自身所创造的文化运动而生存。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需要以研究人类文化为对象的社会人类学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才能为社会人类学本身所接受。英国社会人类学，不愧是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一支劲旅。但是，具有丰富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的英国社会人类学仍然免不了在其研究中反复摸索，以致于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仍然同文化发展的内在生命活动相脱节，在很大程度上经常被动地受制于文化生命活动的运作逻辑。

布迪厄认为，社会人类学家作为一个现实的人，本来就是人类文化生命活动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成员。当社会人类学家从事人类文化研究的时候，就加倍地使自己从属于人类文化活动的生命过程。社会人类学家，这样一来，通过他们自身的文化研究活动，使他们的隶属于人类文化活动的身份，进一步双重化，并因此而复杂化。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人类学以研究人类文化自居，却又经常自外于人类文化，试图将文化只是作为一个外在的“对象”加以观察。他们长期未能意识到：他们研究文化的活动本身，就具有文化再生产的意义；他们更不能理解：他们从事人类学文化研究本身，就已经使自己参与到人类文化的再生产活动总体之中。传统西方社会人类学长期以研究文化为对象，满足于对于已经物化的文化产品的静止的研究，不但使文化本身从其活生生的生命创造过程中割裂出去，也使他们自己人为地自我投射到凝固化的文化产品系列之中，遗忘了其自身从事文化创作和文化再生产活动的实际意义。

因此，将人类学研究从传统的研究文化对象转变为研究文化再生产过程本身，特别是集中研究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作为文化生命的动力的源泉的人类创造精神的运作逻辑，是人类学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这一转折的重要意义，不仅是研究方向和方法论的转变，而且是社会人类学本身的根本性质以及与社会人类学相关的一切社会人文科学的性质的转变。但这只是这一个重要转变的第一层面。随着这一根本转变所引起的第二层面的改变，是人类对于其所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的重新理解，并在这种新的革命性理解基础上，以完全不同于历史以往文化形态的新模式，重构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包括重构组成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因素的各种制度、语言、文字、日常生活模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最后，在第三个层面上，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从历史的和现有的文化产品到文化生命运作逻辑的转变，还意味着人对自身的彻底了解，意味着人类经历了文化再生产的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之后，终于在真正的文化再生产的活动中，找到了彻底自我解放和实现向自由王国的飞越的途径，找到了人实现其自身作为目的的最高目标的必由之路。

第四节　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结构

关于文化再生产过程同文化产品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问题不仅典型地显示文化再生产过程本身及其重要理论的反思性和象征性，而且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人类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般关系。

应该把对于文化再生产过程的研究，提升到对于人类一般实践的研究的理论层面上。从本质上讲，具有强烈社会性质和浓厚文化性质的人，其行动的一般结构和一般性质，总是避免不了带有文化再生产的性质。简言之，人类的实践无非就是文化再生产活动；一切人类实践活动，都是创造和更新文化的活动。反过来说，人类的一切文化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就是具有一般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特征。

布迪厄作为社会人类学家，当他深入研究人类实践的一般结构和运作逻辑的时候，当然首先重视人类实践的文化再生产性质及其所采取的象征性结构。他的研究，首先把文化再生产活动的行动者，放置在其行动实际展开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双重结构之中；其次，以相互关联的观点，动静结合地全面考察文化再生产行动展开过程及其前后所处的相互关系的网络，把相互关系放在优先的决定一切的地位；第三，从行动者所处的地位及其变化的各种可能倾向，深入分析行动者在文化再生产行动过程中所进行的一切内化和外化的心态结构，分析这种同社会结构共时同质双向运作的心态结构同行动本身的相互关联；第四，深入分析行动者的内在心态结构和外在的行动脉络在文化再生产行动的各个场域及其变化的可能性中的影响，同时，也分析行动及其影响的各种可能倾向和可能维度，以便从行动的实际和可能的双向结构中揭示实践的一般逻辑；第五，在由语言和权力等各种象征性文化中介因素所展示的运作过程中，分析行动和实践透过象征性文化中介结构所可能展现的象征性实践运作逻辑。

在布迪厄看来，以生存心态为基本动力的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实践，既具有历史性，又有超历史的独立性和自律性；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超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再生产中的生存心态，不仅为一切行动的实际展开，而且也为一切个人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创作，提供了可能性。布迪厄说：“作为生成性图式的既得体系，生存心态使一切附属于其生产的特殊条件的思想、知觉和行为的自由生产，成为了可能”（Bourdieu, P., 1990: 55）。布迪厄在说明生存心态在象征性实践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时候，极力反对那些把自由和历史必然性相互割裂，并视之为两个相互独立的“二律背反”的教条主义者和决定论者。布迪厄在这里显然清楚地意识到文化再生产活动的两个重要方面，也就是一方面行动中包含行动者的富有创造性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行动中又包含一般实践固有的各种可能性的结构。

文化再生产活动，一方面是创造和再生产具体的文化产品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实践，另一方面，它又是具有一般实践特征的人类文化历史创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类文化的再生产活动，既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文化创造活动同它的产品之间的复杂互动网络，又要看到这种文化再生产活动同一般人类实践、同一般的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复杂关联。

在现实的实际活动中，（1）主体与客体；（2）动机与效果；（3）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结构及其自身的心态结构，实际上都是交错地双向互动着的三个层面。由于实际活动永远是渗透着人的心态和社会结构，而且实际活动又永远离不开人的文化再生产，所以，人的实际活动始终采取象征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再生产的实际活动之所以具有象征性的性质，就是因为它是上述三大层面交错双向互动的结果。

人类实践的象征性结构典型地显示在文化再生产活动中。在文化再生产活动中，客观化（objectivation）或外在化（exteriorisation）的过程同内在化（interiorisation）的过程，都是同时地以同质的结构实现和完成的。换句话说，象征性实践的过程，一方面，就是“行动者”通过其行动所完成的“建构化的建构”（structuration structurant）和“被建构的建构”（structuration structurée）的同步双向互动过程；另一方面，它又同时地表现为“社会”所完成的同一类型的“建构化的建构”和“被建构的建构”的双重活动。不仅如此。象征性实践在完成上述在“行动者”和“社会”双层次的一对各具双重结构的活动时，又再次同时地实现“社会”和“行动者”的“象征性权力”的区分化及再分配，使上述在“社会”和“行动者”双层次所完成的“建构化的建构”和“被建构的建构”，具有“象征性权力”的双重运作结构（Bourdieu, P. 1991: 163—170）。

人的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实践所固有的上述双重性意义结构，一方面是同象征性实践的文化性质，特别是同象征性实践中的语言使用特征紧密地相连结的，另一方面则是同象征性实践中的行动者的生存心态的特征紧密地相连结。这就是说，首先，人类象征性实践中的文化性质，特别是语言，这个人类特有的象征符号体系之介入，使行动者的行动和社会两个层次，都赋有由语言所贯注的魔术般象征性结构及运作模式；其次，行动者的生存心态的象征性结构，连同上述象征性语言符号体系之介入，又使行动和社会两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的象征性结构更加复杂化和进一步增殖起来，构成一个层层双重结构化的社会世界。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是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实践的产物。社会是在人的象征性实践中建构起来，并不断地“再生产”（reproduction）出来的。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实践，不断地创造和更新着人类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社会世界，也决定着社会世界的双重性同质结构，即“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与此同时，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实践，也建构出和决定着社会行动者的“生存心态”，使社会行动者在一种同整个社会的双重结构（即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相协调的特定心态中，采取和贯彻具有相应的双重性象征结构的行为，以便反转过来维持和再制有利于巩固和更新具同类象征结构的行为模式的社会世界。显而易见，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实践，乃是社会同行动者的行为之间相互地复杂交错关连成不可分割的同一生命体的“中介性因素”。以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实践作为中介（中间环节），社会和行动者、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之间，不断地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进行一种双向循环的互动和互生过程，形成了社会和人类实践活动的象征性结构。

在《论实践的意义》一书中，布迪厄将他在《论区分》一书中对于文化实践的分析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到一般的实践理论的高度，把象征性实践看作是人类的一般性实践的基本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他的系统的反思型象征论社会学。这就是说，从抽象的和一般性的角度来看，由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双重性同质系统相互铰结而成的社会，乃是由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行动者所从事的象征性实践所创造出来和运作起来的。社会的双重性同质结构及其同步运作逻辑，是同行动者的实践行为的双重性象征结构相对应并相互关联的。这样一来，人类象征性实践的双重结构不但产生和更新着社会的双重同质结构，同时，也决定着社会的双重生命及其不断更新的运作逻辑。从具体分析的角度，具有双重结构和双重生命的社会同具体的行动者的实践关系是极其复杂；而这种复杂性又由于社会的双重生命同行动者的实践行为的象征性双重结构而更加被覆盖上层层纱幕；甚至可以说，当社会学家具体地分析和揭示社会和行动的复杂奥秘时，免不了将陷入假相之中，以致使任何旨在揭示社会和行动真相的真正社会学，都势必采取“反思”的形态。具体地说，当社会学家深入分析具有双重结构和双重生命的“社会”及其同行动者的行为的相互关系时，必须进一步将抽象的和一般的社会空间（l'espace social），具体地分割成一个一个相互区分开来的“社会场域”（des champs sociaux）；因为正是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具有双重结构的“社会”才各个进行具体活动的“行动者”发生活生生的关系，从而使二者进入由“象征性实践”所驱动起来的复杂的互动网络之中，使社会和行动者都同时实现其双重生命的运作和更新。在布迪厄的象征论社会学中，人类实践的象征性结构及其象征性运作过程，使得在社会活动着的各个阶层的个人的生存心态和精神活动，同客观的社会制约性条件、行动者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社会场域三大方面绞合在一起，扭成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活生生的社会历史过程，形成个人和社会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双重生命的动力根源。

所以，由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所组成的社会，抽象地说，就是不断地进行着象征性实践的行动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空间；具体地说，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网而确定其具体社会地位的行为者，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生活和行动着，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约条件”的客观社会环境和状态中，凭借各个行为者的特定“生存心态”，不断地同时创造和建构其自身和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因此，要更深入和更具体地了解社会空间中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相互同质同步的互动交错关系，要进一步了解作为行动者的个人或群体在交错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之双重运作中的实践逻辑，就必须具体地结合特定的社会空间中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特征，即把行动者的个人或群体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实践所面临的客观的社会制约性条件、所寓于其中的社会场域及行动者自身的特殊生存心态，加以通盘地考虑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再去考察在上述特定社会制约性条件，社会场域和生存心态所构成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又是如何导致象征性实践之历史性运作。

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发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作为行动者以生存心态为中心所开展的象征性实践，包含着历史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各种复杂因素；它是某种由现实的、历史的和可能的因素和向量所组成的生命系统。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所包含的这些多种多样的因素和向量，当它们相互运作的成果在文化产品中固定下来的时候，它们在实际运作中所呈现的各种可能的倾向和表现的程度，都由于产品的固定化而进一步被掩盖起来；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可能被产品的固定化模式永远地被扼杀。因此，要特别集中说明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可能性因素的问题。为了说明文化再生产研究同文化产品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说明文化再生产过程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必要首先强调可能性因素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意义及其在文化产品中所采取的转换形态。

第五节　文化再生产的可能性及其与文化产品的关系

如前所述，布迪厄强调文化再生产过程的变动性和运动性，试图动态地说明和探索整个文化再生产过程。因此，他并不把文化再生产过程仅仅当成现实的结构，而且，也重视它的可能形态和潜在倾向。在一切呈现为稳定的现实结构的背后，布迪厄始终看到它的可能的变化和潜在的倾向。也就是说，他所重视的，不只是现实的可见的结构，而且还包括其中隐藏的可能性因素。文化再生产之所以是复杂的，就是因为它始终是现实和可能的结合，是两者的反复转化的结果；而且，这两者的转化，是双向进行，并且是无止境的循环。

布迪厄把文化再生产过程看作是充满可能性的生命运动。如果把文化产品仅仅当作文化生产过程的一个结果，文化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可能性就将因活动的中止而消失殆尽。布迪厄认为，可能性是文化再生产的实际生命的重要表现和重要活动。严格地说，文化再生产的生命之所以充满着活力，就在于它的任何一个刹那，都存在着或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没有了可能性，就没有生命；就意味着死亡。问题在于：在任何生命运动中的可能性，是非常复杂的、多元的和多维度的。可能性的不同表现及其同历史性、同现实性的具体关系，构成为不同生命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表现形态。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可能性因素，总是采取多种多样的复杂结构，其中包括了可能性的各种可能的结构。这也就是说，文化再生产不只是某种可能性的生命系统，而且是可能性的多层次可能系统。同布迪厄一样，英国社会学家季登斯在研究人类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实践的时候，已经发现了实践中的可能性结构及其重要性。季登斯指出：“行动的一个必然特征，就是在任何时间点上，行动者都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行动；也就是说，行动者或者积极地试图干预世界上发生的事件过程，或者消极地进行自制。”（Giddens, A. 1979: 56）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可能性因素和倾向，惟其是可能性，所以是在可能性的活生生变动中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真正有生命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有生命的过程；它的生命力，使可能性成为多元和多向的倾向或趋势。文化再生产中的可能性，显示了文化再生产过程的高度复杂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这些可能性因素和倾向在文化再生产中的出现，使文化在生产的过程不但高度复杂化，而且也高度活跃起来。其复杂性和活跃性，使文化再生产过程不论在时空结构上及其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变成多维度和多元化。由这种复杂的文化再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文化产品，只不过是其多元化和多维度的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结构的现实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产品所呈现的固定化的结构，只是活生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面向，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系统的变形和物化的表现。所以，传统人类学对于文化产品的研究，只能表现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已经现实化的那些可能性系列的一种，并不能全面地表现文化再生产过程的整个面貌。

正因为如此，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只有全面地研究文化再生产过程，并把研究文化产品只是当作研究文化再生产过程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对于人类从事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结构和运作逻辑有全面的了解。

但是，上述说明只是涉及到文化再生产研究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只是把文化再生产过程当作一个活生生的文化生命运动，而把文化产品当作这场运动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方面来说，文化再生产过程的实际运作比文化产品的结构更加广泛而复杂、更加活跃和更加带有明显的变动性。

文化再生产过程所表现的上述极其复杂而又高度活跃变动的性质，相对于文化产品来说，带有显著的优点，更接近于人类文化再生产实践的真正性质。但是，如前所述，这只不过是从一个角度去比较文化再生产过程和文化产品的结构和性质。实际上，布迪厄认为，文化再生产过程同文化产品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它并不单纯地表现为“文化再生产过程在前”或“文化再生产过程作为原因”，而“文化产品在后”或“文化产品作为结果”的单向单线的因果模式。在这里，有两大方面的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入加以说明。

第一方面，即使是把文化在生产过程作为原因、而把文化产品作为结果来分析，也存在着因果之间互动和相互转化的复杂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更不是单线单向的一维结构。在人类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任何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仅是双向互动的和双向相互转化的，而且这个因果系列又必然同整个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总体中的各种复杂网络相互交错，因此也就有可能隶属于更大的复杂因果系统的一个分支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具体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和文化产品之间的因果系列，并不是固定的和单一性的；而是双向互动或甚至从属于三维度或四维度以上多元结构的因果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原来被看做是“结果”的文化产品，对于原来被看做是“原因”的再生产过程来说，可能就成为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一个原因，从而使原有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

第二方面，从结构来看，文化产品虽然比文化再生产过程显示出相对静止和固定的形态，因而也使文化产品比文化再生产过程显示出更加简单和更加概括的形式，但是，文化产品做为人类创造精神的一个历史形态，作为物化和组织化的精神活动的结果，它又可以比文化再生产过程更集中和更典型地表现出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特征。这就是说，不要把文化产品的物化和固定化形式绝对化，也不要把文化产品的结构简单化和表面化。从物化和固定的形式来看，文化产品中似乎不再存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活生生的因素。从简单和表面来看，文化产品的结构也呈现不出文化再生产中那些隐蔽的各种可能性因素和倾向，呈现不出文化再生产中所表现的各种内在的和精神性的因素。但是，文化产品既然作为一个精神活动的历史结构和作为其活动的结果，就累积和集中了再生产过程的各种因素和倾向，其中包括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可感知的和不可感知的、可表达的和不可表达的以及现实的和可能的一切因素。在文化产品中的所有这些因素，由于采取物化和暂时静止的形态，反而比再生产过程中活生生的那些动态结构，更有利于采取共时和一般的普遍结构而超越时空的限制，因而也就更也有利于把各个时代的特定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和文化产品连结起来，并在其中透过凝聚下来的人类文化的象征结构而互动，并一代一代地继承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原来已经静止固定下来的文化产品，不但其本身重新获得了生命，而且它有带动各个时代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和文化产品，使贯穿于其中的人类文化创造活动连贯起来，并同一般的人类社会历史事件构成为一体，有助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广阔和更深刻地了解人类事件的一般结构和性质。

在这方面，与布迪厄一样受到胡塞尔和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影响的哈娜·阿莲德（Hannah Arendt, 1906—1975）早在她的《人类的条件》一书中就有了深刻的说明。她总结了马克思和尼采以来对于人的行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强调要深入研究人类的积极的生命的基本模式，集中探讨人类实践中的“劳动”、“作品”、和“行动”及其相互关系（Arendt, H. 1958）。在这里，哈娜·阿莲德已经敏感而深刻地发现了行动，做为人类在特定的具体时空结构中所进行的具体活动，同作品相比是脆弱的、不可控制的和不可逆转的。行动之所以比作品脆弱，是因为它是在特定时空结构中进行，深受具体时空的限制，是极其有限的。作品却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大历史环境和视野中驰骋，并在其中不断获得新生。

正是在这里，哈娜·阿莲德重拾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强调行动的目的是贯穿于其自身之中。因此，任何行动，其特殊的意义，只是存在于行动之中，而不是在其动机中，也不是在其结果中。在这一点上，当马克思只注重策略性行动，特别是只注重生产活动的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人类行动的目的的高度复杂性。实际上，行动的目的所可能采取的定向的或不定向的、外在化的或隐蔽的、固定的或变动的因素以及行动者自身所意识到或无意识到的方面，是难于表述和难于预料的。这些因素和方面，在行动的实现过程中，始终是活生生的，充满各种可能性。

行动的一个必然的特征，正如季登斯所说，就是在任何时间点上，行动者都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行动；也就是说，行动者，或者积极地试图干预世界上发生的事件过程；或者消极地进行自制。行动者的行动的上述两种倾向，不仅在行动的整个过程中，而且也在行动未展开的整个历史准备过程中和在行动具体实现之外的未来可能的展示过程中，都随时随地会由行动者自身的内在因素或因外在因素的干预而显示出来，甚至实际地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行动，不仅就其实际状况而言，而且就其可能性而言，都隐含着积极和消极的两个层面。因此，关于人类实践的社会理论研究，在布迪厄看来，必须充分地考虑到行动的这两个层面。

同时，还要考虑到：文化再生产作为一般的社会实践，它必须具备高于具体的个人行动的普遍性和超越性。惟其如此，发生于不同地点和时间的不同行动者的行动，虽然是具体的和有限的，但它不仅能在一定条件下，贯彻和实现行动本身的动机和目的，展现行动的内在意义，而且，也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统一形成为社会秩序，并因而有可能把整个社会：不只是眼前现存的、而且也把已经不存在的过去的历史和未来，当作一种系统而连成一体。这就意味着：任何文化再生产的行动，表面看来，由于其实现的具体时空条件而呈现出具体的行动过程，具有具体的行动意义；但同时，又由于个人行动者之隶属于社会和文化整体，由于行动之时空结构内在于历史的整体时空结构中，使任何行动又能在其具体有限的结构之外，同时地含有一般行动的超时空结构。换句话说，布迪厄认为，文化再生产的任何行动，都具有两个层面的双重结构和双重意义：具有具体的行动所固有的有限结构和有限意义，又具有一般的行动所包含的无限的超时空结构和无限的历史意义。

作为一般社会实践的行动，各个特定的文化再生产活动虽然发生在各个具体的时空中，但都潜在着超越时空的性质。任何具体行动的这种双重结构和双重意义，使任何行动本身都包含着一般实践的结构和意义，同时也具有象征性的特征。正是在这一点上，纪登斯在分析和发展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时，还充分考虑到实践的时间方面的特殊性和普遍性（Giddens, A. 1984: 2; 10; 181），而布迪厄则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文化再生产实践的双重结构、意义及象征性特征。

当然，不论是纪登斯还是布迪厄，在考察行动贯彻过程中行动者同行动动机、行动目的和行动环境的复杂关系的时候，都充分地考虑到行动者目的的实现，除了同行动者所使用的策略和手段相关以外，还考虑到行动过程中周在世界所可能发生的各种偶然的可能事件及其对于行动者的复杂影响，考虑到行动者随时可能采取的应变措施。正是在这里，有必要再回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不同，并不像柏拉图那样只是把实践仅限于“生产”或“制造”（poieses）。亚里士多德为了把理论与实践清楚地区分开来，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曾经把理论科学同实际科学区分开来。接着，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把行动概念同生产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行动的标准就是行动的目的的外在性。实践并不是在它自身之外确立其目的，或者，实践并没有外在于其自身的其他目的。但作为生产或制造的活动，则可以具有它自身之外的其他目的。显然，亚里士多德已经深刻地看到了：作为一般的人类实践，其优越于具体行动的地方，就在于它永远包含着随时可能变动的目的自身。一般实践不受具体时空的限制，包含着各种可能性，使它比任何具体的行动都充满生命力，永远包含着自我变动和自我更新的可能性。它所隐含的目的永远是属于实践的生命本身的。与一般实践不同，“制造”作为具体行动，总是包含它自身以外的“其他目的”。亚里士多德把“制造”的这个其他目的，称为“产品”或“作品”（Ergon）。也就是说，“制造”是以制造某一种具体产品为目的的。接着，亚里士多德又在区分实践与生产的基础上，区分运动（kinesis）和内在的行动；内在的行动是每个生存者实现其现实性（energeia）的过程。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就更深入地分析了人类行为和行动的不同类型。在伦理行为领域中，实践就是智能（phronesis）的领域，也就是一种符合德性实践的理智，也就是谨慎。与此相反，“生产”或“制造”是从属于“技艺”（tekhné）的领域，并不需要德性。由此，实践是同理论（theoria）相对立的（Aristotle, Ethics Nicomachean: X 7, 1178b 20—22）。亚里士多德从各个方面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同时也讨论了实践与行动、与产品的关系。这些讨论，深刻地触及到文化再生产与文化产品的复杂关系，值得作为参考进一步深思我们现在讨论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布迪厄每次分析文化再生产活动时，总是超越具体时空的环境，并从历史和理论的广阔视野，要求我们反思地理解他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第六节　文化再生产研究与人类自由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提出，表明对于人类文化的研究，已经随同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的根本转变，不再如同传统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那样，只是对“文化”的最初起源和终极本质问题感兴趣，也不再如同传统人类学那样，将文化研究局限在对于原始文化的起源、类别和发展的调查和分析的范围内，而是集中研究在历史运动中的人类文化的更新及其同现存社会的现实运作的关系，集中研究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文化的具体生命表现，集中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文化活动网络，集中研究现实的文化创造活动的实践逻辑及其经语言逻辑结构归纳加工所得出的各种文化论述中的逻辑的区别。文化再生产理论所关怀的，是通过以上研究方向的扭转，最终重构人类文化，以文化为主导，摸索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出路，开辟更广阔的人类自由。布迪厄始终试图通过他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加强现代人对于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反省，不满足于现实社会文化的结构，不执着于当代社会文化的各种制度，而是以批判的态度，探索各种新的可能性，扩大行动的自由。

在布迪厄看来，文化再生产过程及其内在动力，必须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本身而展现开来；而作为研究者的社会人类学家，又同时地将自身的研究活动，置于活生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布迪厄试图以现象学的方法和原则，要求从事文化再生产研究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必须一方面在客观地进行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创造过程中，展现其研究过程，将客观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作为一个中介化的自身展现出来。同时，另一方面，又在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活动的自我表演中，亲自参与历史的和现时的文化再生产的客观活动过程。因此，布迪厄认为，对于文化再生产的研究，是两种过程的自我表演的高度结合：一方面是客观地进行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的自我表演，另一方面是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活动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的自我表演，两者在研究活动中相互穿插，来回运动，相互参照，又相互渗透。这就把寻求“他人”的“异文化”的过程与了解“自身”的原本文化的过程交叉地结合起来，使两者的复杂关系，找到了在相互穿插的辩证过程中得到相互了解和相互渗透的可能途径。显然，布迪厄的上述理解及其实践，是他将现象学方法成功地贯彻于社会人类学家研究的结果。

人类学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是试图通过对于作为“他人”的“异民族”的“异文化”的研究来揭示人类文化的奥秘。将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与将“他人”的“异文化”作为对象相等同，从一开始就已经赤裸裸地显示出传统人类学研究方向的基本原则的自我矛盾性。由此可见，传统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显然将异民族的异文化，当作自然物一样的无生命的对象那样来处理。同时，传统社会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模式和原则，不但隐藏了社会人类学创立之后近二百多年历经曲折并反复徘徊的必然因素，而且，也隐含了彻底摆脱这种发展困境的可能方案。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人类学对文化再生产的集中研究，是社会人类学从创立以来所隐藏的上述内在矛盾的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成果。因此，在明确地进行文化再生产的研点之后，又必须同时地不时回顾社会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所遭遇的基本问题。在同历史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的重新对话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探索文化再生产研究中所要处理的各种复杂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人类学对于文化再生产的研究，仍然不能同历史上发生过的传统社会人类学的文化研究过程相脱离。毋宁说，重新评价西方各主要国家传统社会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各种历史问题，是当代社会人类学研究文化再生产问题的一个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作为崭新的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文化再生产，不只是为了揭示以往的或现有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的运作逻辑，从中发现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人类精神的创造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再生产的研究还意味着寻求重构人类文化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再生产问题的研究，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探索人的精神创造活动不断建构和扩大各种新文化的方向，为人类创造活动提供尽可能多元的发展可能性，以便不断扩大人的自由。这种新的研究，显然不是像传统人类学那样，把眼光向后看，只研究已经存在的各种文化，而不去探索创造新文化的各种可能性。就此而言，由布迪厄所坚持的反思性社会人类学对于文化再生产的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学研究的方向。

新的社会人类学在研究文化再生产问题的时候，其探索人类创造精神的运作过程的重点，并不是总结或概括以固定形式表现出来的“规律”或“模式”；研究文化再生产问题的基本目的，并不是为了给人类精神提供必须遵守的什么“规则”或“方法”，而是相反，是为了向人类创造精神，提供更大的自由。实际上，人类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曲折发展之后，特别是经过资本主义文化的各个阶段之后，已经有充分的可能性以其自律而自由发展。人类创造精神的自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基础上，已经有能力越来越远地脱离各种客观的物质的和历史的条件的限制，具有更大的可能性通过现代文化本身高度复杂的内在因素而实现自我更新。人类文化现阶段的这种高度自律性，是空前未有的；它是文化自身不断发展和不断更新的结果，同时也自然地为未来更加自由的文化的自我更新，提供了最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文化再生产问题，就不应该局限于单纯的文化历史分析，也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逻辑化约或概括方法，而是要最大限度地为人类文化的创造，提供和开辟自由发展的新领域。在此情况下，文化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为人类向最高的自由的过渡开辟更广阔的前景。布迪厄非常重视扩大文化创造的自律性。他认为，只有首先深入揭示文化再生产活动本身的自律条件及其运作机制，才能为创造自由开辟新的前景。

新的社会人类学的文化再生产研究，既是一种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工作，也是进行文化再生产的实际活动本身。这就是说，研究文化再生产问题，一方面固然是一种新的人类学研究活动，它要研究文化再生产的各种可能条件，并集中地研究文化再生产过程的精神创造的自由性，但另一方面，它就是实际的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活动的构成部分。在这方面，人类学的文化再生产研究，要积极地参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再生产实际活动；它不是在社会的实际文化再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在其中直接地为重建新的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在文化再生产研究中，虽然要继续发挥人类学家的主体作用，但是，“主体性”的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传统人类学。布迪厄所要求的文化再生产研究工作，是将文化再生产研究活动本身当作研究的真正主体。作为文化再生产研究的主体，这种研究活动是以追求其本身的最大自由为惟一目标。这不但可以克服以往传统人类学将自身从属于社会其他活动的被动的工具化命运，避免像以往传统人类学研究那样，使人类学的文化研究，陷于被各种外在的力量所利用的异化地位。

作为主体的文化再生产研究活动，既然没有在它自身以外的其他目的作为其运作的目的，它就自然地成为了由其自身进行自由决定的研究活动。这样的由自身决定自身的研究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以往各个阶段所没有过的，也是最自由的研究活动。

所以，当代文化再生产研究，不同于传统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人类追求自由的理念和实际活动，同文化再生产的研究本身统一起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同人类的不间断的追求自由的活动合而为一。

传统的人类学文化研究，实际上也曾经在其发展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逐渐意识到文化研究同人类追求自由的活动的密切关联。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在1944年发表的《自由与文明》一书中，第一次较为明确的将人类学文化研究同人类的自由问题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类的自由不能在脱离文化脉络的范围之外去探讨（Malinowski, B. 1944: 52）。一切自由，归根结底就是文化自由。所以，自由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甚至是同一个范畴。马林诺夫斯基还进一步把自由同社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认为，单纯地从个人的观点去探讨自由是没有意义的（Malinowski, B. 1944: 25）。他接着指出：“自由的概念只能参照组织起来的，并赋有文化动机、文化基础和价值的人才能被界定；这也就是说，要参照实际存在的法律体系、经济体系和政治组织，一句话，就是参照一个文化系统，自由的概念才能被界定。”（Malinowski, B. 1944: 29）所以马林诺夫斯基得出结论说：“自由是文化的一个礼物（Freedom is a gift of culture）”（Ibid.）。马林诺夫斯基的上述观点是非常深刻的。从马林诺夫斯基的上述文化研究经验和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人类学家是否自觉地意识到，研究人类文化的活动开展得越深刻，就越触及到人类自由的根本问题。文化本来就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自由创造的历史展现过程。人类精神随同人类本身而诞生以来，就以其自身的自由本质，不仅将其自身，而且也使人类整体，幸运地以追求自由作为其基本目标，作为其存在的基本形态，并由此而使人类精神和人类整体，始终都将争取自由当成自己的最高目标。人类精神的这种自由本质，正是人类不断地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的基本的和永不枯竭的动力。关于这一点，马林诺夫斯基作为一位杰出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通过其深刻而广泛的研究成果，取得了越来越明确的结论。马林诺夫斯基在上述研究中得出结论说：“从人类文明的开端起，自由始终是维持和发展文化过程中一切有建设性的工作的基本前提。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文化是从人类的最早开始和其发展过程中的自由的礼物。”（Ibid.: 320）显然，马林诺夫斯基把自由和文化等同起来，而且也认为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马林诺夫斯基的深刻性，就在于将文化当作是自由的产物；同时，他又把文化这个自由的产品，反过来变成为自由的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文化和自由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实际上正是立足于贯穿于两者之中的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性。然而，马林诺夫斯基并没有进一步从自由与文化之间的互为条件，看到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性的关键地位，也看不到自由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的真正根源所在。马林诺夫斯基在分析文化的自由的时候，只是看到自由的两个基本方面，即维护安全的自由（The Freedom of Security）和繁荣的自由（the freedom of prosperity）。显然，马林诺夫斯基的自由观，一方面仍然受到16世纪到17世纪的洛克等人的自然权利论的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受到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关于人类的自由的探讨，确实只有到了十六七世纪的时候，当人类理性真正地摆脱了各种外在的约束，达到康德所说的那种能够不听外在权威指挥而敢于自行决定的成熟阶段时，才能全面展开。洛克在当时正是根据人类理性的自由的观点，提出了自然权力论，论证了人类的生存权和自由权的至高无上性。但是，洛克并没有能够将人的自由彻底地从自然界的约束中解脱出来。洛克在谈论人的自由的时候，只能从自然出发，以自然为条件，并把人的自由看做自然赋予人的天赋权力。在反对中世纪神学约束人的自由的时候，洛克诉诸于自然，而论及个人自由的不可剥夺性，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他当时的眼光，只能停留在自然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洛克和马林诺夫斯基从自然出发所论述的人类自由，终究不能超出自然所许可的人类维持生命和追求幸福的范围。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维护安全的自由，就是文化为人类本身的生存和延续所提供的各种保护性的机制。至于追求幸福和繁荣的自由，是人类在不断发展其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的过程中所增强的自由。马林诺夫斯基所处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他能比洛克更多地看到：人类创造的文化对于进一步发展人的自由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以，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区分了生物学的自由和文化的自由。前者是更多地受制于自然，后者则是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并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约束。

马林诺夫斯基的自由观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来的。当时人类的自由受到了法西斯势力的威胁。马林诺夫斯基更多的看到了人类自由所受到的历史限制，使他不可能意识到人类精神的创造活动的强大威力。因此，当马林诺夫斯基强调文化的发展将为人类的自由提供一切可能的条件的时候，他的论述带有相当浓厚的乌托邦性质。他既不能正确区分理念的和规范性的文化自由同现实的和实证的文化自由的关系，同时也不能具体而深刻地结合文化发展中的人类创造精神的自由运作逻辑去说明自由和文化的深刻关系。

在西方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发现并探讨人类的精神的自由创造对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的人类学家，并不只马林若夫斯基一个人。几乎与他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克鲁柏早在1917年，就明确提出了文化的“超有机体”性质的概念。克鲁柏吸收英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史宾塞关于人类文化“超有机演化”（super organic evolution）的性质的观点，强调人类文化是“超越有机性”的一种特殊事物，是人类精神的某种特殊产品，完全不同于自然物质及其他的有生命的有机体（Kroeber, F. 1917）。史宾塞本来把演化分为三种类型，也就是“无机的”、“有机的”和“社会的”演化过程。史宾塞在谈到社会的演化的时候，强调这种演化之所以超出于有机的演化的特征，就在于“它包含了许许多多的个体的相互协调的行动所产生的一切过程和产品”（all those process and products which imply the coordinated actions of many individuals.）（Spencer, H. 1876—1896: I, 4）。在这里，史宾塞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包含在文化产品和它的创造过程中的个体创造精神及其多样性。但是，史宾塞仍然深受达尔文演化论的影响，使他未能正确区分人类精神的创造力同有组织活动的各种群体动物的创造精神。他甚至把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同蜜蜂等动物群体的有组织活动相混淆。克鲁柏克服了史宾塞的上述达尔文主义演化论的局限性，强调人类的创造精神是具有文化活动能力的人所特有的。同时，克鲁柏进一步指出了文化创造活动同一般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的区别。在他看来，社会活动只是一般地指称那些能将一大群人相互协调起来所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文化活动高于社会活动，因而也比社会活动更加复杂，因为文化活动是人类精神的创造活动领域。更重要的是，克鲁柏在强调文化活动的精神创造性的特质的时候，也进一步拒绝用一般生物学和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去说明人类精神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克鲁柏一方面看到了人类精神同生物的神经活动的区别，另一方面，也为了同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歧视观点划清界限，为了同当时诸如勒朋（Le Bon）、加尔敦（Gallton）和皮尔森（Pearson）等人的种族主义优生学相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克鲁柏所说的文化的超有机性，一方面显示了文化的人类创造精神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拒绝各种出自自然科学的生物学和心理学观点的说明。克鲁柏说：“精神遗传之所以同文明毫无关系，是因为文明并不是心理活动的单纯产品，而是人类精神运作的一系列体系化的产品。正如生物学家所已经论证的，作为有机的心理活动，它的论证同任何社会事件的论证毫无关系。心态或精神是同个体相关连。而社会的和文化的事物，就其本质是非个体的。这样的文明只有当不再以个体的观点去分析的时候才开始产生。”（Kroeber, 1917: 192—193）。克鲁柏进一步指出：“在社会文化的超有机的发展中，产生了某种超越自然选择的因素，因而也就不再完全依赖于有机演化的任何机制。因此，社会的文化超有机演化的产生，并不是任何一种自然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是朝向另一个层面的一个信道，甚至是一种飞越。”（Ibid: 208）。这样一来，文化是社会性的精神活动过程的超有机的和超心理的产品。

克鲁柏的上述发现，在西方人类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克鲁柏比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更深入地发现了文化同人类创造精神的内在关系，而且，还因为他身处于自然科学思考模式占统治地位的美国社会人类学领域中，却又能超脱自然科学思考模式的影响而重视文化的精神创造的超越性，也就是超越经验性。克鲁柏指出：“任何社会的事物只能通过心态活动才能存在（everything social can have existence only through mentality）。当然，文明并不只是精神活动本身，它是要通过人来运作，尽管文化可以脱离人而存在。”（Ibid: 186）

克鲁柏的上述研究成果，如前所述，是西方人类学发展的重要成果，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人类文化发展的自律性，有助于深刻了解这种文化自律性同人类创造精神自律性的内在密切关系。在这一点上，克鲁柏的研究成果显示了人类学文化研究同发展人类自由，特别是发展人类精神的创造自由的密切关系。

但是，克鲁柏所处的历史时代，又使他未能正确地把握文化的自由本质，同时也使他未能全面地理解人类精神的创造精神的自由性质及其可能性。克鲁柏在论述人类文化的“超有机性”的时候，为了强调人类文化的自由性，未能正确估计文化创造同个体的精神创造活动以及同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动的内在关系。因此，他实际上把文化或文明看做是可以独立于个人或社会的超有机体，也就是说，文化是“超个人的”，同时又是“超社会的”。他说：“文明，是由人所运载的，而且也只有通过人才能存在。但是，它是一种在它自身中的存在。而且，文化又是完全独立于人的另一种秩序。文化实体同个体的人以及同它所仰赖的人类群体毫无内在关系。文明来源于有机体但又独立于它。”（Kroeber, F. 1915: 283）接着，他又说：“文化当然只是靠整合成社会的活生生的和有精神活动组织能力的人才能产生。但是，这些个体和社会只是文化存在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它的存在本身。”（Kroeber, F. 1917: 633—634）这样一来，文化的自律性便发展成为文化独立于个人或社会的特征。这就使克鲁柏无法正确地理解文化的自律性同人的精神创造活动的内在关系。而且，在实际上，克鲁柏把文化的自律性同文化的社会性和自由创造性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

马林诺夫斯基和克鲁柏，作为英美杰出的社会人类学家，已经比其他人更早和更深刻的看到了人类文化活动中的创造精神及其同人类自由的发展的内在关系。但是，他们两人都由于受到了传统思考模式和当时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未能进一步正确地处理文化与自由的关系中所包含的重要问题，即有关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个人创造活动、文化产品与文化的创造过程以及文化再生产同人类自由的发展的内在关系。在克鲁柏的论述中，尤其明显的显示出他在思考中的严重缺陷，显示出将文化同社会割裂开来的片面倾向。

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人类学的文化再生产的研究，试图充分吸收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时代精神。这种新的时代精神，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一个结果，同时它又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它以从未有过的挑战精神，试图摆脱一切传统的约束，试图达到人类文化创立以来人类精神本身所追求的最大的自由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的时代精神，提出了实现人类梦寐以求的最大自由的理念。

布迪厄在研究人类文化的过程中，由于思考模式的根本转变，集中地探索文化再生产中的精神创造过程及其自由的性质。研究重点的转变，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正确处理有关“人”、“社会”、“文化产品”、“语言”、“人类精神”以及“各种不可见的因素”等事物的相互关系的思考方式。在这种转变中，布迪厄以“相互关系性”作为基本原则（le principe de la relationalité），不再把上述诸因素的区别绝对化，更不把上述诸因素的区别建立在上述诸因素自身的同一性的基础上。以往传统人类学的思考模式，深受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和各种逻辑中心主义的思考原则的影响，总是在理论研究中首先寻求各个基本概念的“逻辑同一性”，并在这种逻辑同一性的基础上进行主观和客观、中心与边陲、同一和差异的二元对立区分。其结果往往将理论论述的实际对象和客观的实际过程，千篇一律地化约成没有生命的概化的逻辑概念，人为地形成一系列在逻辑结果上首尾一致的论述体系，然后又将这些论述体系加以“正当化”，以便获取一种“真理的身份”。

实际上，在西方传统人类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各种基本概念的形成及其论证过程，始终没有超出传统文化所许可的思考模式及正当化程序的范围。因此，在没有彻底打碎上述传统思考模式和理论之正当化程序以前，无法辨别传统人类学所提出的基本概念及其构成的理论体系的有效性和有限性。马林若夫斯基和克鲁柏等人在研究文化与自由的关系的时候，之所以最终未能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及其论证方式的影响的结果。他们在研究社会、文化和人的自由的时候，为了追求这些概念的逻辑同一性，把逻辑上的建构同实际活生生的社会文化创造过程分割开来，然后又将逻辑上的化约与被分割开来的实际过程相等同，宣称他们的论述系统同客观的实际过程的一致性。

布迪厄所强调的，正是要跳出上述传统框框，将寻求逻辑同一性代之于“还原到事物自身”，将原有的以“同一性为主”的原则，代之于“相关系性”的原则。布迪厄认为，任何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论述，要避免对于事物的本来面目的逻辑化约过程，只有从事物自身的活生生的不断差异化的过程出发，以现实生活本身的不断差异化的有生命的过程，取代追求逻辑形式的僵化概念体系的理论建构。这样一种建构的结构主义的思考模式和新型的理论建构程序，具体应用到社会人类学中，就是要把人类文化发展中的活生生的再生产过程，通过不断差异化的语言论述的描述，再现出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所显现的人类创造精神的自由发展过程。因此，在布迪厄那里，这种新型的语言论述的描述，不再寻求各种概化的逻辑概念的建构，也不再将这些逻辑概念之间的差异固定化和形式化，而是注重于现实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人类创造精神的自由游戏过程的描述，并特别注意将“纸面上的逻辑”同“实际的逻辑”区分开来，在它们的区分中，反复地进行反思。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社会、文化和人的创造精神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相互区别的单纯逻辑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是活生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所发生的具体社会场域中各种现实的因素之间的互动。这些在现实创造活动中互动的因素，不将成为理论概念建构的客观资料或对象，而是成为再生产论述中来回运动的自由的主体本身，从而使得这种关于文化再生产过程的自由论述本身，也成为了文化再生产过程自由运动的象征性结构的再现。

布迪厄关于文化再生产过程研究方式的上述变革，有助于揭示文化再生产中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实际的自由游戏性质，从而克服了传统人类学在研究文化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上所显示的各种有限性，有助于扩大人类创造精神的自由幅度。

第七节　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中心议题

布迪厄并不打算将当代文化再生产研究停留在一般化的层面上。他认为，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问题的关键，就是占据社会权力的集团及其社会成员，试图以当代文化再生产制度和组织，通过文化再生产的运作机制，玩弄一系列象征性策略手段，保障他们一代又一代地连续垄断文化特权。所以，当代文化再生产研究的实质，就是揭示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特权的延续和再生产程序及其策略。为此，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又分别深入探讨了以下五大方面的问题：第一，深入揭示现代社会中各个学校教育系统的特殊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机制，集中分析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权力再生产机制，揭露当代学校教育机构中各种特权转移、分配、垄断及再生产的过程，描述其中各种维持文化特权的策略变化及其社会基础。第二，深入分析当代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权力正当化机制和程序，将权力正当化当成整个当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揭示权力正当化中的策略运作过程以及各个社会阶级或集团的相互紧张关系，尤其是揭露文化资本及象征性资本在权力正当化中的特殊功能。第三，结合当代社会的消费性和文化性，深入分析当代社会中日常生活领域各种最普遍的生活风格的变化动向及其社会文化基础，把生活风格的研究，当成揭示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中心环节。第四，深入分析语言社会应用的策略及其普遍意义，将整个社会当成极其复杂的语言交换市场，并把其中的官方语言统治策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当成社会各阶级、统治力量和被统治力量之间的竞争的反映，看作是整个社会权力斗争的重要表现。第五，深入分析文学和艺术场域的象征性结构及其社会影响，通过对于文学和艺术场域权力结构及其分配的特殊规律的分析，揭示整个社会权力再分配过程的复杂性和象征性。

（1）学校教育系统文化特权再生产机制

关于当代学校教育系统的特殊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布迪厄首先以法国为例，分别针对法国当代社会中学校教育系统的两大类型（名牌学校教育系统与普通学校教育系统）的区别，揭露当代所谓“民主”和“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校教育制度的权力不平等结构。当代法国实行两大类型的学校教育制度：（1）名牌学校教育，即法国人所说的Systèmes de Grandes Ecoles，是以最严格的全国会考（concours natioanl）制度，从全国学生中，谨慎地层层筛选，将“最优秀”的学生，选拔到最高级和最优先的名牌学校中。凡是考上这类学校，并在年年会考中又成功地闯过一关又一关的筛选而最后获得毕业文凭的人，保证会在社会权力分配中取得最理想的地位和职务。因此，法国全国各个领域的最高掌权人物，几乎都是这一类型学校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人。他们被称为国家菁英或国家显贵，构成法国社会结构中最有特权的高级统治阶层，分别掌握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最高领导权和控制权。（2）普通学校教育系统是由中小学、专科职业学校及普通大学（université）组成。凡是在这个系统中受到教育的人，即使最后拿到了博士级的学位，也只能在社会权力网络中占据次要的被控制地位。这个系统是“平等”地向社会各阶级、阶层“自由开放”，但从这个系统毕业的学生没有享受特权的权利。布迪厄所着《继承者》、《再生产》、《论区分》、《学人》及《国家显贵》等，都集中地分析和揭示了上述两大学校教育系统的性质及其权力分配与再生产的社会机制，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由”和“民主”旗号下所实行的不平等教育制度。布迪厄甚至认为，现代法国资本主义社会所实行的教育制度，在实质上并无异于中世纪社会制度下的封建等级特权制度（Bourdieu, P. 1989）。

社会统治阶级就是通过上述学校教育系统的分流，掌握着整个社会结构变动的方向，也控制着社会各个领域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图式。统治阶级和社会特权阶级，利用上述学校教育系统的分流，有意识地垄断教育中的特权，并通过一系列筛选程序，将本身所保护的成员源源不断地送到最有影响力的教育部门中，并同时又将他们所要宰制的人们排斥到边沿部门。学校教育系统由此成为了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激烈竞争的场域。布迪厄指出：“学校系统、国家、教会及政党等都不是机器（appareil），而是各种场域。”（Bourdieu, P. 1980b: 136）布迪厄显然是要强调：学校等社会场域是充满着力量竞争的领域，永远处于相互制衡和争夺的状态。他反对将学校等看作是静态的结构，更反对像结构功能论那样，把这些领域说成为某种有固定“功能”的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但是，他也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作为机器而运作。”什么样的条件？他说：“只有在统治阶级掌握足够手段而消除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的时候，一个场域才变成为机器。”（Ibid.）所以，学校系统内的竞争和争夺是不会停止的；但有的时候，当统治阶级有足够力量和充分有效的策略进行全面控制的时候，学校系统就会成为某一个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工具，成为它们手中的一个“机器”。学校系统中的这种不断斗争的动态和暂时被控制的静态局面，会在整个社会斗争全局的牵制下，反复地处于变动状态之中。

布迪厄对法国学校教育制度进行了理论上和实际经验资料上的分析。在理论上，他不将学校教育系统单纯局限在文化教育领域，而是同政治、经济，特别是同国家政权领域，同这个社会各个场域的权力斗争及社会阶级重构的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学校教育系统一贯是资产阶级实行社会和国家统治的关键部门。因此，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从资产阶级建立近现代社会制度开始，他们就极端注意学校教育系统的改革、调整及重构，以便通过学校教育制度，一代又一代地保证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分配和再分配，能够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对于社会的统治，保证他们能够较为顺利地实行权力统治的正当化。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系统所采取的自由、平等制度，有利于掩盖权力再分配中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学校教育系统中进行教育的结果，将有助于原有的特权阶层，以正当化的名义，继续巩固他们的特权地位。同时，学校教育系统的教育成果，也在实际上巩固了社会阶级结构将沿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发展下去。学校教育系统所分配的文化资本，是整个社会进行阶级结构调整的主要依据。布迪厄指出：“学校教育制度，在实际上，单靠它自身的运作逻辑，就足于保障特权的永久性。”（Bourdieu, P. 1964: 111）所以，在学校教育系统中所确定下来的阶级结构，将是整个社会组成和重构社会阶级结构的基础。布迪厄特别指出：学校教育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培训、养成、熏陶和塑造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心态结构”。正如我们在以上某些章节所已经指出的，心态结构同社会结构始终保持着双向共时的互动，而心态结构对于人们的行动方向及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布迪厄在学校教育理论方面，已经远远地超出传统教育社会学的范围，把它同权力社会学、国家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以及文化社会学等学科联系起来，同时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范畴，诸如“场域”、“生存心态”及“文化资本”等，使他的学校教育理论也构成了他的整个象征性社会人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学校教育理论中，大讲特讲权力竞争、资本转化、斗争策略等内容，同时也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论题加以讨论。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学校教育系统中的各级教师的结构，是整个社会阶级结构的反映，也是整个社会阶级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占据教育系统特权位置的教师，实际上是社会上统治阶级的高级文化代言人，也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布迪厄反对过低估计这些学校教育系统中的特权阶级的地位。他说，学校教育系统中占据特权地位的教师，实际上有权分配社会的未来权力资源。而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也极端重视这些教师的地位的稳固性，千方百计从制度上和资源上保证他们的特权的延续性（Bourdieu, P. 1989）。

为了全面揭示学校教育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在经验资料统计调查方面，布迪厄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他的每一本论述学校教育系统的著作，都免不了以大量的经验实际调查资料为基础。他曾经对法国各级学校的教育状况进行经验性的实证调查，不但对教育的类型进行细致的分类，而且，也对学生来源、成分、社会阶级基础、教师的社会出身，以及他们在学校中的经济待遇等等，作了分门别类的调查和统计，并加以深入的科学分析。所以，他并没有忽视对于学校教育系统实际状况的调查和资料统计分析。

（2）权力正当化的再生产机制

关于权力正当化程序及机制，布迪厄也在理论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简单说来，就是：（1）提出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等四大类型的资本的理论；（2）论证了现代社会权力正当化程序的循环模式及其运作机制；（3）突显正当化程序在权力分配中的关键地位，深入分析正当化程序中权力斗争的策略及其与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密切关系。

布迪厄提出了别具特色的权力理论，并把权力斗争同社会场域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并不是实体性的现成架构，而是随社会中的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及其各种斗争走向而不断建构、演变、重整和协调起来的。整个社会就是充满着权力斗争的各种场域所构成的。因此，社会永远是动态的、不稳定的和变动的。对于统治阶级来说，维护其统治秩序是必要的；惟其如此，统治阶级才千方百计地试图论证其统治的正当性，并以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设法通过他们所控制的论述形成程序，通过一系列隐蔽的和精致的策略，使本来充满动荡而很难稳定下来的社会秩序，按照他们的利益的需要，依据正当化的途径，尽可能地稳定下来。因此，权力斗争和再分配无时不在、无空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主宰着整个社会运转的速度、节奏、方向及其重构走势。所以，整个社会就是权力斗争所造成的各阶级和各群体间的张力关系网所组成的。

现代社会的权力斗争实际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赌注游戏”式的斗争网络。某个社会集团或阶级，以及隶属于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的个人，都会把权力斗争当成紧张复杂的赌注游戏活动。既然是赌注游戏，它也就是冒险性的策略游戏斗争。赌注游戏过程的稳定性及其走向，决定于在其中进行斗争的各个阶级或社会力量的策略及其成功程度。在赌注游戏的斗争中，究竟如何选择最有利的赌注手段和方法，这要决定于每个阶级是否能够正确而恰当地估计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走势（Bourdieu, P. 1980: 252—253）。所谓社会阶级结构指的是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结构以及其中各个分层的分布状况。布迪厄以1968年5月学生运动为例，说明上述社会权力斗争的复杂性以及其中的赌注游戏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赌注斗争全局各个阶级竞争，尤其是其策略、手段和方法竞争的复杂性所造成的。布迪厄不愿意僵化地分析社会权力斗争的状况，尤其不愿意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阶级斗争的公式。他宁愿将社会阶级斗争当成灵活的和不稳定的赌注游戏模式，以便更细致地分析实际发生于社会中的权力斗争状况。

但是，现代社会权力斗争的特点，就是无不诉诸于正当化程序。现代社会权力斗争不同于传统的古代社会，并不采纳过分露骨的暴力形式；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了暴力形式，也要尽力论证其暴力形式的正当性。现代社会的特征，决定了其中所发生的任何一场权力斗争，都必须采取正当化的形式，都必须完成其正当化的程序。

完成权力斗争正当化程序的首要步骤，就是以原来已经被正当化的社会制度为基础，通过已经被确认的正当化手段，尽可能地争取、获得和增加手中所握有的资本。资本是现代社会中进行权力斗争的基本手段。现代社会的所有不同类型的资本，都是在特定正当化程序中被“确认”的斗争力量单位。谁掌握资本的数量越多，谁在斗争场域中就占据优势地位。现代社会中主要的资本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而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并经一定斗争之后，统统转换成可以显现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力量的象征资本，因此，人们手中掌握的象征资本的总数，最终成为衡量各个社会阶级或个人的斗争力量总汇集的根据。现代社会的法律不但保障各种资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且，也规定、保障和维持各种资本之间的斗争、较量和转换的程序。为此，各个社会阶级也会设法争取获得制定法律的权利，扩大其在法律制定中的影响力。统治阶级的优越地位就在于可以获得立法、执法的特殊权力。虽然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一切法律都是通过“民意”确立和确认的，但归根究底，统治阶级对立法和执法的程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各种社会阶级的斗争，都不可避免地同争夺立法权相关。立法和执法权是实行正当化的关键。

权力不只是在政治领域，不只是表现为立法和执法权，而且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领域。争夺权力的斗争贯彻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不同的资本及其权力象征，在不同的领域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布迪厄发展了特殊场域理论，试图分析和论证社会各个场域中进行权力斗争的不同形式，呈现现代社会正当化程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权力正当化程序并不神秘。在布迪厄看来，不管这种程序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斗争场合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但都免不了以“循环式”的模式呈现出来。正当化程序的循环式，就是以原有的法律或被确认的程序为基础，由社会“公认”为最有权威的人士或单位，充当正当化程序的“仲裁”，在社会的公开的仪式中，确立新的“合法”地位。历代统治阶级之所以全力争夺统治权，就是为了保证他们在每一场循环中，都占据优势和占据已经被“确认”的特权。一代又一代的正当化循环，就是这样始终被控制在统治阶级的手中。

权力斗争的正当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最关键的，是要在其过程中始终保持控制心态结构的态势，使斗争中的各个阶级或个人的心态，成为有利于斗争发展方向的因素。心态结构并不只是内在的力量，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一再地强调的，它是在斗争行动中同时地不断外化和客观化的实际力量。心态结构在斗争趋势的决定较量中，扮演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当然，布迪厄非常重视心态结构同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问题。将他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理论同他的权力正当化理论结合起来，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3）生活风格和品味的再生产机制

布迪厄与法国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一样，不但重视权力斗争及其正当化，而且也很重视社会日常生活问题，同时，还在其日常生活研究中，结合当代社会的新特征，突显日常生活中各种消费活动、文化活动和日常生活方式的问题。他认为，当代社会既然已经演变成消费社会和充满着文化气氛的新社会，就不能忽视当代权力斗争和正当化程序同日常生活、同生活风格以及同各种生活品味的紧密关系。现代社会不但使人政治化和文化化，而且也使人消费化、休闲化和艺术化。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比现代社会更能把政治斗争如此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之中；历史上也没有任何社会，能比现代社会更把政治斗争和权力竞争，如此巧妙地乔妆成生活风格和品味的较量活动。在现代社会极其轻松愉快的日常生活风格和品味的比较中，隐含着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区分化斗争。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以及现代社会高度精密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使统治阶级有能力让社会大众，不知不觉地在其消费和游戏中，遭受“第二次”剥削，接受职业生活以外的“再度控制”。

布迪厄对于现代社会的消费、休闲和艺术欣赏活动以及日常生活方式，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认为，如果说传统社会是靠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来完成社会演变和重构的话，那么，现代社会是靠消费、休闲和日常生活的风格的区分化，来完成其社会区别和重构的。生活风格、品味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模式，既是个人和社会集团自我区分和自我表演的方式，也是社会区分化的原则（Bourdieu, P. 1979a; 1980a）。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权力斗争，开始越来越深地介入和参与日常生活领域，于预消费、休闲和艺术欣赏活动；反过来，消费、休闲和艺术欣赏活动本身，也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斗争的象征性质。由于现代社会消费、休闲和艺术欣赏活动，已经成为最普遍的社会活动和生活形式，布迪厄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以更大的精力研究了这个领域。他全面地调查了艺术欣赏、博物馆展览、流行文化产品以及城市青少年各种爱好和品味，撰写了《一种普通的艺术：摄影的社会运用》、《对艺术的爱》、《论哥特式建筑及其与经验哲学思维方式的关系》、《论区分》、《论实践的意义》、《学人》、《艺术的规则》及《论电视》等书，还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分析论文，对生活方式、风格和品味的状况、性质及其社会意义进行科学分析，创立了他自己独居特色的生活风格理论，在现代社会学领域中独领风骚。

日常生活中的生活风格、心态、秉性和品味的养成、培育和熏陶过程，充满着激烈的竞争，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比较和较量。现代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靠生活风格和品味的竞争，表现其社会阶级斗争的状况和趋向，也显示现代社会各阶级间竞争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各种心态、秉性、风格和品味，都是属于文化层面的东西，但它背后却是以政治和经济作为后盾力量，因此它们的社会效果，也是靠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本及其转化结果来保障的。而且，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心态方面的因素，从来都是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并行双向发生作用的。所以，生活风格和品味的再生产过程，成为现代社会整个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主要内容。

（4）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再生产机制

社会中的语言交换活动和过程，并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观念沟通或信息交流，而是权力斗争脉络的实施信道，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进行力量较量、竞争和协调的中间环节。在人们的语言交往中，人们所完成的，并不只是语言文字符号及其意义方面的交换，而是不同的个人、团体、阶级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势力的交流、调整、比较和竞争，也是他们所握有的权力、资源、能力及社会影响的权衡过程。

语言论述、说话方式以及各种语言运用的策略，在现代社会中，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并在当代社会的权力斗争、正当化程序、区分化以及社会结构重构中，发挥特殊的社会功能。布迪厄同现代西方思想家一样，总结近百年来研究语言的理论成果，很重视语言的象征性力量及其社会效果。社会是靠语言交换连接成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

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人的说话、谈论和论证，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没有社会效果。说话是一种社会力量的展现。因此，说话就涉及到社会力量的较量和竞争。但是，谁在说话，在什么时候说话，在什么场合说话，跟谁说话，说什么话，怎样说话，以什么方式和策略说话，如此等等，就形成和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效果。

布迪厄认为，语言交往中人们所实行的，表面看来，似乎只是语言符号按其规则所进行的沟通，其实，还包括语言符号交往中的权力比较和竞争，遵循着比语言交换规则更复杂的赌注游戏规则。布迪厄将社会上的语言交换过程比喻成经济市场的交换过程，因此，他有时也将社会语言交换规则说成为一种“经济学”原则。在社会语言交换中，最重要的，是被确认为“合法性语言”或“正当化语言”（la langue légitime）的地位的获得过程。语言交换的复杂过程，之所以包含着非常尖锐紧张的斗争事件，就是因为它是一场争夺正当性语言的确认过程。语言交换是正当性语言进行其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必经过程。任何一种语言，其正当性地位的取得，要经历非常复杂曲折的权力较量和竞争过程。只有在社会权力的占有方面，具有优势的个人、集团和团体，其语言论述及其运用效果，才能在语言交换的竞争中，有希望获得正当化的资格和合法地位。

布迪厄指出，在实际的语言交换中，被卷入的社会因素和力量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语言交换过程中的语言因素，其中包括对于语言的掌握程度、语言使用能力、语言运用的心态和习性以及语言使用的风格等等。这些语言因素，实际上也已经包含一系列与社会地位和社会历史经历有密切关系的东西，因为任何人的语言因素和语言能力，都同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经历有密切关系。语言能力是要靠学校教育和社会历练培育出来的，是要付出许多代价和资本：这些代价和资本，有时还往往以隐蔽的方式、无形地形式和不知不觉的形态，潜伏在每个人的语言使用的过程中而发挥其功能和效用。其次，还包括语言以外的社会因素，诸如法律结构、道德系统、教育环境以及社会语言交换市场的力量较量结构。这些因素也是以客观和无形的方式，强加在说话者的身上，迫使他必须遵循一定的语言交换规则，并在这些压力下，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说话内容、方式和环境，使人们的语言使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这些影响社会语言使用的因素，实际上又各自遵循着它们自身的独立规则，使语言应用中的各个说话者，无从任意讲出自己所要说的话，也迫使他们在语言交换中接受其社会效果。

在正当化的语言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官方语言（la langue officielle）。任何官方语言的出现和普遍化，是要靠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单位（政党、政权）的力量。一个官方语言的通行，必须靠社会和国家政权的力量，靠其制定的法律和法规，靠其背后所掌握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力量。所以，官方语言的通行，又必须仰赖能够普及特定意识形态或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机构和手段，利用它们的社会网络和宣传工具以及有效的设施，在政权实行统治的地区内，强制性和说服性同时并举，双管齐下。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教育系统成为了最好和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在建构官方语言网络方面，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官方语言的通行过程，实际上又是官方意识形态和精神统治发挥作用的过程，因而也是官方意识形态和官方精神统治力量宰制被统治者的最好机会。官方语言的实行，包含着国家政权正当化程序的社会确认过程，也意味着官方法制系统及其从属的统治暴力手段的贯彻和实行。所以，布迪厄说：“使用官方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确认和默认制定官方语言的政治单位进行社会统治的正当性。”（Bourdieu, P. 1982: 27）

所以，文化再生产也就是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再生产过程，又是官方语言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是正当化语言的再生产过程。

（5）文学和艺术场域的再生产机制

在当代社会中，文学和艺术场域扮演特别的角色，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特殊的场域，尽管远离社会其他场域，特别是远离政治和经济场域，但它以巧妙的方式，迂回地参与了社会的权力正当化和再分配的斗争。布迪厄明确地指出：“文学或艺术场域是一个各种力量存在和较量的场域。”（Bourdieu, P. 1992a）他又说：文学和艺术场域以“不确认”的方式，“确认”整个社会权力正当化的程序（Ibid.）。所以，问题正是在于：文学和艺术场域具有它自身的自律，并以极其复杂的象征性模式呈现出它的运作逻辑。

布迪厄在分析文学和艺术场域时，总是一方面指明文学和艺术场域同社会其他场域的关联，特别说明它同政治和经济场域的关系，揭示所有这些场域的共同特点，但另一方面又不惜付出大量的精力，进行论述和论证，以便具体地揭示文学和艺术场域的文化再生产逻辑的特殊性，揭示其中所隐含的复杂的象征性权力的斗争过程，并揭示文学和艺术场域运作逻辑的自律性。

文学和艺术场域不同于政治和经济场域，因为在这个场域中，文学和艺术所使用的特殊象征性符号系统，作为人类创造精神的最高级、最细腻和最超越的表达方式，具有特别复杂、曲折、灵活和迂回的性质。在文学和艺术场域中，论述和表达系统所采用的象征符号，是多层次和多意涵的。况且，文学和艺术的专业工作者及专家，作为特殊的知识分子，又往往倾向于以“清高”的姿态和隐蔽的形式，曲折地表达他们的利益和欲望。他们往往不愿意直接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场域的斗争，有时甚至将政治和经济场域的斗争看成为“骯脏的”交易活动。他们宁愿更多地以“良心”和道德“责任”的名义，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监督政治和经济场域的斗争。布迪厄指出，文学和艺术场域的权力斗争及正当化程序，往往采取反面的或否定的形式，以“不承认”代替“确认”，以“否定”取代“肯定”，以“回避”代替“参与”，充分显示出文学和艺术场域的权力斗争的两面性和掩饰性。

布迪厄通过对于福楼拜和波德莱尔的文学创作的研究，强调文学和艺术场域的特殊运作逻辑，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脱离整个社会结构而存在，而是因为它们自身采取特殊的时空存在结构，并以特殊的展现形式而同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发生关系。

这就是说，首先，任何文化，包括文学和艺术，都在特定的时空结构中产生和运作，同时又在一般的社会场域的时空结构中存在和运作。任何文化，包括文学和艺术场域的时空结构，既采取特殊的时空结构，又同与这些文化场域相关的一般社会场域的时空结构有密切关系。所以，文学和艺术场域同一般社会场域的关系，既是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又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和自律性。

文化场域本来就是存在于，并运作于一般的社会场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和艺术等文化场域是整个社会场域的一部分，是同一般社会场域相互重叠和相互渗透的。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活动，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和进行。严格地说，社会和文化本来是同一个事物的两方面。也就是说，社会和文化都是以人的创造活动及其相应的各种关系为中心而建构起来的。

但在实际的生活中，社会场域又因不同性质的文化活动而被分割。而且，文化活动也可以从狭义的角度去理解。从文化的狭义角度，文化只是指文学和艺术等。文化作为社会场域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是高高地凌驾于经济和政治之上，作为“上层建筑”而占据社会场域的上层时空结构。就文化活动的不同种类而言，不同种类的文化活动，又可以各自以其同类文化活动自身为中心，将其他不同种类文化活动，当作该文化活动场域之外的社会条件，因而也就将其他种类的文化场域被归并到社会场域中去。

包括文学和艺术场域在内的文化场域，其与一般社会场域的相互关系，在文化再生产运作过程中，会同时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方向是文化场域同社会场域相重叠和相渗透的程度不断加强；第二个方向是文化场域的专门化倾向所导致的文化场域特殊性会不断增强。这种双向复杂化的过程，当然是同文化再生产中的各种因素的复杂化相关联，但是，就其一般形式而言，上述双向复杂化的过程，主要是在时空结构的演变轴线上来回摇摆或循环往返。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特定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文化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相对于文化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的时空结构，有其特定的内外复杂关系。但从任何一种文化本身的内在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来说，文化自身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彼此之间总是保持既相同、又相异的关系。总的来讲，文化的时空结构是交叉的；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是交错在一起的。但在特殊的条件下，两者也可能分离开来；而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空间结构隐藏到时间结构中去，或者，空间结构暂时采取无形的形式而压缩到时间结构中去，造成某种所谓“纯时间结构”的出现。由此也可以看出，时间比空间更抽象，更有可能脱离有限的物质形式而存在。在文化场域中，这种脱离物质空间结构而存在的“纯时间结构”比比皆是。

把文化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加以相对的分割的条件下，所谓文化的空间结构，就是指文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静态结构、固定状态和特定表现形式。而文化的时间结构指的是文化的产生、演化、发展和演变过程。

文化的时间结构包括文化在其历史演进中的多层次的累积结构和阶段性的断层结构两大方面。毫无疑问，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是沿着时间的连续系列先后地进行的。因此，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随着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累积，就依时间的不同先后而构成不同层次的文化结构。文化的多层次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累积状况，因而也表现了文化的时间连续结构。但文化的时间连续系列所造成的历史层次结构，也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呈现状况。首先，它可以呈现出纵横两方面有顺序的连续层次系列。文化的纵向层次时间结构，以由下而上的先后顺序表现出文化的横向历史发展中由前到后的累积过程的时间结构。因此，文化的层次结构表现了文化发展的纵横双向交错的时间结构。

但是，文化的时间连续结构，一方面并不一定完全表现在层次系列方面，另一方面它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层次结构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表现在文化的历史层面中的时间结构，也并不是永远都是连续的和有秩序的。文化的历史层面结构，可以是有序的，也可以是杂乱无序的，或者是交错颠倒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的时间层次结构本身，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展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又紧密地受到了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历史层次结构，一方面表现出文化本身诸系统诸因素的复杂变动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文化同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作为整体对于文化的影响的复杂性。这样一来，文化的历史层次时间结构，不但表现了文化发展中不同阶段的文化结构，而且也间接地表现了文化同社会的历史关系。在西方的各国文化发展历史中以及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中，都出现了文化发展的时间结构的上述复杂状况。

一般地说，文化的时间连续结构，可以随着历史的先后顺序而构成由下而上或由深到浅的层次结构。这种一般的时间结构，使文化发展中较先形成或出现的前期文化，构成为较低层次的文化时间结构，而较后形成或出现的后期文化，则构成较上层次的文化时间结构。而且，文化发展中较先形成或出现的前期文化，往往形成为较后形成或出现的后期文化的基础。但是，上述先后顺序的不同文化所构成的深浅不同层次的文化时间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历史发展的顺序也不是绝对地决定着文化的上下、浅深的层次性时间结构。这里存在着文化发展的时间结构的复杂性的问题。用时间的单向单线连续的结构，作为文化的时间结构的惟一的决定性主轴，是片面的，也是形而上学的和僵化的。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构成文化发展诸因素以及文化发展的各种成果，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先后序列，来决定其发展程度的高低。人类文化构成因素中较为重要和较为成熟的部分，可以是在文化历史发展的前期首先出现，也可以在历史发展的中期或后期较晚或较迟出现。而且，即使是较早或较先出现的某些重要因素，并不一定较早或较先沉淀或凝固于较早时期的文化产品中，因而也不一定构成为较深的文化层次的基本组成因素。这些较早或较先出现的某些重要因素，有时要经过跨阶段的长时期历史发展以后，也就是要经过多时的隐蔽和转化的形式，在长期不被发现和不直接表达的演化过程之后，在脱离其最初的历史表现阶段，并经历长期凝固中止的中间悬挂过程以后，才明显地在晚期的时间结构中表现出来。这样一来，原来较早出现的文化构成因素，反而要在晚期出现的上层文化结构中表现出来。这种在文化的上下层次结构同先后连续结构发生颠倒状况的复杂时间结构，正好表现了文化发展的时间结构的非单线性、非单一性和非单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其循环性和重叠性，表现出文化的时间结构的多元性、多维度性和多种可能性。

实际上，文化发展的时间结构，并不一定表现为特定的历史形式和现实形式。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往往把文化的时间结构当作历史和现实双维度构成的固定模式。传统人类学家正是排除了文化发展的时间结构中各种可能性因素，因此，他们看不到文化时间结构的多元和多维度的以及包含多种可能性变化的“可能模式”。

显然，布迪厄在考虑和分析文化发展的时间模式的时候，充分顾及到文化发展中的可能性因素对于文化发展时间结构的影响。文化创造和再生产过程，做为人类精神的活生生的创作活动，充满着各种各样受到时空限制和非时空限制的多种因素，同样也包含着各种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复杂因素和倾向。这一切，就决定了文化的时间结构的高度复杂性和变动性，使其中的可能性因素比其他场域更多和更活跃。

布迪厄指出，就文化发展的时间连续性而言，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采取不同长短的连续结构。文化在时间连续方面的不同长短结构，又构成了文化累积中不同层次结构的不断变化，也造成了不同层次结构的中断性和连续性的交替或重叠关系。

文化的发展本来是可以采取中断、断裂或跳跃式的模式，这是文化发展时间结构的另一特征。这种时间结构的文化发展模式，有时同上述文化发展的连续累积的模式并行或重叠，有时则单独呈现出来。

文化再生产过程的运作所采取的时间结构，同前述文化发展的不同结构，是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不同范畴的时间结构。前述文化的时间结构，指的是各种文化产品以及文化活动的结果所留存的时间结构，因此，它是属于文化的历史层面的时间结构。文化再生产过程的运作所采取的时间结构，是人的精神创造力量在活生生的内化和外化过程中，对于各种相关连的因素进行加工和改造的活动历程的浓缩。因此，在文化再生产过程的时间结构中，必然地重叠和渗透着前述各种文化结构。从时间结构的层次和中介化程度来说，文化再生产运作的时间结构，相对于前述文化时间结构，是更复杂得多。

而且，文化再生产过程的时间结构，相对于前述文化的各种时间结构，包含有更多的变动性和可能性的因素，也包含着与文化再生产过程相关的社会场域的各种力量和因素。

文化和文化再生产的时间结构，带有明显的自然性、社会性、历史性和思想性。这就是说，文化和文化再生的时间结构，不能脱离自然、社会、历史和思想的运作过程。

文化和文化再生产的时间结构的上述特性，使文化的时间结构，不是简单地呈现出上下或先后的更替或连续，而是包含着复杂的相互渗透、累积、融合和转化的过程。在这样的复杂的时间结构中，文化的各个组成因素，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有时可以以不同的程度表现出来，并在创作过程中作为不同的角色进行运作；有时，又以不同程度被淘汰、被压抑或者被隐蔽，因而在文化创作过程终暂时地缺席；有时也以不同程度被挤压，而渗透到文化的各个层面，作为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组成文化的各个构成因素，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间结构中，其运作、累积、交替、融合和转化的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在历史发展中的旧文化层次中的某些因素，被肯定而保存下来，甚至延续一段时间，因而就构成了下一阶段的文化时间结构的基础部分。但有的时候，旧文化层次中的早已被否定的消极因素，又在新的文化层次结构中作为积极因素而被肯定，并重新地成为该阶段文化再生产运作中的重要力量，甚至成为下一阶段文化再生产的连续有效的因素。所以，在文化发展的时间结构中，各种组成因素的被淘汰和重新被运作，都是带有相当程度的可能性和变动性；就其运作的方向而言，又包含着多元和多维度的可能倾向。

时空结构是文化场域和一般社会场域实际运作的一般条件。因此，文化场域和一般社会场域的实际运作，同其时间结构相伴随的，是它们的运作中的空间结构。文化场域和社会场域的时空结构，既是两种场域运作的基本条件，又是它们的运作中的基本生命力的展示过程。

一般地说，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不论在文化场域或者是社会场域的运作中，始终是不可分割地同时交错地存在。时空结构在文化场域和社会场域中的交错同时存在，又会因两种场域运作中各种因素的变化而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这种时空结构的形式上的变化，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加以分析。

文化发展的空间结构，一般地说，包含着文化所处的自然、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各种因素及其存在形式，同时也包含着文化本身各构成因素的特殊空间结构。因此，文化发展的空间结构，同时地包含着物质的、有形的和有限的空间存在形式，也包含着精神的、无形的和无限的空间存在形式。传统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往往只片面地看到文化的物质的、有形的和有限的空间存在结构，单纯地从可见的空间存在形式去理解和分析文化的空间结构。这就表明，传统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在研究文化的空间结构的时候，只满足于研究已经呈现出来或实际存在的各种文化产品的存在形式，同时又把这些文化产品的空间存在形式静止化和固定化，把文化的空间结构当作是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文化的静态表现。实际上，文化的空间结构同时包含着静态的和动态的两方面，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文化再生产的运作过程来看，文化发展的上述静态和动态的空间结构，始终是交叉地运作起来。不仅如此，而且文化发展空间结构中的有形和无形的形态，也是交错在一起，保障了文化发展中自然的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人的精神心理因素之间的紧密互动的可能性。

传统人类学中先后出现的单向进化论、文化传播主义、文化物质主义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等各种思想流派和方法论，都在一定程度尚未能全面正确地分析和研究文化发展的时空结构的复杂性、多元性、多维性以及变动性。例如文化发展的进化论只注意到文化发展的单线单向连续系列的结构，忽视了文化发展中各种中断、停止、倒退、曲折、循环和跳跃的可能性。同时，上述文化发展进化论往往把文化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分割开来，先把时间结构静止化、阶段化和割裂化，然后把已经被静化、阶段化和割裂化的时间结构中的空间结构加以研究，造成了不同静止阶段的文化空间结构的僵化和表面化。传播主义的文化理论，也同样把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加以静止化阶段化，只是研究各个被分割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交流的结果。

同文化的时间结构一样，文化的空间结构中渗透着许多无形的精神文化因素和力的倾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化的空间结构，一方面表现了各个历史阶段本身的特殊文化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倾向，另一方面又表现了该历史阶段前后各种文化及与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的有形和无形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文化发展的空间结构的研究，既要看到空间结构的阶段性存在形式，又要看到其前后交叉或渗透的存在形式；既要看到空间结构中的物质和自然因素的有形存在形式，又要看到其中各种非自然的和人为的精神文化因素的无形存在形式。

抽象地说，文化发展的空间结构也可以层次化，以便表现出文化本身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和思想精神的因素所构成的各种产品的空间结构的可见度和有形度的差异，并由此呈现出不同的文化产品的空间结构的复杂程度。一般地说，可以把文化的空间结构，在横向方面，大致分成上、中、下三大层次。所谓文化空间结构的上层产品，指的是采取有形的、可见的和物质的形态的各种文化。这些文化，显然是人们可以在历史和现实的各个地方，立即直接发现的表层文化产品。属于这类表层文化的，包括人们居住的房屋、身上穿戴的服饰、生产和交通用的各种工具等等。所谓文化空间的下层产品，指的是无形的和思想性的部分。这类文化产品隐含在最细腻和复杂的象征符号之中，可以采取超时空的存在形式而在人类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来回循环，并交叉出现。而居于中层的文化产品，是上述两大层次之间的文化，往往既有有形的一面，又有无形的另一面。但实际上，将文化产品分为上中下三层次，也只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分析。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产品经常是交叉存在，并相互补充，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时空结构状况。

所有这些，说明，文化再生产场域的时空结构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是我们分析文化场域特殊运作逻辑的基础。

如同其他场域一样，文化再生产场域的时空结构，是再生产活动发生和存在的基本条件。正因为文化再生产场域具有特殊的时空结构，使它的象征性结构的形成和运作，也带有特殊的性质。

文化场域的时空结构，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可以不断采取层次化、重叠化、增殖化、虚无化、潜在化、历史化、想象化、象征化、纯粹化和现实化等等的变换形态。文化场域时空结构的变换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于文化再生产的许多内外特征，特别是决定于文化再生产的意义的双重结构，并特别决定于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结构。

布迪厄认为，文化中的文学和艺术形式，其表达和存在所采取的象征性符号系统，不但有完全不同于一般社会场域符号系统的特征，而且，还遵循着其特殊的运作逻辑。文学和艺术中的象征性符号系统，是在文学和艺术场域中，经历史延续和精神创作自律性的反复铸造和磨炼，采取非常特殊的形式而存在。

布迪厄认为，文化再生产场域的特殊时空结构，首先决定了文化再生产活动采取特殊的密码化和译码化程序，并以此决定了在其中活动的文化人的心态结构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文化场域的斗争过程同艺术家的个人特质和个人才能有密切关系。布迪厄指出，文化再生产场域中各种象征性符号的密码化程序，就是艺术家个人特质和个人才能同整个文化场域的运作逻辑之间的默许和默认所达成的协议。在这里，显示出文化再生产场域同一般社会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只有在文化再生产场域经历长期活动经验之后，才有可能理解和参与文化再生产场域的密码化程序。而且，这种密码化程序，往往也以无形的形式，不知不觉地对整个文学和艺术场域发生作用，就连在其中从事创作活动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也不一定清醒地意识到密码化的程序的奥秘。正因为这样，文学和艺术场域的运作逻辑，具有明显的自律性。它是根据人们参与和经历文化再生产场域的程度，根据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特殊个人才能和天资，决定他们创作、欣赏和诠释文化艺术产品的能力，并同时决定他们能以多大的程度累积和获得那些表示他们的声誉的象征资本总量，决定他们所占据的公认地位。由于文化再生产场域的特殊性，也使得在其中的斗争的胜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个人特质的质量，靠艺术家的个人天赋，靠艺术家个人在这个场域中所采取的策略，还要靠他们在艺术圈中的威望和声誉。一般说来，文化再生产场域中的艺术家个人地位，是可以通过其作品的价值和社会效果来衡量的。但文化产品的价值和社会效果，并不是像一般产品那样，可以靠算得出来的劳动付出的数量和质量，而是靠许多象征性的形式，靠密码化的特殊程序。所以，文化再生产场域的权力斗争及其正当化程序，同一般场域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以曲折的形式同一般的权力场域区分开来。


第三章　文化再生产的普遍性及其象征性

第一节　以文化再生产为主轴的象征性实践

文化再生产活动既然构成为整个现代社会各种实际活动的基本形态，文化再生产活动本身的象征性特征，也就贯穿于所有的社会实际活动中，使当代社会的实际活动，不论发生在任何场域，都明显地带有象征性的特质和结构。为了分析和揭示当代社会实际活动的这种象征性，布迪厄创立了与传统社会学理论不同的范畴和基本概念。

在布迪厄社会理论的最成熟著作《论区分》一书中，关于“生存心态”（habitus）、社会制约性条件（des conditionnements sociaux）和社会场域（des champs sociaux）的概念，构成了布迪厄象征性反思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相互联结的三大范畴。具有象征性结构的文化实践，也就成为现代社会各个阶级及其成员的“生存心态”、社会制约性条件及社会场域本身的象征性结构及其相互同构型（Interhomologies）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构成为它们不间断地运作，并始终遵循着象征结构运作逻辑的动力学根源。

在《论实践的意义》一书中，布迪厄将他在《论区分》一书中对于文化实践的分析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到一般的实践理论（une théorie générale de la pratique）的高度，把象征性实践看作是人类一般性实践的基本形式，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他的系统的反思型象征论社会学。这就是说，从抽象的和一般性的角度来看，由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双重性同质系统相互交结而成的社会整体，乃是由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行动者所从事的象征性实践所创造出来和运作起来的。社会的双重性同质结构及其同步运作逻辑，是同行动者的实践活动的双重性象征结构相对应，并相互关联的。这样一来，人类象征性实践的双重结构，不但产生和更新着社会的双重同质结构，同时，也决定着社会的双重生命及其不断更新的运作逻辑。从具体分析的角度，具有双重结构和双重生命的社会，同具体行动者的实践关系是极其复杂；而这种复杂性，又由于社会双重生命同行动者实践行为的象征性双重结构而更加被覆盖上层层纱幕；甚至可以说，当社会学家具体地分析和揭示社会和行动的复杂奥秘时，免不了将陷入假相或“幻象”之中，以致使任何旨在揭示社会和行动真相的真正社会学，都势必采取“反思”的形态。

如前所述，当社会学家深入分析具有双重结构和双重生命的“社会”及其同行动者的行为的相互关系时，必须进一步将抽象的和一般的社会空间（l'espace social），具体地分割成一个一个相互区分开来的“社会场域”（des champs sociaux）；因为正是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具有双重结构的“社会”，才同各个进行具体活动的“行动者”发生活生生的关系，从而使二者进入由“象征性实践”所驱动起来的复杂互动网络之中，使社会和行动者都同时实现其双重生命的运作和更新。在布迪厄的象征论人类学和社会学中，人类实践的象征性结构及其象征性运作过程，使得在社会活动着的各个阶层的个人的“生存心态”和精神活动，同客观的社会制约性条件、行动者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社会场域三大方面交结在一起，扭成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活生生的社会历史过程，成为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双重生命的真正动力根源。

所以，由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所组成的社会，抽象地说，就是不断地进行着象征性实践的行动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空间（l'espace sociale）；具体地说，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网而确定其具体社会地位的行为者，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生活和行动着，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约性条件”的客观社会环境和状态中，凭借各个行为者的特定“生存心态”，不断地同时创造和建构其自身的独特特征和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的性质。因此，要更深入和更具体地了解社会空间中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相互同质同步的互动交错关系，要进一步了解作为行动者的个人或群体在交错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之双重运作中的实践逻辑（la logique pratique），就必须具体地结合特定社会空间中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特征，即把行动者的个人或群体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实践所面临的客观社会制约性条件、所寓于其中的社会场域及行动者自身的特殊“生存心态”，加以通盘地考虑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再去考察在上述特定社会制约性条件、社会场域和“生存心态”所构成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又是如何导致象征性实践之历史性运作。

由此可见，文化再生产活动的象征性，不但使整个社会实际活动带有象征性的双重结构，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实际活动及其与具体文化活动的关系，形成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相互交结、穿插、渗透、转化和制约的循环网络，使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整体结构及其各个组成部分。

第二节　象征与象征性

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活动的象征性实践性质，具有类似于象征（symbol）的双重结构，但与一般所说的“象征”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布迪厄所说的“象征性”同一般所说的“象征”相混淆。简单地说，“象征”只是一个名词，至多也是这个名词所意指和代表的那个对象事物。但“象征性”却不仅表现着一整套和一系列的复杂关系网络，而且，还意味着活生生的运作性的动态和趋势，包含着复杂的层次性、过程性、变动性、含蓄性、可能性、潜在性和不可描述性。象征性所要表达的，是文化再生产活动的生命力及其历史运作过程，同时也是文化再生产活动的创造者的生生不息的双重生命历程。布迪厄以“象征性”表示当代社会高度复杂性，同时也以“象征性”表示研究当代社会的社会理论的反思性。

有关文化的象征理论，并不是布迪厄的独创。在他以前很久，就已经存在着有关文化的各种象征理论。特纳（V. Turner）就认为，象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社会转换机制的功能，因此，他集中研究了仪式的性质和构成过程。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也认为，从日常生活的观点，文化无非就是由仪式和行为模式等一系列日常性象征（骯脏事物、食物、身体、言说等）所构成的。她很早就亲自到比利时原殖民地的刚果，对当地原住民宗教仪式中的动物象征的意义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后来，她发表了一系列论述象征的文化理论著作：《利里族宗教象征论中的动物》（Animals in Lele Religious Symbolism, 1957）、《卡塞的利里族》（The Lele of the Kasai, 1963）、《纯洁和危险》（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1966）、《自然象征：宇宙论中的探索》（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1970）、《隐含的意义》（Implicite Meanings: Essays in Anthropology, 1978）、《文化偏向》（Cultural Bias, 1978）、《活跃的话音中的隐含因素》（In the Active Voice, 1982）、《现代化对于宗教变迁的效果》（Th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Religious Change, 1982）、《财物的世界：消费人类学探索》（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with I.　Baron, 1979）和《冒险与文化》（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1982）等。道格拉斯在其著作中，始终将仪式和象征当成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核心因素。她尤其重视语言密码在揭示社会象征中的重要意义。此外，瓦格纳（Roy Wagner）也很重视象征在文化建构中的意义。他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学相互遭遇的产物（culture was the product of anthropological encounters），也就是说，是用来响应研究环境中各种复杂互动的人类学诠释的理论建构（Wagner, R. 1974）。文化本身的各种约定（convention）和创新（invention）的相互界定过程，是同人类学研究的象征化中约定和区分两个互补性过程相类似。

一切“象征”，都包含着双重意义的结构：第一层面的意义和第二层面的意义；而每个层面的意义本身，又包含隶属于其自身的新双重意义。这也就是说，象征的双重意义中又包含多层次的双重意义。象征的多层次的双重意义结构，一方面表现出它的可伸缩的模糊性、隐含性、不确定性、混沌性、多义性及歧义性，另一方面又在特定的脉络和处境中，表现出它的明确的针对性、一义性和稳定性，不仅使象征的意义结构具有无限模拟、转化的可能维度和领域，而且，也使象征的意义结构本身赋有永不僵化的运动动力和生命，具有可被想象的无限可能性，也具有潜在的再生和更新能力。象征的双重意义结构，是象征本身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象征同“人”作为其创造者和运用者的无限自我超越的创造力相关联。

所以，首先，象征本身的本质特性就在于：它不仅指示某物，而且也由于它替代某物而表现了某物。布迪厄在研究原始宗教礼仪实践时，尤其清楚地分析了象征的上述本质性双重意义结构。布迪厄说：“人们因此可以将一切类型的双重意义，特别是经常出现在宗教论谈中的‘双重意义’，归类于‘委婉表达’的模式之中……；这些宗教论谈在不断地灵活运用中，以不命名的形式去命名那些不可命名的事物；同时，这种双重意义也特别经常表现在各种讽喻形式中，因为各种讽喻采用陈述的方式，在否认特定陈述命题的同时，产生一种双重意义和双重游戏的效果，由此而避开某一场域的审核。”（Ibid.: 17）象征之替代及再现某物之功能，使不在场的某物直接地成为“在场”的。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原始宗教活动中的各种象征性图腾和各种信物，受到与其所象征的事物同样的尊敬。例如，在各个部落中的图腾、旗帜、制服、十字架等象征，都明显地替代着人们所尊敬和威慑的事物，并使这些被替代的可敬事物从不可见或不可感知的超自然界的彼岸而直接地和瞬时地存在于象征中，呈现在人们面前。

其实，任何象征都是一方面意指某物，另一方面又代替某物。象征是由相互关系网络所构成的各个组成因素互动的产物。象征所表示的，是复杂的关系及其各个方面的因素的意义。正如迦达默所说：信号或符号只是指示某物，但象征却既指示某物，又代替某物（Gadamer, H. G. 1986）。显然，当人们静止地对比“信号”和“符号”与“象征”的差异时，人们所注意的，只是“象征”的上述双重性质。然而，布迪厄所强调的“象征性”，并不是一般的象征，而是意指那些伴随着语言社会应用而进行的各种人类实际活动的动态性双重结构极其复杂的社会后果。布迪厄所说的“象征性”，首先强调当代社会与生活于其中的人的高度文化性，特别强调其中带策略性运作性质的语言论述的决定性意义。它同时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密码化”（codification）过程和“译码化”（décodification）过程，也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包含着社会结构和社会位置网络的再生产和重构过程。所以，“象征性”所要表达的，是当代社会和行动者的双重结构极其复杂的运作逻辑。布迪厄通过“象征性”概念，试图揭示当代社会复杂双重结构及其运作的层层“密码”掩饰策略，呈现它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双重面貌，含蓄地指谓它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共时交错关系，透视它的多向、多元和多维度的结构及其趋势动向。因此，严格地说，“象征性”所要表示的，是普通语言所能意指和不能意指的一切。换句话说，“象征性”既表达语言论述所意指的，也表达语言论述所不能意指的；既表达已经被意指的，也表达已经被意指的层面背后的可能性意义网络。所以，布迪厄一再地强调：“象征性”所要表达的，正是语言论述和实际结构的区分；这种区分是任何语言论述所不能精确地表达的。这就意味着：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所使用和表达的概念和语词，都是“话中有话”，都具有双重阅读和双重理解的结构，都要求进行反复的反思。布迪厄为此反复强调：他所使用的任何概念，特别是有关实际活动的复杂性的逻辑描述，都只能含有象征性的意义，绝不能将他在字面上所描述的一切，与社会实际状况等同起来。他说，“纸上”的行动逻辑，不同于实际的行动逻辑；“纸上”的阶级分析，不同于实际的阶级状况。如此一来，布迪厄通过“象征性”，将他的理论和方法同一切本质论（substantialisme）和化约（réductionisme）论区分开来。

第三节　象征性与中介性

象征性所表达的复杂关系活动，要靠中介因素来调整，也要靠中介来更新。没有中介就没有象征性本身。因此，实际活动的象征性意味着它的中介性。

那么，什么是中介？它在象征性中的关键意义究竟是如何展现出来的？

为了理解中介的因素在象征性中的关键意义，我们仍然以人类文化实际活动作为集中观察的场域。实际上，一切人类实际活动，都是文化活动，都是以中介性的文化作为基本标志。

人类的实践在本质上就是中介化的活动，这是因为人的实践都是（1）在人的行动意识的指导下；（2）采用一定的工具等实践手段；（3）使用语言等沟通信号所进行的活动。因此，行动意识、活动工具和语言等沟通符号，不仅它们本身就是一系列靠中介结构所构成的象征物，而且，它们也成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最基本的中介性因素，成为了作为主体的人同作为实践对象的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而且，这些中介性因素也始终贯穿于人类活动之中，渗透并凝固在活动的产物中，使它们又成为了现实的活动与“不在场”的历史活动和未来活动的连接环节。这就是人类实践活动同一切其他动物活动相区别的根本标志。随着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中介性手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采取越来越多的层次化和区分化的新结构，使这些人类实践的中介性因素，不断地把作为主体的人同作为对象的客体拉开距离，不但层层隔绝，而且还层层掩饰，呈现出不断更新和不断分化的中介性层次化象征性结构。

人类实践的这些中介性因素本身，虽然包含着客观的构成因素，但基本上是人类在不断实践中的自我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所以，实践的中介性环节在本质上就是人的创造物，也同时就是人类的实践本身的产品。这样一来，人类实践需要在具备不断完善化的中介性因素条件下来进行；但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实践本身所需要的中介性因素，也作为实践的产品而不断丰富和复杂化。实践及其中介性因素之间，不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还存在着相互构成相互推进的循环地不断再生产不断更新的关系。

人的实践的中介性，不仅使人的实践本身由此而复杂化，而且也使人的实践有可能在中介化中不断自我更新。人类的象征性实践的中介性，为实践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重要的问题正是在于：象征性实践的中介性，不但为实践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提供了更曲折、更有伸缩性，因而也更灵活的时空条件，而且也同时地提供一种优越的超时空条件。因此，象征性实践的中介性，也成为象征性实践本身的自我调整、自我更新和自我再生产的基本动力和基本条件。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是在人的象征性实践中建构起来，并不断地“再生产”（reproduction）出来的。人的象征性实践不断地创造和更新着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界，也决定着社会世界的双重性同质结构，即“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与此同时，人的象征性实践也建构出和决定着社会行动者的“生存心态”，使社会行动者在一种同整个社会双重结构（即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相协调的特定心态中，采取和贯彻具有相应双重性象征结构的行为，以便反转过来维持和再生产出有利于巩固和更新具同类象征结构的行为模式的社会世界。显而易见，象征性实践乃是社会同行动者的行为之间相互地复杂交错而关连成不可分割的同一生命体的“中介性因素”。

第四节　摄影鉴赏的象征性

为了深入揭示文化再生产场域中各种文化实践的象征性，布迪厄早在《一种普通的艺术：论摄影的社会应用》一书中，就已经专门探索文化活动的特殊运作逻辑，分析其中受社会条件制约，并从心智上指导着文化实践方向的某种心态结构的变换规律。因此，当这本论摄影艺术的社会应用的书在1970年再版时，布迪厄正式地导入了“生存心态”概念。实际上，从“生存心态”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布迪厄的整个社会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揭示当代社会的深层结构，解答当代社会深层结构得以形成、稳定化及不断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及心理机制，分析此类深层结构的不同变形以及这些不同变形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研究此类深层结构在社会各个战略性场域（les champs sociaux stratégiques），诸如政治、文化、教育、经济及日常生活场域的具体表现及其特点，发现此类深层结构在各个场域的转化过程及其转化的象征性结构，总结此类深层结构相互之间的转化密码系列（systèmes des codes de transformations），最后，揭示当代社会的深层结构得以生机勃勃、富有活力和具有生命力之奥秘（les mystères des dynamiques sociales），以及此类深层结构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所可能呈现的各种病态结构，即各种危机的形态（Bourdioeu, P. 1966; 1967a; 1967b; 1970; 1971; 1972; 1979a; 1979b; 1980a; 1980b）。

布迪厄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近半个世纪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越来越明确地把握了贯穿于上述诸重大问题的主轴线，即文化特权的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des privilèges culturels）。这是当代民主社会区别于中世纪传统社会的特殊深层构的最重要基础，是当代社会深层结构得以稳定化和沿袭下来的最重要条件，是当代民主社会政权运作的主要杠杆，也是当代民主社会之精英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正当化的成果，并由此得以采取“民主”形式，掩饰其“精英专制统治”（la méritocratie）的实质之原因（Bouedieu, P. 1989）。正是在研究文化特权的再生产的基本论题的过程中，布迪厄发展了完备的象征性实践的理论，巧妙而熟练地应用“生存心态”概念作为其基本的理论范畴，并在实践的象征性结构的运作中，揭示“生存心态”的社会区分化过程，揭示它同其社会制约性条件（le conditionnement social）及社会场域（des champs sociaux）的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同质关系”（Bourdieu, P. 1970; 1984a）。

在布迪厄那里，寻求“生存心态”的形成、再生产及其运作逻辑，始终都同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群体及其社会条件的运作紧密地相连结。因此，布迪厄在探索不同阶级“生存心态”结构及其在同一阶级不同个体中的不同程度的分化，在探索同一阶级“生存心态”个体间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及其同一阶级“生存心态”的同构型的相互关系的时候，又同时地考虑到“生存心态”发生运作的社会制约性条件的可能结构及其对“生存心态”的反作用，探索在这些社会制约性条件中相互竞争和相互争斗的各个阶级及其所属个体之间的游戏规则（Bourdieu, P. 1971; 1972; 1980a; 1984a）。

布迪厄从50年代末在阿尔及利亚研究阿尔及利亚劳工的劳动、生活习俗及其宗教文化活动开始，中经1965年研究摄影和建筑艺术，到70年代末撰写《论区分》和《论实践的意义》，始终都集中地关切人类文化活动中的象征性实践逻辑。这不仅是因为人类文化活动本身已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蕴含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一般动力学原理，蕴含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一般发生学运作模式，从中可以发现构成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实践”所固有的象征性结构，也可以发现这一象征性结构的运作逻辑。

布迪厄在1965年发表的《一种普通艺术：摄影的社会运用》一书中说：摄影术除了表达摄影者的明显意图以外，还表现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其共同的知觉、思维和评判的模式系统。布迪厄从韦伯那里引用集体性价值观念，把阶级道德观念说成为“‘生存心态’的一个特殊领域”，强调它是一种禀性系统（système des dispositions），是集体价值观的内在化（interiorisé），呈现为某种符号化的、象征性的心态结构，不知不觉地使人的生活方式、行为逻辑和处事格式，显示出特定的模态和样态，并具有其前后一贯、固定不变的象征系统的轨迹（Bourdieu, P. 1965a; 1965b）。

摄影术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使客观事物系统及其逻辑得以形象地和象征性地内在化的典型模式。如果说，摄影把客观的物像化及其中所隐含的意义系统，在摄影作品中形象化和象征性地被内在化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就可以采取这个模式，以便在使社会现象及人的行为方式内在化地在社会科学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像摄影作品那样，一方面，在表现客观事实的时候，不是纯客观主义地成为对于外在事物表面结构的机械式仿真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在表达摄影者的主观意图的时候，又不是纯主观主义地使意图直接地去歪曲客观结构，而是巧妙和曲折地隐含在精心选择好的景象中。（Bourdieu, P. 1965a: 24）。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种普通的艺术：论摄影的社会应用》一书中所分析的，只是摄影活动这一特殊的文化实践；而且，在书中所分析的摄影活动的遵循原则，只同从事摄影活动的特定阶级的“精神气质”（l'éthos de classe）有关连，只限于那些具体的社会群体各成员们所公认的“隐含的规范”（les normes implicites）的范围内进行分析。另外，更重要的是，《一种普通的艺术：论摄影的社会应用》这本书，并没有进一步对“正当化”（la légitimation）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而布迪厄本人在后期更为成熟的理论思考中，“正当化”是关系到个人与社会的各项实践活动的性质及功能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是进一步揭示文化活动中的象征性实践的社会区分化功能的关键，也是揭示象征性实践具有社会“权力”分割及再分配的性质的中心问题（Bourdieu, P. 1980a; 1980b; 1982; 1984a; 1989）。

由此可见，在《一种普通的艺术：论摄影的社会应用》一书中，布迪厄尚未探索作为一般性发生学意义（le sens générateurs）的感知和思想模式问题，也没有从更广泛的范围探讨这些感知和思想模式在实践中的内在化和外在化的逻辑。只是到1979年和1980年，布迪厄才对于文化鉴赏活动中的感知和思想模式的（对外）结构化（structurant）及其（对内）被结构化（structuré）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发现文化鉴赏活动中的感知和思想模式的同时同质地结构化和被结构化，不仅一方面与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象征性双重结构及其双重生命象征性运作过程相适应，而且，另一方面也与在其中生活的人的象征性实践活动的双重性相适应。布迪厄所说的人的象征性实践活动的双重性，包含着前述那种同一个实践活动中同时发生的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即内在化和外在化。在此基础上，布迪厄进一步认为，实践活动的这种双重性特征，对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维持及其再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发生学意义”（le sens générateur）。这也就是布迪厄所发现的人类实践的意义。

第五节　文化爱好的象征性结构

布迪厄认为，文化爱好、品味、鉴赏力或情趣（le goût culturel），既是人的一种心态、情感和秉性，同时又是一种文化实践方式，是现代人的一种行为风格和生活作风，是一种带有活动性的气质。布迪厄不同于其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地方，就在于强调爱好的精神性、心态和情感的一面及其实践和行动的另一面。因此，从根本上说，爱好和品味就具有双重结构，呈现为象征性结构；同时，文化爱好也具有象征性的权力性质和社会区分功能。

作为一种实践，爱好和品味固然具有着它自身作为一种具体实践的特征及运作逻辑；但它这种特殊的具体实践，又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各种具体实践，例如，不同于普通的以消耗体力为主的笨重体力劳动，因为文化爱好活动，作为美的鉴赏活动，具有着康德所说的那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Kant, I. 1949: 285），它所追求的是摆脱一切利益的某种鉴赏乐趣和精神品味；这是一种高于一般认知活动、伦理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最精致而又最复杂的实践。由于文化爱好具有上述优越特质，“艺术的界定，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的艺术’的界定，就成为决定着各阶级间争斗的命运的关键场所”（Bourdieu, P. 1979a: 50）。而且，“美学的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立场的确立，诸如在身体化妆品、服装或家庭装饰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越加构成为社会场域中所占据的社会地位（诸如确定社会场域中所必须维持的级别或必须保持的距离）的确认因素”（Ibid. : 61）。

在分析文化爱好活动的典型实践意义时，布迪厄强调说，“艺术作品的物质性或象征性消费，表现为一种最高形式的悠闲自在（l'aisance）状态”（Ibid. : 58）；正是在这种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悠闲自在”的实际双重表现中，展示了一般经济性物质消费所达不到的高雅性，甚至由此可以展示出对纯经济优越地位的鄙视，而达到对于经济地位差异的否定性的“超越”效果，从而最终达到与“必然王国”相区别的“自由王国”的间距效果。大家知道，康德就是特别强调“自由王国”是由“无目的性的目的自身”所构成的。在这样的自由王国中，人达到了最高境界：人不是手段或工具，而是“目的自身”。

文化鉴赏活动中所表现的各种爱好、偏向、品尝及乐趣运达，是夹杂着奥妙的心领神会精神活动的一种实践，其中交集着历史的、文化的和个人有机体的生命力，综合着社会和鉴赏者的才情和哲思及其个人天赋，孕育着无限的理想和情操，表达出发自心灵深处的寄托和期望的张力结构，借着象征性的层层延伸和重叠，传达着属于永恒的美感，流露那些只有在各个不同的具体境域中才能遭遇，因而也才能体验到的经验，呈现出历经惊涛骇浪或脉脉温情沉默潜行的各种事件而陶冶出来的狂飙粗犷或细腻殷切的情趣，反射出隐藏于潜意识王国的纯欲望，也映现出无形而难以把握的禀赋。因此，文化鉴赏活动最集中地综合了内容丰富的生活世界和精神活动的复杂象征性结构。

同时，依据布迪厄关于“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两者之间，“社会制约性条件”、“社会场域”和“生存心态”三者相互之间，各个不同的“社会场域”相互之间以及“象征性文化实践”和“象征性权力运作”两者之间的“同构型”理论，可以看出：由于在象征结构方面的同构型及其象征运作的同步性，使文化实践同各场域多种实践之间有可能相互交错、连结、渗透，并完成相互转化。这样一来，文化实践也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惟一贯穿渗透于社会各场域的一般性实践。

文化爱好的象征性结构，又决定了它的象征性功能。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权力运作和社会区分化两大层面。首先，文化爱好作为一种心态和行动原则，呈现了表现各种文化爱好的行动者和社会成员的特殊社会地位，呈现他们的社会资源和才能的掌握程度，也表现他们的文化修养和文化资本的累积状况。不同的文化爱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人们的社会阶级成分及其社会权力掌握范围。所以，通过文化爱好的社会表现，人们实际上实现了权力争夺和较量。文化爱好的这种权力象征及其权力再分配的社会功能，使现代社会中的各个社会成员和社会阶级，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了文化爱好方面的权力竞争。人们以自己的穿着、服饰、文学和艺术的鉴赏活动，显示自己的权力状况，并同时进行社会范围内的权力竞争。其次，文化爱好作为一种生成性的区分原则，一方面把行动者自身同他人区分开来，突显自身的身份、自我认同性及特殊个性；另一方面又将他人按照爱好的分类加以区分，实现人们对于整个社会各成员和阶级的间隔化程序。

第六节　实际活动的象征性意义

作为一位社会学家，布迪厄在观察当代社会时，充分地注意到人们所开展的各种实际活动，不论就其种类、内容、方式、表现形式、功能、运作过程及其基本性质等方面，都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

如前所述，布迪厄反复强调文化再生产活动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而且也指出了布迪厄关于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特质及结构。为此，必须深入分析文化再生产活动本身的象征性意义及其微观结构。

在1985年4月同德国社会学家霍内斯（Axel Honneth）等人举行的座谈会上，布迪厄曾明确地指出：在1965年至1975年期间，他在阿尔及利亚所开展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直接地为1979年发表的《论区分》（La Distinction）和1980年发表的《论实践的意义》（Le sens pratique）这两本“相互补充的书”作了准备；而这两本书“乃是整个这一时期的研究总结”。如果说，从1958年发表第一本著作《阿尔及利亚社会学》起，布迪厄便开始酝酿一种独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话，那么，历经20年的研究和反思，到70年代末准备发表他的《论区分》和《论实践的意义》的时候，布迪厄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他的反思型“象征形式社会学”的系统建构。布迪厄的这种反思型象征形式社会学的基本特征，便是要超越和克服传统社会学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化或两极化，以“象征性”（symbolique）这种人类特有的实践功能和性质，去揭示人类象征性实践活动所产生和维持的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结构及其运作的动力学原则（la sturcture sociale et la dynamique sociale）。因此，“象征性实践”这个概念，构成了布迪厄在1979年和1980年所发表的上述两本重要著作基本范畴，也同样地成为了布迪厄的反思型象征形式社会学的中心概念。

布迪厄认为，在当代社会中，任何行动者的实际活动都离不开文化的象征性因素的介入。文化的象征性因素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的所有领域，无时无刻地参与到社会运作的各个环节，远远地超越了传统文化领域而深深地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个人日常生活的领域，成为整个社会有机生命体的基础力量。因此，人的实际活动的象征性意义就变得更加突出。象征性实践就是具有肉体和精神双重生命、过着社会文化生活的“人”所特有的社会活动。他的“象征性实践”概念的创造性及其崭新内容，正是在于活灵活现地处理社会行动中各个行动施动者（des agents）的内心活动与外在实际表现、主观与客观因素以及行为角色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复杂关联。在布迪厄的反思型象征论社会学中，象征性实践既是建构成“社会世界”的“社会结构”（la structure sociale）和“心态结构”（la structure mentale）的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又是它们两者获得不断重建和更新、并进行同步同质双向互动复杂运作的动力来源。

这里所说的“实践”，并不等于马克思所常用的“实践”（praxis），而是指人的“实际活动”（la pratique）。布迪厄在同霍内斯等人谈话时曾经强调：“我要向你们指出，我从来没有用过‘实践’（praxis）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至少在法语中，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理论上的夸大性说法，甚至有相当多成分的吊诡性，而且常用这个词去赞赏某些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和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我只是说‘实际活动’（pratique）。”（Bourdieu, P. 1987: 33）这就是说，布迪厄所使用的“实际活动”这个词，指的是人类一般性活动，其中包括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文化和大量的日常生活活动。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我们翻译成中文时也可用“实践”来表达，但这不是马克思理论中所使用的那种“实践”；而是同布迪厄的社会理论所特有的基本范畴，同他所使用的“生存心态”（habitus）、“策略”（stratégie）和“场域”（champs）等其他旨在建构新的“建构的结构主义”的社会理论基本概念紧密相联系。

布迪厄试图使用象征性实践概念，突显他的社会理论与传统社会理论的差异。象征性实践不是以主体和客体的区分为基础，也不是行动者主体的行为表现总和。象征性实践所突出的人类实际活动特征，主要表现在实际活动同语言社会运用的密切关系，表现在实际活动中贯穿着由人类精神心态所创造的各种象征性符号和意义系统。因此，象征性实践的提出和运用，表现人类行动同行动者精神心态和文化活动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同时，象征性实践又同整个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本身的象征性特征密切相关，也同社会理论研究的象征性特征密切相关。最后，象征性实践概念充分体现了布迪厄“关系性”基本方法论的特征，它可以说就是布迪厄贯彻“关系性”方法论的产物。

第七节　象征性实践概念的复杂性及其局限性

通过对于布迪厄的象征性实践这个基本概念及其逻辑结构的集中分析，可以概括出以下六点：

（1）布迪厄的象征性反思社会学是在分析双重性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同质同步而又相反相成的复杂交错关系中，深入揭示贯穿于其中的人类实践的动力学原则及其象征性结构。象征性实践不仅成为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双重性生命及其象征性运作逻辑的基础，也是构成其不断更新和再生产的基本动力。因此，关于象征性实践的一般性理论成为了布迪厄社会学的核心组成部分。

（2）象征性实践在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贯穿始终的活动，一方面显示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在主观与客观等内外多维度领域内的主动创造地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历史地复杂变动着的社会物质精神条件对于行动者的既主动又被动的双重互动作用。正是在深入分析行动者及其象征性实践同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活生生关系中，布迪厄提出了关于“生存心态”、“场域”和“社会制约性条件”等重要范畴，使其关于象征性实践的一般理论有可能超越和克服传统社会学理论所面临的许多难题，诸如“个体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矛盾及对于社会进行宏观和微观分析的相互关系问题。

（3）通过对宗教礼仪、劳动、生活习俗、艺术、经济交换、语言应用、教育和权力运作及其正当化的象征化结构和象征性运作模式的深入探讨，布迪厄一方面总结和发展自列维·布吕尔、涂尔干，中经毛斯、范纪内（Arnold Van Gennep, 1873—1957），至李维史陀等人的法国社会人类学象征论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注意到索绪尔、本维尼斯等法国语言学家研究语言和言语使用的重要观点，注意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对语言“论谈”（le discours）及其社会政治控制功能的最新论述，将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更具体化地运用到人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生活领域，从而使布迪厄有可能以语言使用社会市场中“双重意义象征性结构及运作”，作为象征性实践基本模式，解构各个社会场域的游戏式阶级分化、争斗、权力正当化及其不断再生产和更新的逻辑。

（4）近几年来，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领域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深入研究人类文化和社会行为中的象征性结构及其意义。尼达姆（R. Needham, 1923—）、荷尔顿（R. Horton）及波哈南（P. Bohannan）等人曾从不同角度比较分析伊凡·普里查（Edward Evans-Pritchard, 1902—1973）和列维·布吕尔在象征论研究中的历史贡献（Needham, R. 1972: 159—75; Horton, R. / Finnegan, R. 1973: 250—58; Bohannan, P. 1969: 71），布里安·莫里斯（Brian Morris）则更为系统地比较论述了在宗教问题人类学研究中的象征论传统（Morris, B. 1993: 218—46）。值得指出的是，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在其生前曾致力于研究“生存心态”和象征理论（Elias, N. 1976[1939]; 1992）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无疑地给予布迪厄深刻的启示。布迪厄一方面总结以往学者的象征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涂尔干、列维·布吕尔、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艾里亚特（Mircea Eliade, 1907—1986）、雷蒙·弗兹（Raymond William Firth, 1901—）、艾德蒙·李区（R. Edmund Leach, 1910—1989）、葛兹（Clifford Geertz, 1926—）、特纳（Victor W. Turner, 1920—1983）及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人的文化主义象征论观点，强调他们尽管遵循不同的路线和方法，但都不同程度地只局限于不同文化领域（诸如原始人的宗教信仰、礼仪、习俗、权力交换等），只局限于部分的社会活动和社会文化产品，都没有提升到一般的象征性实践的高度，因而也都没有深入揭示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行为网和各个场域的言语象征性交换的双重意义结构及其动力学原则，尤其没有能够针对现代社会更为复杂的象征性结构，揭示操纵着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再生产的象征性权力的运作逻辑。

（5）布迪厄的象征论反思社会学注意到现代社会结构及实践活动的更为复杂的象征性运作逻辑，近年来更深入地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的艺术、教育和权力正当化等三大论题（Bourdieu, P. 1989; 1992a），有助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深入了解当代社会的基本问题，也有助于重建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理论和关于“人”的理论。

（6）布迪厄的“象征性实践”的理论，建立在社会学、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美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的整合性观察的基础上，为我们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变迁的社会学重建工程的开展，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


第四章　“生存心态”的双重结构及其双向运作

如前所述，生存心态（habitus）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最基本的概念，而且，它作为布迪厄最基本的概念，又势必同他的其他主要概念交错在一起。因此，本书虽然已在前几个章节中广泛地涉及生存心态概念的主要内容，但本章仍然有必要更集中和更深入地探讨生存心态概念。

“生存心态”这个基本概念，不只是用来表示同人的行动始终相伴随，并指导着行动始终的那种精神状态，而且还用来强调与社会结构共时并存、同时运作的行动者秉性系统；不只是指那些指导着社会区分的区分原则，而且也是实际地起区分化作用的区分活动本身；它只不是单纯已形成的内在化的行动者主观心理状态，而且是同时积累着行动者历史经验和凝缩社会历史发展轨迹，并不断地在客观世界中外在化的“生成原则”（le principe génératif）。

第一节　“生存心态”概念的由来及重构

Habitus本来是西方文化中一个很古老的范畴。habitus一词作为拉丁文语词而被起用于人文科学中，最早是从中世纪时期。在当时，西方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崇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谈到人的德性（virtue）的来源时，强调德性是后天获得的，是通过学习和经验而得到的（virtue is acquired）；也就是说，它是通过教育和经验而成为行为习惯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说：“美德具有两种类型的本质，即理智的和道德的。理智的美德，其产生及成长主要是由于教育，因此，需要时间和经验；而美德的精华乃是习惯或习俗的结果（moral excellence is the result of habit or custom）”（Aristotle, Ethics. II, I, I. ）。所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用éthos, habitus和hexis三个词综合地表示“道德”。

就拉丁文的原意，éthos表示“心情”、“性格”或“品格”；hexis则表示“经验”、“习惯”和“素养”。habitus的原意，乃是“生存的方式”（mode de l'être）。后来这个词获得了“体格”、“气质”、“性格”、“性情”、“禀性”的衍生意义，标示着一个有生命的人的体态和性情的状况。同时，由于与“习惯”（habitudo）有共同的词根，habitus也常被用来表示受外在行为、教育和个人努力的影响下而固定下来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和持久性的禀性（disposition permanente）。当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圣托马斯学派翻译和发展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的时候，很重视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的经验、阅历、习惯、素养以及熟练的技能的组成因素的论述。所以，托马斯主义者也用Hexis来表示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意涵。

涂尔干在《法国教育学的演化》（L'Evolution pédagogique en France, 1938）一书中，曾经使用过托玛斯主义者所使用的hexis的概念，用来表示基督教的教育所面对的基督教徒和异教徒的各种习俗的改造的问题（Durkheim, E. 1938）。而毛斯也跟随涂尔干使用habitus表示某种有关身体操作的技巧和技术。其实，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也使用过hexis和ethos等从亚里士多德那里传下来的伦理词汇，来论述在实际道德实践中所构成的固定化的禀性系统。而胡塞尔曾经用habitus表示道德意识同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表现了他对于传统意识哲学的批判。

布迪厄的社会学经常借用拉丁原词来表达他的特殊的概念。但是，如同布迪厄引用其他拉丁词一样，他总是在原有拉丁词中掺入新的意义。在habitus原词中所包含的美德气质的意涵，本来就包含客观行为中的实际表现和内心道德意识状态两个方面。这也使传统的道德，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意义。布迪厄很重视道德意识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布迪厄在正式地使用“生存心态”的概念的最初过程中，曾经借用道德气质的传统语词，来表示他所表达的实际活动原则的意涵。他说：“在使用别的许多语词之后，我使用‘道德气质’这个词，同伦理学相区别，同时也为了说明那些客观地系统化的道德禀性以及实际活动的原则的总体”（Bourdieu, P. 1984a: 133）。显然，布迪厄不但重视经过道德实践而历史地固定下来的行为习惯的原则，而且更加重视在实际活动中起作用的实际活动原则。所以，布迪厄接着说：“‘生存心态’的概念包括道德气质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少用道德气质的原因。作为‘生存心态’组成因素的分类区分的实际原则（les principes pratiques de classement），不可分割地成为逻辑的和价值学的，同时又是理论的和实践的，就好比当我们说白或黑时，我们也就说善或恶。任何实践逻辑既然要在实践中贯彻，它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价值。正因为这样，我才抛弃了逻辑图像系统（système de schèmes logiques）同实践的价值学图像系统（système des schèmes pratiques, axiologiques）之间的区别。另外，所有的选择原则都是被归并的（incorporé），都变成为人的身体和动作的姿态和禀性，而这样一来，价值也就是姿势，也就是在站立中、走路中和说话中的姿态。道德气质的力量，也就是变成为实践行动、姿态和各种姿势的一种道德精神。”（Ibid. : 133）

显然，在布迪厄那里，Habitus一方面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个人意识中内化了的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总结果，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教育制度在个人意识中的内在化和象征性结构化的结果。它是一种先验的前反思模式，是已经沉淀成生存心态的、长期反复的个人和群体特定行为方式，是已经构成内在的心态结构的生存经验，是构成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具有持久效用的禀性系统。但另一方面，这种来自长期实践的经验因素，一旦经历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沉淀，并内在化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群和个人的意识内部之后，Habitus便自然地去指挥和调动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向，赋予各种社会行为以特定的意义。因此，生存心态成为了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风尚（style de vie）、行为规则、策略（stratégie）等实际表现及其精神方面的总根源。

中国学术界往往由于语言上的隔阂，加上受到传统思考模式的影响，无法正确翻译和表达布迪厄所说的habitus的意义。很多人轻易地从字面上翻译成“习惯”、“惯习”或“习气”等。毫无疑问，布迪厄的“生存心态”概念，表示着与“习惯”既相类似、又相区分的某种事物。所谓两者的类似，指的是两者都包含有在生存活动中所获得的因素，即某种经验性的因素。在这一点上，布迪厄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很重视习惯性行为或习性所累积起来的个人历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布迪厄也注意到：一般所说的“习惯”，往往显示为自发性的、重复性、机械性的或惰性方面，不具备创造性的、建构性的和再生性的方面。如果停留在“习惯”或“习性”上，“生存心态”将不可能在历史的实践活动中进行再生产和不断更新，也不可能在新的环境下发生创造性的作用。须知，布迪厄所说的“生存心态”是兼备建构性、创造性、再生性和被建构性、稳定性、被动性两方面的心态双重结构，是要在外在化、现实化和历史化的实践过程中发挥其作用的。因此，布迪厄使用habitus这个语词，与其是为了显示生存心态与习惯之相似处，不如是更强调其固有的建构性质。所以，布迪厄说：“习惯被自发地看做是重复的、机械的和自动的；它与其是生产的，不如是复制的。”（Bourdieu, P. 1980b: 134）布迪厄使用habitus的目的，正如他所说，是为了强调“某种强有力的生成机制”（quelque chose de puissamment générateur）（Ibid）。所有这一切，都突出了“生存心态”和“习惯”的本质性区分。

布迪厄的生存心态概念，一点也不等同于人们所说的“习惯”、“习气”或类似的各种描述主观意识、心理或情感的传统概念。在这里，他无意沿用传统哲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对于行动者心态的单纯论述方式，而是把“生存心态”当成行动者的行动风格、心情、情感和行为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又紧密地同行动者的语言使用心态和文风联系在一起，使“生存心态”变成为行动者的精神状态、举止心态、品味爱好、语言风格和行动模式的总和，不仅成为行动者的行动的不可分离的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内在结晶。因此，布迪厄在谈到“生存心态”概念的翻译时，一再地强调：不能将它翻译成“习惯”（habitude），必须充分地翻译出它的双重结构及特质。

第二节　生存心态的“前结构”与历史

“生存心态”是在历史经验中沉积下来和内在化成为心态结构的持久秉性系统，它同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环境、行动经历、经验及以往的长期精神心理状态有密切关系。它所要表现的，是既历时、连续，又共时、同步的具有双重时间结构的秉性体系，表现出行动者生存和活动中深藏于内心中的历史结构、前结构与现实及未来的多重维度。

“生存心态”是在个人和群体的实践历史中形成、稳定化和发生建构性功能的动力性因素，同时，它又是在个人和群体的精神生活和社会行动中呈现的活生生的历史，是在现实中行动的历史。因此，生存心态也成为个人和社会群体同他们的历史进行对话和迂回的中间环节。由于生存心态同历史的双重复杂关系，人们不但同以往的历史得以有可能重新连接来往，而且，也使人们有可能将历史本身拉回现实，并推送给未来。

布迪厄为此明确地指出：“生存心态是客观条件的一个产物，（un produit des conditionnements）；它一方面倾向于复制客观条件的客观逻辑，但另一方面又使它遭受新改造。生存心态是某种改造性的机器，它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我们‘复制’着我们自身的生产的社会条件，而且，是以相对地不可预测的方式；也就是说，是以如此的方式，以致使我们不能单纯地和机械地从对于生产条件的认识过渡到对于产品的认识。”（Ibid: 134—135）

布迪厄的上述说法，使我们进一步看到生存心态的非单纯复制性；它是以一种独特的、创造性的方式，再生和重建以及改造社会条件的一种主动性和动力因素，也是对于历史经验同时地进行积累和重建的最有效的精神机器。由于“生存心态”的这种特性，使我们不能单纯地依据那些产生着“生存心态”的历史性客观条件而去预测由“生存心态”的所外化的新的社会条件。同样的，在由作为“前结构”的生存心态所指导的现实心态及其行动模式中，也不会机械地复制历史本身的结构，而只是以曲折或压缩的方式，表现历史经验的影响程度。所以，当我们说生存心态表现着历史经验的时候，指的是它会以特殊形式，表现历史经验及历史痕迹同现实条件的遭遇结果及其交互作用。历史就是在生存心态中，以某种密码化和译码化的双重程序，完成它同当前行动条件的纵横交叉；其结果，使人们的行动和行动模式，多多少少印有行动者经历的烙印。通过生存心态，历史渗透在行动及其模式中，而行动模式本身，也在反映历史经验的同时，对历史的原有烙印进行适当的改革，以便使历史经验在新的行动条件下被唤起和被重现。

显然，生存心态同历史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生存心态”是历史的产物，是那些生存心态的持有者和表现者的个人或群体的历史的精神心理缩影，又是他们的历史实践经验的内在结晶。但另一方面，它又在历史中发挥其功能，也是现实的和带有方向性的。就生存心态同历史的关系而言，生存心态固然纪录和凝缩了它所经历的历史事实、时间及其经验，但是，就在它纪录、凝缩和内化历史的时刻，它又呈现出它的外化及其对于历史本身的改造和建构：生存心态反映了历史，但它同时又建构了历史。这就是它在历史时间断层和连续流程中的双重结构化。

“生存心态”绝不是先天性的事物。但是，它一旦在历史中沉积下来和铸模成形，作为一种具有双重结构化功能的精神心理秉性系统，就可以通过它的独特的特性，发挥其“前结构”的作用。因此，它的历史性，绝不能简单地使之与先前创造它的历史条件相等同。

所谓“前结构”，指的是生存心态对于行动者的任何行动，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种前结构，一方面是作为行动中的意识结构，成为行动的动机和规划方案，指导着行动的始终；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一种预先模态化的行动模式，规定了行动者的活动方式及其风格。在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生存心态，就有什么样的行动目标、风格和模式。

由于生存心态作为“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行动的方向，所以，生存心态又可以成为行动者的各种行为的诠释根据。行动者靠其生存心态的特殊性，靠其生存心态中所纪录的历史经验，不但对他所遭遇的他人的行动，而且，也对自身的行动作出各种判断和分析。这种判断和分析，可以是在行动开展以前进行的，也可以是在行动过程中或在行动之后发出的。在行动之前，这类接受生存心态“前结构”影响所作的行为诠释，实际上是行动者进行行动方案选择、斟酌和反思；而在行动中的诠释，则是指导行动者实行其行为的各种观念和方法。一个人的生存心态中的历史成分越多、越丰富，他在行动中进行自我诠释和对世界进行诠释的资源和能力就越丰富和越强。因此，历史阅历和经验是决定生存心态质量及其有效性的重要根据。

布迪厄认为，在语言交往中所显示的语言性生存心态，只是实践性的发生图像和实践性的知觉图像体系中的诸类型的一种。在布迪厄那里，实践的图像包含了语言使用的方面、美学鉴赏方面以及风尚举止的多种维度。这些维度的形象化和象征性结构，组成了在不同场域中表现出来的多种策略化的赌注和游戏的诸活动因素（资本、爱好和生活风尚等）的相互转化关系及其机制基础。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语言性生存心态无疑也是一种历史产物。但它和其他生存心态一样，是“一种发明的原则”（un principe d'invention），它具有独立于历史而发生作用的特点。通过语言性生存心态，我们更具体地看到：生存心态在同其历史的关系中，可以显示出某种“延缓”现象：它一方面产生于历史，另一方面“又从历史拔根而出”（arràché à l'histoire），如同物理学概念“滞后”（hystérésis）所形容的那样，既使它的发生根源已经不再存在，它仍然发挥其影响（Bourdieu, P. 1980b: 135）。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存心态能脱离历史而继续发生其生成和建构作用，以致使语言生存心态，如同美学的、爱好的和其他类型的生存心态，综合性地在实践的维度中，发挥其生产言语的自律性。

由于生存心态是有别于历史过程的独立秉性系统，所以，它具有历史所没有的下列特征：

第一，它比历史更凝聚和浓缩，是经精神生命的精致加工而以简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秉性体系。它本身并不机械地复制历史，而是在心神状态中密码化的历史。当行动者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行动时，它会以特有的译码化程序，在行动者的行动过程中表现出历史特征。

第二，它具有比历史更长的生命力，具有比历史更顽固的延绵性和持续性。生存心态往往可以比产生着它的历史环境更长久：产生着它的历史环境销声匿迹了，它却仍然存在并发生作用。所以，生存心态把历史带进了现实生活中，带进了行动中和语言论述中。

第三，它具有惰性。相对于历史而言，作为秉性系统的生存心态具有明显的停滞性和呆滞性，所以，布迪厄用hystérésis一词来表示它的持续有效性和延缓性。这也就是说，生存心态相对于历史总是迟缓地发生作用，总是同历史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历史更长久地在时间的锁链中存在。

第四，它具有自我调整、自我运作和自我创造的作用，它是复活了并具有自我创造力的历史生命。就此而言，生存心态具有独立于历史条件的高度自律，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更新。布迪厄说：“生存心态是在受控制的高度自由下，产生着思想、感觉、表达和行为等产品的无限能力，它一方面始终限制着生产它的历史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它所保障的有条件的自由，又距离着不可预测的新事物和单纯机械地重复着原有的生产条件”（Bourdieu, P. 1980a: 89）。

第五，它高于历史而具有随时展现其威力的优点；它是历史和现实发生联系的精神桥梁，也是历史与现实、与未来建构来回循环无限迂回的信道。由于这一点，它成为了个人、社会阶级和集团同他们的前人、同时代人以及未来对话者相互沟通的中介。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是掩盖不了，也无法篡改；一个人或某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的历史状况怎样，实际上都时时刻刻呈现在他们的生存心态的结构及其实际表演中。人们只要通过每个人和每个社会群体的生存心态的演出，就可以推断他们的历史。

显然，在布迪厄那里，habitus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个人意识中内化了的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总结果，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教育制度在个人意识的内在化和象征性结构化的结果。它是一种先验的前反思模式，是已经沉淀成“生存心态”的、长期反复的个人和群体特定行为方式，是已经构成内在的心态结构的生存经验，是构成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具有持久效用的禀性系统。这种来自长期实践的经验因素，一旦经历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沉淀，并内在化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群和个人的意识内部之后，habitus便自然地去指挥和调动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向，赋予各种社会行为以特定的意义。因此，“生存心态”成为了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风尚（style de vie）、行为规则及其策略（stratégies）的精神方面的总根源。

作为“前结构”的生存心态，显示了行动者的思想、行动和生活中将“过去”、“现在”、“未来”三大维度巧妙地结合起来的能力。生存心态是如此巧妙地反映和总结了历史，以致我们可以说：生存心态在呈现历史经验的范围内，它本身就是历史的反映，而在它对于历史进行改造的范围内，生存心态又能根据现实行动的需要以及行动者发挥主观能力的程度，将历史纳入行动结构化的过程之中。

作为一个总概念，在布迪厄看来，生存心态并非像哲学范畴那样高度抽象。而是形式化和象征化的（symbolique）表现出来的。生存心态乃是人的实践行为的象征化表现，但它又是寄含着人生意义的浓缩的最一般的社会行为的概念。换句话说，生存心态采取象征化的前结构的模式，但它包含着最一般行为意义的基本内容，决定着行为的方向和其展开的可能性。

布迪厄上述关于生存心态概念的双重性特征已经说得很清楚。生存心态既然伴随着人的实际活动，同时又在实际活动中表现出来，它就是一种双重结构，既表现人的内在心理情感结构中的精神因素，又表现在人的生活和实际活动中的实际表现方式。因此，以“生存心态”表达布迪厄的Habitus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第三节　“生存心态”的双重结构化

我们在论述布迪厄的哲学思想机器理论思想基础时，曾强调他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双重反对态度：既避免陷入客观主义，又反对纯主观主义。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布迪厄思想中深受康德主义式的批判哲学影响的典型方面。布迪厄曾经批判那些自称“客观地描述”外在对象的科学的“抽象性质”：“关于客观的规则性的科学，只要在还没有把关于客观性的内在化过程的科学包括进去的时候，就始终停留在抽象上面，因为只有这一种科学，才导致潜意识的和禀性系统的建构，即所谓‘生存心态’和阶级伦理心态”。（Bourdieu, P. 1965b: 21—22）同样的，布迪厄也坚决反对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他尤其反对萨特过分重视主观意识能动性的存在主义。布迪厄对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反对态度，也成为我们理解他的生存心态概念的基本出发点。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布迪厄的生存心态概念，理解为一种既是内在主观精神状态，又是外化在客观的行动表现中；既是主观思想心态的向外结构化的客观化过程，又是客观环境（包括历史环境）的各种条件向内被结构化的主观化过程。

在对于生活风尚（style de vie）、爱好、品味（le goût）的社会学研究中，体现了布迪厄处理个人和社会群体的关系的原则，也表现了他的以“生存心态”为中心概念的建构的结构主义社会学的重要特征。

布迪厄和阿图塞一样，认为社会中的某些价值群（des ensembles de valeurs），可以在某些个人面前，自然而然地或自发地被接受。阿图塞把个人自然而然地加以接受的“价值群”，称为“自发的意识形态”（des idéologies spontanées）（Althusser, L. 1976）。

布迪厄在接受齐默尔的“交往性”或“社交性”（sociability）概念和谢勒的现象学情感论时，进一步发挥阿图塞的上述观点，把“社会场域”（champs sociaux）中各种价值群的交互作用整体，形象地称之为“交响乐式表演”（orchestrer），并强调这种交响式表演在各种社会形式中所呈现和突出的“主题”（les thématiques）对于被牵涉进去的各个个人所发生的影响（Bourdieu, P. 1980a: 28）。

在布迪厄看来，个人作为角色和表演者，对于各种相遭遇的社会活动来说，既被牵涉进去、又保持一定的距离（impliqué et distancié）面对着在交响式表演中呈现出来的“社会前结构”，个人保持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同时又是现出主动和被动的双重态度。通过长期的和日常的生活表演，那些本来潜伏的社会前结构以及个人在其中的位置，慢慢地呈现为“应该那样地表现”的那种形象和“应该那样做”的模式中，以便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网中，逐步确立其既有特征的那种关系样态。

布迪厄指出，在社会表演厅中那些观众们所接受的世界图像，是同这些图像再从他们已经消化掉的心态世界中走出的时候所呈现的形象相适应的。这就是说，外界的图像，同内心中图像的关系，形象地表现了“生存心态”，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的特殊功能，也表现了主客观、内与外的关系的复杂结构。就此意义而言，个人“生存心态”乃是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的关系的中介物和转换环节。

布迪厄指出：“与生存状况的一个特殊等级相联系的各种必要条件，产生着‘生存心态’。这些‘生存心态’，是持久的和可转换的禀性系统（systèmes de dispositions durables et transposables），是被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es structruées），亦是起着结构化功能的结构的‘前性情’（prédisposées à fonctionner comme structures structurantes）；也就是说，作为实践和表象观念的发生性和组织性的本原（en tant que principes générateurs et organisateurs de pratiques et de représentations），它们能客观地适应于它们的目的，而又无须设定这些目的的有意识的目标，也无须设定对达到此类目的所必要采取的步骤的专门控制；同样地，它们也能客观地加以调整和正常化，却又无需成为顺从于规则的产物。总之，作为这样的一些事物，它们是被集体地交响乐式地演奏出来，但又无需成为一个交响乐队总指挥的组织行为的产物。”（Ibid. ; 88—89）

布迪厄所做的上述“生存心态”的定义，从字面上讲，既是繁琐的和循环重复的，但又是意味深长的。在这段定义中，布迪厄反复使用“结构化的结构”、“产生结构的结构”等表面冗赘的语词，其用意正是强调“生存心态”的符号化和译码化双重过程及其与主客观结构的关系。

布迪厄认为，这些符号性结构所组成的世界，维持着社会中的个人同社会整体的关系、个人同其他个人的关系以及个人同个人本身的关系。象征性和符号性的世界，把各种不同意义领域统一起来，并把各种制度化的秩序归并到一个符号化总体（une totalité symbolique），诸如宗教信念总体等等。

第四节　作为分类系统的生存心态：品味与语言风格

布迪厄认为，“生存心态”既是客观地可分类的判断的发生性原则，又是进行分类判断的实践的分类系统。被表象的社会世界，即生活风格的空间，是在两种能力的关系中被建构起来的；其中一个能力是“生存心态”所确定的，这是一种生产可分类的实践和作品的能力；另一个能力是区分和评赏这些实践及产品的能力（Bourdieu, P. 1979a: 190）。因此，生存心态在其运作中，同时地完成了四大分类：（1）把自身同他人区分开来；显示了自身的自我认同，并由此突显自身的气质、风格、个性和特质。（2）把鉴赏和观察的对象区分开来，将对象按照自身所喜爱的程度分类成各种等级。（3）对他人和整个周遭世界进行区分；按照他们和它们的不同状况或类型加以分类。（4）在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同时，生存心态也对行动实践本身进行自我分类；在对鉴赏对象进行分类时，也完成了对于鉴赏活动本身的分类。

生存心态的上述多重分类功能，可以典型地表现在生活风格和语言风格的运作中。

如前所述，布迪厄关于“生存心态”的象征性结构的构思，是受艺术家埃尔文·巴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以及社会戏剧行为理论代表人物埃尔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的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在这里充分体现了他的部分康德主义思想的影响。

巴诺夫斯基在其重要著作《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的思维》（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 1957[1951]）一书中，强调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和哥特式建筑，都同样地以最大限度的和谐性，将人道主义精神与经院哲学原则对立起来。在哥特式建筑和经院哲学之间，在大教堂建筑术和神学概念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同形性（homologie structurale）（Panofsky, E. 1957 [1951]）。在这个基本概念的引导下，布迪厄做了大量关于博物馆及其观众的心态的关系的调查分析工作，其成果发表在1966年所发表的著作《对艺术的爱》（Bourdieu, P. 1966）。

在巴诺夫斯基看来，具有经院哲学意义的中世纪时代的“精神活动习惯”（habitude mentale），是经院哲学式的教育的结果；它构成了当时的人群的社会行为的规则，也成为设计和制造哥特式建筑的重要思想基础。

布迪厄由此出发，强调学校教育的功能，在于“产生着具备无意识（或深深影响着的）模式系统的个人；这种系统构成他们的文化，或者，在更好的情况下，构成他们的“生存心态”——这就是说，教育改变着集体的精神文化遗产，使之成为个人的或共同的潜意识”（Bourdieu, P. 1967b: 148）。

至于在那些没有教育机构和学校网络的早期社会中，“生存心态”的反复灌输的过程是由采取最原始分类形式的神话和礼仪中的重复性分类活动来保障的。因此，“生存心态”作为新的实践活动的产生能力，乃是作为“行为发生的语法规则”（une grammaire génératrice de conduite），而发挥其功能的。

布迪厄所说的上述“行为发生的语法规则”，本来是从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发生性语法”的概念借喻而来的。正如布迪厄自己所说：“这个‘生存心态’可比喻为乔姆斯基的发生性语法的概念，作为内在化的模式的系统（comme système des schèmes intériosés）而确定下来。这些内在化的模式可以产生某种文化的各种思想、知觉和带有特征性的行为，而且也仅仅如此而已。”（Bourdieu, 1967b: 152）

在分析博物馆的行为模式和心态结构时，布迪厄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在他看来，使观众具有其特定特征的受教育结构，乃是与观众所受到的培训相平行的，同时又同其各种现实文化鉴赏活动相协调。布迪厄认为，文化需求（le besoin culturel）是由教育产生出来的，因为教育为社会行动者培育出某种“艺术才能”或“生存心态”（une compétence artistique ou habitus）：这是一种进行分类系统的控制能力，一种艺术性的密码系统（la maitrise d'un système de classement ou code artistique），惟有这种能力和密码，才能对艺术作品和一般文化进行分析释读，同时又很自然地在鉴赏和品味活动中表现出来，对文化鉴赏活动本身进行“自我分类”，即自我区分化。所以，“生存心态”在文化鉴赏活动中，同时地对他人、对文化作品、对文化鉴赏活动本身进行区分化，对鉴赏者自身的行动进行“自我分类”和“自我区分化”。

布迪厄说：“作为才能意义的文化（la culture au sens de compétence），无非是内在化的客观意义上的文化，并成为释读客体和文化举止的永久性和一般化的才干式的禀性。”（Bourdieu, P. 1966: 108—109）

通过上述对文化行为的分析，我们看出布迪厄的“建构的结构主义”的“生存心态”的象征性结构及其与教育活动、一般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这种结构从本质上说，是教育、也是精神生活中内在化的综合结果，同时，又是以人的最深层的潜意识结构及其功能为根基的。就个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而言，这些结构又可以说是个体意识结构中生了根的集体意识的具体表现。

个人的生活风尚和爱好的不同的象征性结构，是“生存心态”在个人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生存心态”作为结构化系统（l'habitus en tant que système structurant），构成了从个人到社会生活的过渡的中介环节。这也就是说，“生存心态”这种结构，是把个人“放置在铸模中”（met l'ndividu au moule），并让个人无意识地实现其各种社会活动的模式。

“生存心态”所起的上述中间环节的作用，使个人在鉴赏各种艺术作品时，显示出不同的“爱好”或“品味”（le qoût）。所谓“爱好”，就是对作品进行分类和鉴别的美学判断，并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再生产出一个区别性的系统（reproduire un système de différence）。

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表现为不同的生活风尚和相互对立的地域（l'space sociale se présente comme un espace où des styles de vie différents s'opposent），而每一种风尚是以其同一分类的鉴别系统作为其基本特征的（un style de vie se caracterise par un système de classment identique）。例如对房屋、香水、体育活动……的分类鉴别，都表现出不同的个人所做出的同一的评判标准。

布迪厄的“生存心态”观念，是用以说明社会生活何以可能的重要模式，是联结个人和群体的内外世界的重要杠杆，也是解决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关系及其可能变化趋势的重要原则，更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场域通过个人和群体心态的中介化而发生运转的重要机制。所以，通过“生存心态”的中介化，可以从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条件，过渡到这个群体的品味和爱好系统。而布迪厄在其重要著作《论区分》一书中，对此做了深刻的系统论述。

首先，为了说明生存心态在生活风格中的分类作用，布迪厄曾形象地以清高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教师们的所谓“禁欲主义”和文化爱好为例。他说：“当人们说及教师们的贵族式禁欲主义或者小资产阶级主张的时候，并不仅仅以其一个或甚至更重要特性去描述这些群体，而且也是力图为那个产生着他们或其他人的全部特性和全部判断的原则给予命名。‘生存心态’是内在化的转变成禀性的必然性，它产生着有意义的实践和给予意义的感知。正是这种一般的和可转化的禀性，才使学习条件中固有的必然性，引起一种超出我们已经直接学到的东西的范围的、系统性的和普通性的应用。”（Bourdieu, P. 1979a: 190）

第五节　“生存心态”的自律性

生存心态虽然是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成员的内在精神生活，并表现在他们的社会行动中，但生存心态在社会中的运作，首先是按照社会整体各个场域的力量关系网络的具体紧张状况而自律地进行的。各个社会成员及社会阶级，尽管有他们的各自不同的生存心态，但他们自身并不是依据纯主观的意志或意愿去发挥他们的生存心态的。这些社会成员，毋宁是依据整个社会的力量结构及其走向，在他们的不知不觉中，按照他们的生存心态而行动，并由此调节他们自身同他人的关系。

在说明个人同其所属的阶级、同各个社会场域内的阶级斗争以及同整个社会实践的关系时，布迪厄曾在前述有关“生存心态”的定义中，形象地概括成“交响乐式演出”（orchestration）的象征性模式。这实际上也就是一般实践的象征性结构及其象征性运作的“典范”。“交响乐演奏”中个人与划分为阶级的社会群体之间在心态和行动上的同步性和同构型，进一步显示出个人与社会阶级区分化之间的交错象征结构。在“交响乐演奏”中，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交错关系，绝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一元决定论所能概括完备的。

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交错关系，在“交响乐演奏”中，表现出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个人在社会中，就像在交响乐演奏中那样，是被区分为不同的群体的。因而，个人间在爱好、才能和社会角色方面的差别尽管是不可化约的，但是，各个人的地位和活动毕竟是为其所属的群体和被区分化的类型所决定。

第二，在“交响乐演奏”中，被区分化的个人，在其所属的群体之中，一方面作为群体的成员而在交响乐演奏整体中起作用，另一方面却又以其个人的身份同其所属的本群体相区别，同属于本群体的其他个人成员相区别。这也就是说，个人被区分为阶级的事实，不但不抹杀个人的个别性和特殊性，而且，恰巧相反，每个个人在同一阶级的和谐行动中表现的角色及其作用，正是通过每个个人的个别性、特殊性及相互差别性而实现。这样一来，属于不同阶段的每个个人仍然是不可相互取代的。

第三，交响乐演奏是在其统一指挥者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社会上的象征性实践，作为交响乐演奏，是同正式音乐大厅中的交响乐演奏根本不同的。社会上象征性实践的交响乐演奏模式，其本身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这也就是说，社会的象征性实践被象征性地看作是交响乐演奏；它并非真正的交响乐演奏。惟其如是，象征性实践的交响乐演奏只是象征性地演奏；而在此种象征性演奏中的和谐性和整体性，是以看不到和触摸不到的象征性结构体现出来的。交响乐演奏的这种象征性和谐，是无须作为孤立个体的总指挥去统辖和操纵的；它如同历史之无意识运作那样，不以交响乐队的任何一个个别演奏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只遵循着演奏过程中综合得出的总力场的方向，始终无意识地自我运作。在这种情况下，演奏过程中各个个体，在其才能和力矩范围内所作出的任何一个有目的的和有意识的活动，总是要在演奏整体总力场中，相互抵消成“零度”，个人的目的性也就在演奏总体中被抵消得一干二净，生动地达到了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境界。

第四，没有指挥的象征性实践的交响乐，是在历史维度内不断自我调适的市场般场域，按照其中各种合力的反复较量，产生出其自身的运作自律性，既保持相对稳定性，又不断地有所转变。个人和群体均在象征性实践的历史化交响乐演奏中，一方面维持其本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完成自我转化和相互转化。

同时，布迪厄还强调了具有生成价值的内在化的“生存心态”的运作的无意识性和自发性。他说：“‘生存心态’是没有意识和意志的自发性（The habitus is a spontaneity without consciousness or will）”（Bourdieu, P. 1980a: 56）。这种无意识性正是保障各个个人和群体，得以避免各种外来的因素的干扰，而正确地实现其“前结构”的直观性反思过程。因此，无意识性并非理性主义者所批评的那种盲目性，而是具有积极的和正确的取向意义的性质。

本来，作为游戏活动，社会实践是无意识的和非精确地算计出来的。在游戏活动中所玩弄的各种计策和策略，表面看来是客观地组织起来的、各种手法构成的连环，但实际上并非真正带目的性的策略性意图的产物，它们是社会结构归并化的结果。这种社会结构归并化是在受教育过程中完成的，但它又在象征性实践中，以“无需指挥者的交响乐式演奏”的模式无意识地运作起来。

第五，“生存心态”的交响乐式演奏不但不排斥在各个演奏者、各类演奏组之间的不协调，而且也不排除每个演奏者、每类演奏组在其表演各个阶段之间的差异性。作为交响乐式演奏的象征性实践，处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场域中，其内在的不协调性和差异性，是一种总协调中的不协调性。其内在的个体间不协调性，不仅没有破坏整个场域内演奏的总协调性，反而是这种总协调性的基础。在整个场域的交响乐演奏活动本身，作为演奏中各个力的较量的总和，反过来，又时时影响和调整着演奏中各个成员的步伐和风格，使之不协调性和差异性在不适应总趋势的特殊张力关系中，慢慢地趋向于总体演奏的节奏和风格。就如同操练中的士兵行列那样，其中任何一个士兵的步伐错误，终会因其不能忍受由不适应所造成的紧张状态，而不得不自行“改弦更张”，自行实现协调个性的要求。

第六节　“生存心态”的相对稳定性及其转化可能性

关于阶级和个人的“生存心态”的关系，布迪厄精细地分析了个人与群体，在一般性历史进程和个别性历史进程中，在各种社会场域内遭遇到各种力量对比的影响下，在个人和各群体的“生存心态”结构上所经历的各种变化及其倾向的可能性。在分析过程中，必须尤其突出下述各点：

第一，个人的最原初的生存经验的极端重要性。所谓个人的最原初的经验（les premières expériences），包括按年龄顺序来看属最早生活阶段的那些经验，主要指的是童年时代的生活经验；也包括按一般时间顺序来看属于第一次经历过的经验，特别是指在重大的个人和群体历史中所发生的特殊重大事件所发生的影响。“生存心态”具有某种本能性地保护其自身同一性的倾向，具有保障其自身的恒定性（sa propre constance）的自然倾向，具有对抗环境变化所施加于它自身的压力的某种自卫性能力。简言之，“生存心态”具有自我稳定性及为维持此稳定性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条件。因此，在个人生活经历中所确定的童年时代和最早的“生存心态”结构，作为其完整“生存心态”的基础和核心，对于后来经历的各种场域的力量对比（如权力争夺、资本分配及其他各种社会赌注）所施加的影响，对于这些影响的各种试图改变、筛选和过滤原有“生存心态”的努力，都进行尽可能顽强而持久的抗衡。

这样一来，出身和生活于不同阶层和社会地位的人，总是以其最初经验的沉淀物作为“生存心态”的根基，而且它一经最初地形成，便具有相当自律性和恒定性。而且，在不同阶层和环境中长大的个人，对其周在场域中的斗争的反应及交互作用，也为其最早确定的“生存心态”铸成特殊的烙印。

第二，“生存心态”具有自我归并和自我同化的倾向。这就是说，对于生活经验中的各种因素，“生存心态”总是先对类似于它及有利于它自身的因素抱有强烈的同化和归并倾向，而对不利于它和异于它的因素进行尽可能排斥或加以改造。“生存心态”的这一特点，使它在面临各种危机或变局时，总是尽可能寻求对其生存最有适应性的那些“角落”；也就是说，寻找一个对于自身而言是相对地稳定的处境，以便巩固其秉性，并为其产品提供尽可能有利的市场。

布迪厄将“生存心态”的这种选择能力和选择原则，称为“对于一切‘选择’的不选择原则”（Principe non choisi de tous les choix）。这正是布迪厄所强调的“生存心态”的矛盾性特征：“生存心态”要在其经历中面临着各种选择的考验，“生存心态”不能回避其生存经验中所遭遇的各种选择的挑战。但是，“生存心态”的顽固而持续的特性，又使之能以曲折的方式，穿越一切选择的“筛子”而达到有利于它的选择目的。这样的“选择”，实质上是“对于一切‘选择’的不选择原则”。这一原则，有利于个人及其所从属的阶级特性的稳固和发展。

第三，每个个体的秉性系统乃是同一阶层的其他个体的秉性系统的一种结构上的变种而已。布迪厄指出：“假如同一阶级的每个成员（或他们当中的哪怕是两个成员）具有完全相同的经验和具有完全相同排列的经验是排除在外的话，那么，以下的情况是确定的，即：同一阶级的所有各个成员，都具有着比属于其他阶级的任何成员更多的机会，去设身于其所属阶级其他一切成员最经常面临着的那个环境中。……每个个体的秉性系统乃是其他人的秉性系统的一个变种（chaque systeme de dispositions individuel est une variante structurale des autres），在这个个体秉性系统中，表现出其在阶级和经历轨迹内所占的地位的特殊性。这个个人的风格，也就是说，这个为同一‘生存心态’的产品（不管是实践的或作品的）所具备的特殊标志，永远都只是相对于某时代或某一阶级的特有风格的一种间隔罢了……。”（Bourdieu, P. 1980a: 100—102）

第四，各个人的“生存心态”的相互区别性决定于其所经历的社会生活的路程的特殊性。由于各个阶级和同一阶级的各个个体的生活经历，不论从年代顺序和环境特征而言，都不尽相同，所以，哪怕是属于同一阶级的各个人的“生存心态”都具有特殊的标志和风格。布迪厄指出：“各个个人的‘生存心态’的相互区别性的原则，就在于社会经历轨迹（trajectoires sociales）的特殊性。这些社会经历轨迹是同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决定性事物的序列相适应的，而且，它们之间是不可化约的。”（Ibid. ）

第五，强调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生存心态”的魔力。在探讨“生存心态”时，布迪厄高度重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用其权力运作机制和系统，发挥文化教育机构这个关键性杠杆，对于全社会各阶级的个人“生存心态”所施加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在考察各个历史时代的各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分类原则（la taximonie éthique dominante）和美学鉴赏判断原则时，布迪厄实际上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作的关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论断加以发挥，在对社会和个人、经济与文化、政治与艺术、心态与物质条件进行象征性地结构分析过程中，进行更深入和更具体的发挥。

第六，“生存心态”概念本身也就是某种“资本”（capital）。早在中世纪的托马斯主义者那里，habitus就包含了某种类似“财产”或“所有物”的重要因素。不管是“财产”或“所有物”，都可以成为一种“资本”。“生存心态”作为一种“资本”，是内在于行动者的精神心态和禀性系统之中，也自然地贯穿于行动者的各种行为方式、态度和作风之中，以及体现在行动者的行为才能、组织能力和策略制定能力之中。因此，作为“资本”的“生存心态”，是行动者所拥有和掌握的“垄断资本”，是不同于其他行动者、并决定行动的特有权能的一股惟一不可剥夺的资本力量。相对于其他的资本，作为资本的“生存心态”，是比较难进行交换的一种资本形态，它必须通过更为复杂的象征交换过桯，才能同他人的“生存心态”发生相互影响。所以，“生存心态”也就成为了行动者巩固自己、发展自己和克服各种障碍的强大资本力量。

第七，布迪厄说：“适应于一个被统治的地位，意味着对于统治的一种接受形式。政治动员本身的威力效果，正好完全地抵消了自身对于社会价值信号的判断的必然独立自主性的那些效果；这些对于不论任何职业或薪资都有效的社会价值信号，是预先地由学校教育市场的确认核准而加以正当化的。”（Ibid. : 448）布迪厄在论述“生存心态”的概念时，一再强调此一概念所指的“心态”、“秉性”和“内心世界”的含义，同时，布迪厄也一再强调“生存心态”对于“实践”的决定性意义，把包括道德行为在内的一切社会实践，看作是“生存心态”的外化和内化的中介，使“生存心态”的概念同时地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概念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以此为基础，去解析具有象征性结构的社会世界的运作。

第八，以“生存心态”为中心的实践，既具有历史性，又有超历史的独立性和自律性，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超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存心态”为一切个人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创作提供了可能性。布迪厄说：“作为生成性图式的既得系统，‘生存心态’使一切附属于其生产特殊条件的思想、知觉和行为的自由生产，成为了可能。”（Bourdieu, P. 1990: 55）布迪厄在说明“生存心态”在实践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时候，极力反对那些把自由和历史必然性相互割裂、并视之为两个相互独立的“二律背反”的教条主义者和决定论者。


第五章　场域与社会结构动力学

第一节　社会场域的基本性质

当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呈现为一种非常活跃的紧张网络，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或成员，都牵连到整个社会的结构、生命及其活动；反过来，整个社会及其各个部分，又时刻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以致使社会整体也好，部分也好，个人也好，都处于活生生的力量较量和制衡之中。现代社会的紧张性及动力学，来自社会本身的场域结构及其运作原则。为了形象地和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结构的动力关系及其生命运作状况，布迪厄试图通过“场域”，把社会宇宙的活灵活现的结构化动态性质，以共时理解的概念形式表达出来。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空间是由人的行动场域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并不是抽象的；社会结构只能是由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象征性实践的社会空间，它永远是同从事象征性实践的行动者的“生存心态”、同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进行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联系。社会结构同行动者在各个场域中的实际行动的紧密关系，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结构为行动者的具体实践提供客观的制约性条件，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社会结构本身仰赖于行动者的整个实践过程。不论是作为社会制约性条件的社会结构，或者作为行动者整个实践过程的伴随物及产品的社会结构，布迪厄都是从行动者之间的力的关系网的观点，从行动者之间相互施展权力运用策略的观点，从行动者之间的资本总量的竞争的观点去进行分析和说明。所以，关于社会场域中的权力运作的问题，是布迪厄以新的方法论和姿态论述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的中心点。

在谈到场域的时候，固然要同传统的“社会结构”相区别，而且也不能单纯地满足于论述构成场域的各种社会地位和社会空间的静态结构。场域当然同场域中的各个行动者的社会地位相关，而各种社会地位又可以构成一个阶层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此，论述场域中的不同社会地位，在布迪厄看来，必须同强调“实体”（substance）的各种传统阶级划分理论相决裂，必须同各种单纯强调经济物质因素的经济主义相决裂，同各种各样的客观主义相决裂（Bourdieu, P. 1991: 229）。布迪厄曾经指出，在观察社会空间的时候，首先必须看到建构这些社会空间的区分化原则，把这些原则当成为观察社会空间的基础。

布迪厄所说的这些社会空间的建构原则，即区分化原则，是同在社会空间中的行动者的区分化活动相联系的，是在行动者的区分化活动中活生生地呈现出来的。因此这些原则不是抽象的和字面上的空洞规定。它是在行动者的实践中具有生成能力的活动原则，是行动者所具有的实际资本和力量在实际活动中的一种表现，也是呈现为社会空间结构的行动力量。而正是在这样的观点的指导下，行动者和行动者群体都是依据他们在行动的社会空间的相关位置（或地位）所界定的。每一个行动者，依据他们占据的地位，依据他们同相邻的阶级和群体的关系，依据他们同整个社会空间的社会关系网的关系而界定其本身的特征。正如布迪厄所说：“社会场域可以描述成为一种由各种社会地位所构成的多维度的空间；而每一个实际的社会地位又是依据相互调整的多维度系统而界定下来。上述相互协调的多维度系统所包含的价值，是与不同的适当变项的价值相对应的。因此，在第一个层面上，行动者的不同社会地位是依据他们所掌握的资本总量；而在第二个层面上，则是依据他们所掌握的资本的组成成分，也就是说，依据在他们的整个资本总量中不同资本的相对比例。”（Ibid. : 230—231）

只有从共时观察和分析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只有从静态的观点去观察，场域才表现为结构化的社会空间。“场域在共时地掌握的时候，表现为行动者的位置和地位所结构化的空间；而这些结构化空间的性质，依赖于行动者在这些空间中的位置，但同时，场域的性质，也可以独立于占有这些空间的行动者的特征而加以分析。”（Bourdieu, P. 1984a: 113）因此，各个场域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去分别加以分析和论述。

场域概念的最基本的因素，是多面向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这些多面向的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场域的基本构成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架构或形式，而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的和可能的（潜在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固定下来的和正在发生（进行中的），以及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各种因素的结合。所有这一切，决定着场域本身是具有生命力的，而且始终处于各种力量关系中的紧张状态。

布迪厄指出：“作为一种场域的一般社会空间，一方面是一种力量的场域，而这些力量是参与到场域中去的行动者所必须具备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斗争的场域；就是在这种斗争场域中，所有的行动者相互遭遇，而且，他们依据在力的场域结构中所占据的不同地位而使用不同的斗争手段、并具有不同的斗争目的。与此同时，这些行动者也为保持或改造场域的结构而分别贡献他们的力量。”（Bourdieu, P. 1994: 55）

场域的相互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是靠行动者的不同社会地位，靠各个行动者所握有的资本力量和权力范围，靠行动者所赋有的各种精神状态和精神力量（主要指行动者的“生存心态”），靠由各种象征性符号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因素，以及靠行动者在实践中所接受的历史条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因素所组成的。

布迪厄指出：“决定着一个场域的，除了其他的因素以外，是每一个场域中的游戏规则和专门利益。这些游戏规则和专门利益是不可化约成别的场域的游戏规则和专门利益的，而且，这些游戏规则和专门利益亦是不可能被那些未进入该场域的人们所感知到的。每种类型的利益，对于其他的利益和其他的投资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为了使一个场域运作起来，必须同时具有游戏规则和随时准备投入游戏的人们；而这些人必须具有特定的‘生存心态’，在他们的‘生存心态’中隐含某种了解和认可该类型游戏和游戏赌注内在规则的态度。”（Bourdieu, P. 1984: 114）

布迪厄还进一步指出：“场域的结构，是参与到专门资本的分配斗争中去的那些行动者同行动者，或者，机构同机构之间的力的关系的状况。参与到场域斗争中去的这些专门资本，是在先前的斗争中积累，并指导着今后的行动策略的方向。这种场域的结构在本质上就是旨在改造结构的策略，其本身始终都是在游戏之中的。”（Ibid. ）

由此可见，场域概念所要表达的，主要是在某一个社会空间中，由特定的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场域基本上是一个靠社会关系网络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力量维持的，同时也是靠这种社会性力量的不同性质而相互区别的。例如，政治场域是靠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网络来维持的。经济场域是靠在某一个特定社会空间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靠他们之间的金钱、货币和各种商品往来关系来维持的。而在这些关系的维持和展开过程中，各个力的因素又以其特殊的策略贯彻程序作为基本存在形式。

在场域中所表现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同行动者所处的不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受不同行动者所处的不同地位所造成的关系架构的影响；但是，不同行动者的社会地位，只有靠由不同地位所展现出来的不同实际力量之间的对比，场域才作为一个现实的关系网络而存在。这就是说，单纯靠不同的社会地位，并不能造成实际的场域；单纯的不同社会地位，只能呈现不固定的和不确定的关系架构和形式。在不同地位所展现的各种力量对比实现出来以前，这些关系架构和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空洞的和抽象的框架而存在，并没有场域的实际意义。也正因为这样，场域不等于某个固定的社会结构，也不等于某个现成的社会关系，同样也不等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所构成的框架。场域的灵魂是贯穿于社会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及其实际的紧张状态。

当需要将场域的性质一般化的时候，也就是把各种场域的不同特征撇开来暂时不管，只注重各种场域所表现的共同结构，场域就具有其一般性的共同规律。场域的这些共同规律，并不是传统社会理论静态地观察社会结构所论述的基本特征，而是贯穿于场域实际运作过程的各个段落和各个瞬间的共有运动规律，它们时时支配着共时存在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支配着共时存在的各个行动者的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但是，场域始终都是具体的实际活动的场所，而且始终是作为实际活动的动力和基础的力的相互关系，同时又作为同样实际活动的展开过程和结果的力的相互关系。正因为场域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的和可能的力的关系网，所以，场域在实际上都不可能是可被分割成不同时段的力的共时结构，而是必然地穿越着不同时空点和不同时空结构的力量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为了分析的需要而暂时被分割的共时的结构化的社会地位图标，其本身也是跨越时间序列的各种力量关系网的组成部分或一个面向。

所以，考察场域的一般规律和一般结构，不是为了将这些一般规律和一般结构绝对静止化，也不是像传统社会理论那样，是为了化约出某种适用于任何场域的逻辑规则。当布迪厄描述场域的一般规律的时候，其重点仍然是把场域当作具体运作，并具有不可化约的特性的各种实际活动场所。

如前所述，布迪厄和季登斯在论述社会结构和行动的关系时，始终都要打破传统社会理论对于两者的二元论观点和方法。在这方面，布迪厄所提出的“场域”、“社会制约性条件”、“生存心态”、“资本”和“权力”等基本概念，就是为了阐述传统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行动”概念的无效性，揭露传统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行动”概念脱离行动者社会实践的逻辑化约主义的本质，揭露两者相互对立和统一的虚假性。因此，在布迪厄看来，并不是不要去研究“社会结构”和“行动”的问题，也不是不要静态地分析它们，而是要从人类社会中实际运作的社会场域及其空间，考虑到从事象征性实践的行动者所固有的社会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内容和形式，从社会场域和行动者之间相互依存的权力关系，深入地说明在不断变动中的社会场域和行动者的基本关系脉络。

在布迪厄看来，贯穿于社会场域和行动者的动力学原则，就是行动者个人和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而这种权力关系，始终是通过不同场域中客观存在的资本力量的相互关系和这些场域中各个群体间的象征性权力关系而表现出来的；同时，作为场域和各个群体基本组成因素的各个行动者，他们作为场域中权力关系中的各个脉络的关节点，往往依据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条件，而具有物质方面有形的多种类型的资本，又具有精神方面无形的生成性原则，即一种精神资本，亦指“生存心态”。所以，在理解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的时候，必须抛弃传统社会理论的习惯性概念及其分类原则，特别是抛弃关于“社会结构”和“行动”的二元化的观念；而是要以他的象征性实践概念为中心，全面地探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场域的运作逻辑，并对各个场域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行动者和群体进行静态和动态的分析，注意到这些行动者及其群体在社会场域中所呈现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结构，特别是贯穿于其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化。

第二节　作为场域典范的经济市场

为了说明场域的生成性和不断再生产的性质，布迪厄往往用活跃的经济市场作为场域的典范表现。场域的运作和不断更新具有明显的经济市场的性质和特点。场域在运作过程中，就像市场运作那样，表现为多种多样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换和游戏活动，并在这些交换和游戏活动中，实现行动者之间的相互调整和相互竞争，建构起由这些竞争者和游戏者所构成的行动空间总体结构。也正如市场交换一样，场域中流通着不同的行动者所交换的资本，也流通和不断再分配行动者在交换中所得到的利润和价值。当然，布迪厄并不打算把所有的社会场域都单纯地化约成经济市场。他所采用的经济市场模式只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也就是说，经济市场不过是各种场域运作的象征性模式。

严格地说，各种场域既相类似于经济市场，又超越经济市场。场域同经济市场的类似性，是从一般意义的角度，表示它们都是采用市场游戏的方式而存在和运作，都是以某种资本作为行动者占据一个地位，并进行各种交换和竞争活动的主要手段；同时也表示它们始终都是靠行动者之间的策略竞争而维持相当程度的紧张和协调关系。场域超越于市场的意义，主要是表示场域根本不局限于经济活动领域，而且在场域中的行动者并不是单纯依据其经济利益、依据市场上经精确计算出来的物质利益方式而相互协调和竞争；毋宁说，场域中协调和调整着相互关系的利益原则，是某种无形的象征性的利益原则，而这种象征性的利益原则，由于其本身受制于整个场域的象征性复杂结构，而采取与表面表现出来的形式完全相反的掩盖方式。所以，在实际的场域中起作用的、指导着行动的利益原则，在更多的情况下，甚至采取“无关利益”（desinterested）的形式，因为只有采取这种无关利益的形式，场域的利益原则才能真正地在复杂的实际活动中发挥真正的效益。场域中指导行动的利益原则，不得不采用无关利益的形式，这种状况只能进一步表现出各种实际场域中的竞争和斗争的高度复杂性及与之相应的高度策略性。

所以，对于超越于经济市场的各种场域来说，指导着行动者行动和整个场域运作的利益原则，实际上是同各种场域本身所面临的斗争性质及其严重程度相关连的。也就是说，各种场域存在着什么性质的斗争，存在着行动者之间的何种相互关系，这些相互关系又紧张到什么程度，需要以什么手段达到什么程度的相互协调性，所有这一切只有依据各个实际场域的状况所决定的因素，才能确定各个场域中所运作的利益原则的具体形式。总之，有什么样的场域，有什么样的场域运作形式，有什么样的场域斗争策略状况，就有什么样的场域利益原则。紧密地关系到场域本身的相互关系网的性质的利益运作原则，只能在不同的具体场域中去分析，切忌以笼统的市场利益原则进行化约主义式的概括。

布迪厄指出：“在一个场域中占据相互对立的位置或似乎相互对立的人们之间，人们可以看出，对于人们认为值得进行斗争的某些事物所进行的斗争，存在着某种隐蔽的和默认的协议。”（Ibid. : 152）这种协议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场域的客观力量对比而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的游戏规则。所以，在场域中的各个行动者，哪怕是那些直接相互敌对的行动者，他们在力图改造场域的力量关系结构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并接受由客观的相互关系所产生的游戏规则。

所以，通过对于经济市场这个典型的社会场域的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场域具有其自身的某种客观的性质和结构，而这是指场域所特有的社会条件。由于场域的存在始终关系到在其中的行动者的相互关系，所以，场域不是任何单独的个人行动者，单凭其特殊利益或意志就能决定的。作为客观存在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前所述，包含着客观的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也包含着隐含在现有物质和精神存在方式中的各种潜在性和生成性的力量。

在上述的场域的客观组成成分中，首先是指客观的物质关系。但布迪厄并不想将场域的客观物质关系同其他的因素单独割裂开来，如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单独强调经济物质因素的重要性那样。布迪厄每次提到社会场域中的客观物质因素和条件的时候，总是同其他有关的因素连结在一起加以分析。这就是在本章第一节已经谈到的“社会制约性条件”（le conditionnement social）。社会制约性条件当然是场域存在和运作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社会制约性条件一方面是历史性运作的场域的直接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在现实的场域运作中不断地发生变化的。但不管怎样，任何场域中的行动者，不管他具有何等狂热的热情或狂妄的意图，在其投入积极主动的改造社会客观条件的活动以前和同时，都不得不必须承认上述社会制约性条件的存在。

其次，在组成场域的客观因素中，也包括其他无形的和精神性的因素，甚至包括潜在的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因素。凡此种种，均已在前述象征性实践和“生存心态”的论述中提及。

综上所述，布迪厄所提出的场域概念，同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行动”概念相比，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第一，场域概念不但包含了“社会结构”和“行动”两个概念所论述的基本内容，而且还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揭示了两者的实际关系；同时，场域概念包含了远比“社会结构”和“行动”概念更丰富的内涵，实际上揭示了任何一个社会空间中存在的多种复杂因素，并将这些复杂因素的现有表现仅仅当成它们的实际存在和动向的一个索引。所以，场域所表达的，不只是实际存在的因素，而且也表达了这些因素的历史基础及其可能的潜在变化。第二，场域概念始终都不是自我封闭的和自成系统的，因而，它也不是绝对自律的。场域所包含的自律性，主要取决于它的有效范围内贯穿于各个组成因素的权力关系的运作。第三，“场域”毕竟只是一种由语言概括的概念。因此，以各种概念形式表达的场域，只是现实存在和运作的实际社会空间的象征存在形式。

第三节　对于场域概念的双重阅读和双重诠释

关于场域的概念，布迪厄是在1960年代开始提出的。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同布迪厄的其他重要概念，例如“实践”、“生存心态”和“策略”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一开始提出，布迪厄就试图在研究阿尔及利亚劳工问题及其宗教社会学问题的过程中，显示出人的行动、观念、精神状态、生活风格、习俗、历史经验、荣誉感和羞耻感以及各种资本和行动策略等因素之间的密切关联。所以，包括场域在内的所有这些概念，从一开始建构就是密切地相互交错和相互制约，对于其中任何一个概念的说明，都势必联系到其他一系列重要概念。也因此，在谈到包括场域在内的各个重要概念时，布迪厄坦率地说，这些概念在一开始只能采取一种半透明的形式，而且相对地说不很精致，甚至难以避免具有某种程度的含糊性（Bourdieu, P. 1987: 33—34）。场域概念从一产生所带有的含糊性和不精确性，实际上一直伴随着布迪厄象征论社会理论的发展，同时也伴随着他的其他重要概念的含糊性。这种含糊性，如前所述，在布迪厄看来，不但不是他的概念和理论的缺点，而是恰正符合他的反思性和象征性社会理论的要求，也正是如实地表现了社会实际本身的含糊性和不断变动性。

但是，场域概念毕竟包含某些基本的内容和反映社会空间的基本特征。布迪厄在分析法国近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同社会区分的关系的时候，曾经紧密地结合各个历史时代不同社会场域中所发生的选择和筛选过程，结合各个场域中所发生的权力和统治的斗争，结合在这些斗争中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人群和个人的资本及其运用，深刻地论述了场域同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权力运作和“生存心态”以及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密切关系（Bourdieu, P. 1989: 326—327）。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空间中的各个特殊的社会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下，都有它自己特殊的运作逻辑。分析各个场域不能脱离这些促使场域本身进行稳定的持久运作的实际逻辑，而这种决定着其自身运作逻辑的最基本的因素，在布迪厄看来，是在这些实际场域中所存在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统治关系。这样一来，分析和界定场域概念，首先就同指导着这些具体场域运作的内在逻辑结构密切相关，同时也离不开对于场域中力量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的分析。但是，在布迪厄看来，要界定场域的概念，还不能停留在场域中看得见的各种力量关系，而是要深入分析与这些有形的力量关系相关，并深深地隐藏于其中的精神力量关系，也就是在场域中的各个社会群体和个人的“生存心态”及其动向。

一般地说，场域的基本构成因素，首先是在特定社会空间中的各个行动者的相互关系网络。任何场域的存在，主要决定于在其中活动着的行动者，在其行动脉络和过程中所形构的各种相互关系网络。由于这些关系网络是随行动者的实际行动而存在，所以，这些网络本身就贯穿着行动者在行动中所具有和所呈现的一切活生生的因素，其中主要包括行动者的行动意图、产生行动意图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地位、贯穿于行动规画和程序中的各种策略原则、表现在行动过程中的行动者本身及其相关的其他行动者的权力关系，以及在行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现实的、历史的和潜在的社会动向。所以，场域并不是表示某种固定不变的“社会结构”，同样也并不只是表达行动者的行动路线及其行动结构。任何场域都势必包含并呈现不同的行动者的相互关系网。一个行动者是不可能靠其单独孤立的意图和力量形成为一个场域的。

人们可以为了分析和认识的需要而把实际的社会及在其中的行动者的活动状况分割成各个不同的因素，并以不同的概念来概括这些被分析、因而被化约出来的各个因素。从人类文化的结构来看，由于人的认识和分析活动始终离不开语言论述及其表达，因此，各种社会分析不可避免地受语言论述和表达的结构的影响，以致产生分析过程与社会实际运作过程的差异。换句话说，人的认识和分析中的语言论述，势必将被论述和被说明的实际对象纳入论述的架构和顺序。由此可见，人类文化，包括研究社会的各种社会理论的研究活动，由于他们脱离不开语言论述的中介途径和手段，总是不可避免地被语言论述本身的矛盾性和吊诡性所影响。布迪厄充分地意识到社会理论同语言论述的上述联系的悲剧性和消极性。布迪厄坚持社会理论的象征性和反思性，而且，他坚持将这个基本原则贯彻到对于社会结构和行动者的行动的所有分析当中。以上所提出的“场域”、“社会制约性条件”、“生存心态”、“资本”和“权力”等基本概念，就是他的象征性和反思性的基本原则的概念产物，必须在分析社会结构和行动的过程中，将它们的内容及其运用，尽可能纳入到象征性和反思性的原则中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基本概念为了论述和分析的需要，当然不得不有其特定的含意和论述的基本要求，但同时又不能将它们当作传统概念那样加以分割，并单纯地只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加以运用。

布迪厄在分析社会场域及其中始终贯穿和不断运作的权力脉络的时候，反复地说明实践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之间的根本区别，同时又强调惟有靠反思性原则才能真正区分两者的区别，并真正地把握社会的实际面貌。为此，上述布迪厄所提出的各个重要的范畴和概念，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从它们的表达方式和运用原则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同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行动”概念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不得不一方面设法弄清布迪厄的基本概念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又要在它们之间的区别中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为此，我们不但在论述时，而且读者在阅读和理解时也要进行“双重阅读”和“双重诠释”。

第四节　资本及其在场域中的转化

场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为各种资本提供相互竞争、比较和转换的一个必要的场所；反过来，场域本身的存在及运作，也只能靠其中的各种资本的反复交换及竞争才能维持，也就是说，场域是各种资本竞争的结果，也是这种竞争状态的生动表现形式。因此，任何一个场域始终都是个人的或集体的行动者运用其手握的各种资本进行相互比较、交换和竞争的一个斗争场所，是这些行动者相互间维持或改变其本身所具有的资本，并进行资本再分配的场所。每一个行动者一旦参与到某一个特殊场域中的斗争，也就利用其历史积累和原有的资本，依据其所占有的社会地位，通过场域中的特定相互关系网络，而同其他行动者进行多种形式的策略性斗争。在各个场域中的行动者之间的斗争，决定于各个行动者所占有的社会地位，决定于各个行动者的“生存心态”结构及其实际活动能力，也决定于各个行动者在斗争中所采用的策略。但这一切，都同行动者所握有的各种资本的性质、类别和总量相联系，也同整个场域中各个行动者相互关系中所流通和进行交换的资本数量和竞争脉络相关连。

在布迪厄看来，如前所述，社会空间就好比市场系统那样，人们依据不同的特殊利益，进行着特殊的交换活动。因此，普通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在布迪厄那里，只是广义的经济实践的一个特殊表现（Bourdieu, P. 1972: 235）。这样一来，社会空间是由许多场域（champs）的存在而结构化的，这些场域，如同市场（marché）一样，进行着多重多样的特殊资本（des capitaux spécifiques）的竞争。

布迪厄为此把在社会空间的各个市场中竞争的资本，进一步划分为四大类：经济资本（le capital économique）、文化资本（le capital culturel）、社会资本（le capital social）和象征性资本（le capital symbolique）。

所谓经济资本，是由生产的不同因素（诸如土地、工厂、劳动、货币等）、经济财产（des biens économiques）、各种收入（des revenus）及各种经济利益（des intéréts économiques）所组成的。布迪厄认为，不同的社会的经济资本，具有不同的特性：农业经济中的经济资本，服从于与往年收获相关的特殊规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济资本，则要求严格的合理化的估算（Bourdieu, P. 1971; 1979b; 1984b）。

所谓文化资本，乃是同经济资本一起，构成一切社会区分化的两大基本区分原则（deux principes de différenciation fondamentale）。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文化资本同经济资本一样，在进行社会区分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其社会地位和势力不能单靠其手中握有的经济资本，而是必须同时掌握大量的文化资本。只有将经济资本同文化资本结合起来，并使两者的质量和数量达到显著的程度，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并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声誉。“在文化资本的分配的再生产中，因而也在社会领域的结构的再生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制度，变成为争夺统治地位的垄断斗争中的关键环节。”（Bourdieu, P. 1989: 13）在布迪厄那里，文化资本这个范畴，从一开始便用来分析社会中不同阶级出身的儿童受教育机会及其就业的不平等性。

文化资本可以采取三种形式：被归并化的形式（l'état incorporé）、客观化的形式（l'état objectif）和制度化的形式（l'état institutionalisé）。被归并化的形式，指的是在人体内长期地和稳定地内在化，成为一种禀性和才能，构成为“生存心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化的形式，指的是物化或对象化为文化财产，例如有一定价值的油画、各种古董或历史文物等。制度化的形式，指的是由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制度所确认的各种学衔、学位及名校毕业文凭等。

因此，在分析文化资本的性质的时候，必须针对其不同形式作出具体的分析。对被归并化的文化资本而言，由于此类资本之归并过程必须经历一定的时间，同时又必须在这一时间内耗费一定数量的经济资本，并使之转化为文化资本，所以，这些文化资本的性质具有历史性和时间性，同它的内在化过程有密切关系。例如，经历长时间文化修养和教育过程所养成的个人才能，就是具有较高价值的被归并化的文化资本。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其价值和意义的大小，并不决定于它本身，而是决定于文化财产中所包含的那些旨在鉴赏和消费的支配性能力。在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中，则表现出特有的、相对独立于其持有者的自律性（autonomic rélatvie du capital par rapport à son porteur），因为制度本身具有相对独立的制度化魔力（la magic instituante de l'institution）（Bourdieu, P. 1979b: 3—5）。

所谓社会资本，是藉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一个特殊的社会行动者，所掌握的社会资本的容量，决定于他实际上能动员起来的那个社会联络网的幅度，也决定于他所联系的那个社会网络中的每个成员所持有的各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象征性资本）的总容量。因此，社会资本是理解作为市场的社会领域所遵循的逻辑的重要概念。社会资本并非一种自然的赋予物，不是天然地产生的，而是要求经过一个劳动过程，某种创建和维持性的劳动过程，特别是经过行动者长期经营、有意识的笼络、交往及反复协调，才能形成。“作为社会投资的策略的产物，它是通过交换活动而实现的……这些交换，藉助于某种炼金术（alchémie）之类的手段，能够转变那些交换物以示确认。”（Bourdieu, P. 1980b: 55—57）

布迪厄还指出，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决定于那些促进正当交换活动、排斥不正当的交换活动的各种制度。例如通过各种汽车大赛、俱乐部、体育运动表演及各种社交活动，可以再生产出社会资本的容量和幅度。

所谓象征性资本，是用以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资本的积累策略等象征性现象的重要概念。声誉或威信资本（le capital d'honneur et de prèstige）有助于加强信誉或可信度（le crédit）的影响力，这类资本是象征性的，因此，某些经济学家称之为“不被承认的资本”或“否认的资本”（un capital dénié）。但在实际上，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它同时具有被否认和被承认的（à la fois méconnu et reconnu）双重性质（Bourdieu, P. 1980a: 205）；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通过“不被承认”而“被承认”；它是通过无形和看不见的方式，达到比有形和看得见的方式更有效的正当化目的的一种“魔术般”手段和奇特的竞争力量。

各种类型的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的过程，就是各种资本在象征化实践中被赋以象征结构的过程，就是以更曲折和更精致的形式掩饰地进行资本的“正当化”和权力分配的过程，也是各种资本汇集到社会精英和统治阶级手中的过程，同时又是各类资本在社会各场域周转之后实现资本再分配的过程。

政治权力就是作为这种资本再分配的仲裁者和控制者而存在的，其中心任务便是把各种资本再转换成象征性资本，以便使其自身接受某种看不见的和隐蔽的隶属关系。所以，所谓权力，就是通过使某种资本向象征性资本的转换而获得的那种剩余价值的总和。如果说在一般的阶级斗争中，斗争的形式和内容及其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呈现得相当复杂的话，那么，在政权领域和政治斗争中，就达到了最复杂和最曲折的程度。

“政权场域是由力量构成的场域；而这些力量的结构，是由各种形式的政权或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状况所确定的（le champ du pouvoir est un champ de forces défini dans sa structure par l'état du rapport de force entre des formes de pouvoir, oudes espèces de capital différents）。”（Bourdieu, P. 1989: 375）与此同时，布迪厄特别强调政权场域中的力量对比之间的长期的、持久的斗争性；这些斗争，是在各种不同资本的持有者之间，为了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un champ de luttes pour le pouvoir）。这些斗争构成的政权场域，由此构成为赌注竞争的游戏空间（un espace de jeu）；在这个空间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为占据他们各自占领的职位权力，为了保持和改变这些力量对比，就要依据其本身所占有各种资本的状况，而展开各种策略的斗争。为了将这类复杂的政治斗争和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策略赌注的基本运作机制加以揭示，布迪厄集中分析了斗争中诸资本之间的转换关系，并把决定着斗争走向和力量对比变化的基本因素，归结为各类资本间的“汇率”（le taux des échanges）或“兑换率”（le taux de conversion）。布迪厄甚至断言，政权斗争的走向，归根结底，正是同这个“汇率”密切相关，正如市场中各种经济斗争同当时的通货、期票、券证及贵金属间的“汇率”密切相关一样。

一切政权都不能只满足于作为政权而存在；也就是说，一切政权不能只为权力自身而存在，不能只满足于一个空空洞洞的权力而无须作任何正当化程序。进一步说，一切政权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设法使其自身正当化，必须至少设法使他人看不到其自身的任意性，必须至少掩饰这种任意性；哪怕这种任意性本来就是其自身的真正基础。问题在于：一切正当化的问题，恰巧依赖于各种多元的、相互竞争的政权的存在状况，密切地联系于这些多元的政权的自我合法化的相互诉求过程。这些多元政权为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正当化程序的竞争，往往达到不可调节的程度。布迪厄指出：“旨在确定统治者的统治原则的这场斗争（Cette lutte pour l'imposition du principe de domination dominant），在每一时刻，都造成分割政权的均衡状况；也就是说，一种统治工作的分工（une division du travail de domination）。这场斗争同时又是为了正当化的合法原则的确立，并不可分离地又是为了统治基础的正当再生产方式的确立。”（Ibid: : 376）总之，布迪厄把政治斗争和政权斗争看作是“社会赌注游戏”（des jeux sociaux），看作是在各种社会场域中的多元化资本进行相互竞争和相互转换的正当化的复杂过程，看作是从学校教育制度开始酝酿和发展起来的心态结构的潜意识运动的总结果，是统治阶级通过教育和其他制度不断再生产其特权的过程。而为了掩饰这一过程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竞争和相互瓜分的丑陋形象，它又总是采取复杂的象征性结构进行运作的。

从各个场域的斗争结构及斗争走向来看，对于各个行动者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只是在于这些行动者手中掌握多少已有的现成资本，而是在于如何面对场域所呈现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网络，如何把握在这些网络中的不同社会地位的行动者的资本走向，如何调动行动者手中所掌握的资本。这些问题实际上关系到行动者对待自己所占有的社会地位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是同行动者的“生存心态”密切相关的，因此，如前所述，“生存心态”作为一种必然在斗争中发挥效力的才能和能力，是一种属于不同行动者的“垄断资本”。这样的特殊资本，尤其在斗争策略中体现出来。所以，策略的运用也成为了各行动者实际握有的资本总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基本态度，不仅表现为行动者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正确评估，而且还要依据其本身所掌握的资本以及其他行动者的资本的状况，而确定其本身的社会地位同他人的社会地位之间的正确关系。

行动者对于其社会地位的态度，显然不是孤立地单纯依据本身资本的自我判断，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造成这种社会地位的资本状况，同相关的其他行动者的资本状况和社会地位加以比较，也就是在动态的相互关系中，在生成性的相互关系中，观察和更新自身社会地位。这样一来，场域中的社会地位就不是单纯的固定不变结构中的一个点，而是一种能力、一种力量、一种具有自我生成和更新的力量。

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力量的社会地位，成为了各种场域不断活动和不断更新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作为力量的社会地位，又是同行动者所掌握的资本及其保存和运用资本的能力相关连，同“生存心态”相关联。所以，社会地位和各种社会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选择建构这些社会地位的积极活动的力量所决定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社会场域的建构，都是由统治着场域中各个行动者的一种客观力量关系所决定的，这种力量关系并不能随个体或群体行动者的意愿而转变。

第五节　权力及其在场域中的斗争策略

场域中的相互关系是靠力的关系来维持，并实际地展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场域是靠权力关系来维持和运作的。权力，在布迪厄那里，是作为一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而表现出来的。因此，凡是有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存在的地方，就有权力存在，就有权力发生作用。权力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也不单纯表现为国家的政权。权力作为一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可以是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经济性的或文化性等等。

在布迪厄和其他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权力不是单维度和单向性的，也不是某种实质性的因素，而是一种力的关系，是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存在的多维度力量。决定着权力的性质的，是组成特定相互关系的各个社会地位上的行动者所握有的实际资本的力量总和。为此，布迪厄引进了资本的概念，同时也将资本分为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等不同类型。由于资本和权力概念同时又成为场域的基本组成因素，由于象征性实践和“生存心态”的运作也同场域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从场域的运作及其特殊性质的角度论述资本和权力的问题。

权力在各个场域中之所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因为任何组成社会场域的关系网络，只有靠在其中贯穿的权力关系才能维持下来，并不断地运作。由各个行动者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从来都不是靠其中的任何一个行动者单独地决定的。即使是当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行动者和某群体，作为该网络的主要统治者，试图控制整个网络的其他行动者，该网络中的权力关系也不可能采取单向的和单一维度的结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统治者，其统治权力的实现，不可能单靠其自身的意图、利益和地位，而是必须结合被统治者各方的力量，并在各种力量的竞赛和对比中真正实现。所以，统治的权力是由统治的权力和被统治的权力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在其中不但有统治者所发出的统治意向和统治策略，同时也有被统治者各方的反抗和反统治的意向和策略；即使是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出现协调和谐的情况下，统治关系仍然是多元的和多维度的。在统治关系中所呈现的上述多维度的权力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表现了各个场域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力量对比的典范结构。

在各个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如前所述，是同各个行动者所握有的资本种类及其总量所决定的。这些资本，只有在相互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网络中呈现出来，并发挥其实效，才是对于场域的形成和运作具有意义。各个行动者手中所握有的资本同这些行动者所占有的社会地位，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决定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各个行动者的资本是由其历史的和现有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另一方面，各行动者的实际资本又反过来在其实际发挥效用的过程中，决定着各个行动者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强弱。而且，同行动者的资本相联系的社会地位本身，也始终随着社会关系网络中各行动者之间的竞争而变化，随着竞争中资本的不断周转和变化而不断重建。

第六节　场域的象征性

当代社会的权力运作及其再分配原则，已经完全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及其正当化，主要是靠文化象征性运作以及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功能来完成的。因此，探讨当代社会权力及其正当化过程和程序，必须深入分析社会场域中文化因素的渗透和语言竞争市场中象征性权力运作的过程。

关于场域中指导着行动和权力斗争的上述复杂的利益原则，越是在充满着象征性结构的现代社会中，越采取复杂的掩饰性的“无关利益”的象征形式。相对于古代社会，现代社会中起作用的利益原则，作为各种场域的运作基本逻辑，总是采用较为复杂的象征形式，特别是采取某种向文化转化的无关利益的形式。而在现代社会中，越是远离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越是在被人们称为“高尚”和“神圣”的文化再生产的场域中，例如在艺术的场域和文学的场域中，指导着场域的运作的基本原则，就越采取最无关利益的形式。

在谈到那些与场域的实际运作密切相关的“利益”概念的时候，布迪厄直截了当地说：“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利益这个词是如此成为我们的中心旨趣呢？为什么对于所有的行动者来说，当他们行动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利益的问题，而探讨利益的问题又是如此重要呢？实际上，利益的概念，对我来说，就是与某种把人类行动神秘化的魔术性观点进行决裂的一种工具（un instrument de rupture avec une vision enchantée, et mystificatrice, des conduites humaines）”（Bourdieu, P. 1994: 149）。

显然，布迪厄在论述场域的性质及其运作逻辑时所强调使用的利益原则，不仅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对于真正揭示实际生活中的场域性质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且，还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改造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对于传统社会理论和传统社会学将各种利益原则“魔咒化”以及将利益原则简单地归结为功利主义公式的各种作法，具有深刻的批判和改造的意义。同时，在布迪厄上述的利益原则中，还包含着对于传统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行动逻辑原则的批判。实际上，只有强调利益原则贯穿于场域运作的始终，只有强调这些利益原则同所谓“无关利益的利益原则”之间进行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和复杂性，才能够揭示社会场域的真正作逻辑，才能够以尽可能接近真实面貌的描述和分析途径去说明场域的实际运作逻辑，才能缩短被说明的场域运作逻辑同实际的运作逻辑之间的差距。

而且，即使是在承认人类行动一般地具有理性化的特征时，也必须看到理性化本身，并不是永远采取理性化的形式；在布迪厄看来，理性化的人类行动，越是采取与理性化相反的曲折形式，其理性化的程度就越高；反之，越采取表面的非理性的形式，越可以达到单纯理性化所可能达不到的目的。这就是说，在各种场域中的行动运作逻辑，绝不能用传统社会理论所总结的理性主义原则，绝不能单纯以理性化而化约所有的行动原则。当代社会的实际社会场域的运作过程，生动地表现了这样一种逻辑：场域中的行动越是理性化，越采取非理性化的途径和形式，越隐含着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形式；而合理化行动所采用的上述吊诡形式，不但没有减轻其理性化的程度，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其合理性，并使这些理性行动达成实际效益；同时，当代理性化的上述复杂形式，也表明当代理性化的象征化特征。

布迪厄在谈到上述利益概念的时候，还进一步使用“幻觉”（illusio）、“投资”（investissement）和“本能冲动”（libido）等概念，以便更深刻地说明场域中的行动的复杂性和游戏性。

“幻觉”来自拉丁文illusio，源自“游戏”一词。在古拉丁文那里，这个词隐含着“引导产生错觉并玩弄策略”以达到使用计谋的目的。因此，严格地说，上述“幻觉”一词，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三重相互关联的意义，也只有同这三重意义相关连的情况下，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它所要表达的意涵。第一重意义涉及到“错误”；只有把幻觉同错误相比较，才能把握两者的区别：错误往往是由于脱离真理的范围而产生的，而且，错误往往可以通过某一种有效的方法进行纠正；至于幻觉，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同时又无法从根本上纠正过来，因为幻觉本身就是对于一切试图消除错误的知觉活动和理性活动的对抗。第二重意义涉及到“偏见”或“先入之见”：如果说偏见和先入之见具有某种“先天观点”的意涵，同时进行认知活动的主体也自认为有理由接受它，那么，幻觉是直接地和不可抗拒地为主体所接受，哪怕是主体采用批判的方式也无法拒绝。第三重意义关系到心理和生理活动中的幻象：如果说生理和心理的幻象并非由客观对象所引起的一种感觉的话，那么幻觉并不是由某种客观的对象所引起，而是一种主观感觉。所以，幻觉一方面区别于错误、偏见和幻象，但同时又兼有了三者的某些重要特性，使幻觉具有正确和错误、精确和含糊的共性，并因此又使幻觉有可能游荡于正确和错误、精确和含糊之间，成为了超越正确和错误、精确和含糊的更高层次的感知模式。

这种幻觉式的知觉，实际上就是人类陷入游戏活动时的那种精神状态。荷兰人类学家胡依金克（Johan Huizinga, 1872—1945）在其《游戏的人》（Homo ludens. 1938）一书中曾深刻指出：幻觉意味着游戏者进入游戏，被游戏所包围并因而使自己投入到游戏之中；也意味着游戏者具有严肃的游戏精神（Huizinga, J. 1938）。所以，只有使用“幻觉”这个概念，才能正确表达投入游戏中的游戏者所具备的那种精神状态：在游戏中的游戏者，就其严肃地投入游戏活动而言，他具有严肃的认真精神，全力以赴地陷入游戏活动之中，把游戏当作自身的最高乐趣，并以自身融化在游戏之中而快乐；但就游戏者被卷入游戏之中而言，游戏者完全听任游戏活动的摆布，陷入一种陶醉的无意识状态，通过不计较运动中的各种明确界线而达到尽可能符合游戏的规则的程度。

通过同“幻觉”概念的比较，布迪厄明确地指出：“实际上，利益这个词，就其第一层含意来说，恰正意味着我用‘幻觉’概念所表达的那些精神，也就是造成同某种重要的社会游戏相协调的状况；而这些游戏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行动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利益，就是陷入游戏中，参与并采取对于游戏者来说是值得去游戏的那种游戏，而且，利益还意味着；通过游戏和在游戏中的活动所生成的游戏策略也是值得继续进行下去，也就是说，利益就是对于游戏和在游戏中的赌注性计谋的确认。”（Bourdieu, P. 1994: 151）

所有的社会场域，不管是科学场域、艺术场域、官僚场域或政治场域等等，都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和力量，它能使参与到场域中去的所有的行动者，都不得不同场域本身保持某种“幻觉”的状态（Bourdieu, P. 1992a）。这样一来，所有的场域都表现出某种力的关系网络，而这些关系网络又具有某种客观的强制性的吸引力和摆布能力，不但迫使与之相关的行动者抱着“幻觉”的态度而陷入其中，而且也能使这些行动者在其中不断地将其自身的资本投资出去，并在场域的运作中，一方面使资本不断被消耗，另一方面又在消耗中不断更新。当然，陷入游戏的行动者，在各个场域中，也可以具有改造原有场域力量结构和力量相互关系网络的能力和可能性，但是，他们的这种能力和可能性本身也不能逃脱整个场域的力量对立关系的牵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陷入各个场域的游戏者和行动者，他们一方面有主动性，并且往往依据其本身的资本而发挥不同程度的主动性，可以在改变场域的力量结构中起着各种不同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任何一种主动行为又必须以承认或默认场域的客观游戏规则作为前提。

因此，在布迪厄看来，任何行动者，包括研究社会的社会学家在内，他们所面对的场域，往往是采取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和表达方式；而三者之间，既相区别又相混合。他所说的三种不同的场域，指的是：（1）实际存在的场域，这是由现实的社会生活所构成的。因此，在这种类型的实际存在的场域中，各个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实际的物和实际的无形精神因素。（2）是行动者和社会学家所看到和观察到的那些实际场域。这种场域尽管也是实际存在的，但它和第一种实际存在的场域有所不同。第一种场域是未经行动者和社会学家的感官所感知，因而未被这些感知所改造或修正。第二种场域，严格地说，并不是客观地实际存在的场域，而是行动者和社会学家感知和观察的结果，是在他们的感知器官或感知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场域。（3）是行动者和社会学家用语言或概念所表述的那种场域，是以人所独有的语言和概念等象征性形式所表达的场域结构。显然，第三种场域不但不同于第一种和第二种，而且更有可能依据语言和概念的象征结构的特征，而变得远离第一种和第二种的场域。

正因为这样，布迪厄每当论述场域的性质和结构的时候，往往都是针对着他所观察和分析的那些实际存在的场域；而且，当他以语言论述的形式表达他所直接观察到的场域的时候，他又要求读者对于他所论述的场域性质进行必要的反思。

为此，布迪厄要求他的读者对于其场域论述进行一种“关系性的”（relationnelle）、“结构性的”（structurale）和“生成性的”（générative）阅读方式。布迪厄指出：“实际本身就是关系性的。”（Bourdieu, P. 1994: 17）他所提出的上述阅读方式，是为了同传统的“实质主义的”阅读方式（lecture“substantialiste”）相对立的。

在上述的三种阅读方式中，最重要的是“关系性的”和“生成性的”。所谓关系性的，实际上也是包含三种类型的关系性及其各种变种。第一类的关系性，指的是人们所观察和论述的各种实际场域同与之相关的其他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布迪厄看来，人们固然可以选择自己所考察的特定场域对象，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空间中，这些作为对象的特定场域，它的存在并不是有明确的边界和界线。被观察和研究的场域，它的边界线是观察者从其观察的角度和目的所确定的。实际的场域，始终是以混乱和相互交错的关系而存在。正如自然科学家所考察的特定对象是由科学家本人依据其考察需求和标准而确定一样，社会科学家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也是靠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要求和标准而确定其范围，并依据一定的分类方法而加以分类。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都是杂乱无章地客观地存在。因此，布迪厄指出任何场域的性质及其边界，实际上都是社会科学家依据其主观的研究要求而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研究对象的各个特定场域，即使是在确定下来而同其他的场域相区别，其实际存在方式仍然不免同其他的场域有密切的交错关系。所以，关系性的阅读方式要求把作为对象的实际场域，同其他邻近的或交叉的场域相关连起来，避免孤立地和僵化地进行研究。例如，当社会科学家研究某一个特定的文学场域的时候，研究者是为了研究文学的特性而特地将某一个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界定为一个研究对象；但这种被界定的文学场域，在实际上又离不开与之相交的权力场域、经济场域和教育场域等等。所以，在阅读被研究的特定文学场域的时候，除了注意到文学场域自身所特有的特殊结构和运作逻辑以外，还要充分考虑到它同其他场域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其他场域的存在的影响。

第二类的关系性，指的是实际存在的场域同语言表达出来的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性的阅读方式本身，并不可能靠任何语言表达和描述就可以正确地加以说明，更不用说在实际的分析中加以运用。这关系到语言在描述和分析以及概括过程中对于任何语言对象的修正。传统的西方理论论述和表达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思考模式，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就始终存在着对于语言表达的准确度及其真理性的盲目崇拜，以致于人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语言和概念所表述出来的内容同事实之间的差距。布迪厄的社会理论所强调的象征性和反思性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近50年来西方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对于语言研究的最新成果基础上，强调语言概括及其各种论述方式同事实对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还特别强调，使用语言的思想家的思想观点以及语言使用脉络，对于上述复杂关系的重要影响。由于各种社会场域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因素，同时也同人们的各种实际的利益相关连，所以，任何思想家对于场域的描述和表达，就更有可能同实际的场域状况产生很大的差距。在对于各种场域的论述中，就包含着论述者对于场域中的权力关系的态度，包含着他对于这种权力关系的实际利益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布迪厄所提出的关系性阅读方式，就是充分注意上述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并要求阅读者在阅读时，充分考量到论述者的论述方式同实际场域之间的关系。

第三类的关系性，指的是研究者对于场域的感受同其论述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存在。在这方面，布迪厄特别强调研究者在论述其观察成果和感受时所惯用的文风和修辞法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研究者的论述策略对于其观察成果的决定性影响。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正是在于论述风格、修辞及论述策略的高度复杂性和变动性。当然，自然科学家也在其论述中展现出其特有的文风和策略。但是，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论述风格和策略，更体现出被研究的社会场域本身的权力关系和各种利益网络。为此，对于各种社会科学的语言论述，特别是对于充满着权力斗争和利益竞争的各种场域的论述，尤其要注意贯穿于其中的社会科学家所采用的文风、修辞和论述策略。在充分比较和分析各个社会科学家的文风、修辞和论述策略的基础上，再比较各个社会科学家对于同一个场域的论述的内容和结构，由此体会出有关场域论述中各种文风、修辞和论述策略的影响。

至于“生成性的”阅读法，实际上也是同反思性的原则紧密相关的。这就是说，布迪厄之所以强调一种生成性的阅读法，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通过语言和概念所论述和表达的社会场域本身，始终是进行自我生产和自我生成的，也就是说是不断发生变化和转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任何读者在反思地接受一种有关场域的论述的时候，就会在反思过程中生成出由其自身的观点和方法所得出的相应结论。布迪厄在这里反对任何一种生吞活剥和盲目的阅读法。在布迪厄看来，在社会理论中，只有靠生成性的阅读法，才能够通过反思的原则，一方面重新加工和重建所接受的一切有关场域的论述，另一方面又在加工和重建的过程中，自觉地渗入阅读者本身对于有关场域论述的理解和反省，以便进一步提升并检验原有的场域论述。

布迪厄所提出的上述阅读场域论述的方式，再次凸显了场域结构的象征性。我们一再反复强调社会和人类实践的象征性。社会和人类实践的这种象征性，在场域的权力斗争逻辑及其运作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典型。决定着各种场域的权力斗争及其运作的象征性的决定性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这些因素之间又是紧密交错而不可分割。只是为了说明和分析的方便，我们不得不把这些错综复杂不可分割的因素，进行分割性的论述。这些因素包括：第一，任何场域都是靠行动者之间的语言交换，所以，场域中的语言交换的象征性结构，成为了各种场域的各种象征性结构的基础和基本模式。第二，决定着场域基本结构的权力关系，除了一方面同语言的象征性权力密切相关以外，另一方面又同最终转化成为象征性资本的各种类型的资本之间的斗争密切相联系。这一切决定了场域中的权力斗争的象征性。第三，贯穿于场域运作的力量，还包括在场和缺席的行动者的各种心态结构和精神力量，而它们都是直接出现和间接存在的行动者在历史和现实的斗争中呈现出来“生存心态”的一个表现。这就使场域的结构渗透着由无形的象征性的精神力量所构成的复杂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又同前两种渗透于语言和权力中的因素相交错。第四，不断变化的各种场域，不过是象征性地相交叉的无确定边界的实际场域、在行动参与者面前表现出来的象征性结构。每个场域的存在以及各个场域所具有的特殊运作逻辑，只是在各个场域的参与者看来才是稳定的和具有特色的。因此，各个特殊场域的存在本身就是象征性的，是实际地处于混合状态的各种场域的象征性表现。第五，各种场域的权力运作，都是靠象征性的策略原则来进行的。场域的各种实际力量的关系其变化，不可能脱离开行动的关系和策略，也不可能脱离开行动者思想和语言使用的策略。由于策略本身带有复杂的象征性结构，所以，以策略运用为灵魂的各种场域，就表现为各种策略竞争的象征性表演场所。第六，各种场域都包含包着场域本身的不断重建和自我再生产的过程及其成果。因此，场域也就成为了其自身反思的再生产的象征性场所。第七，任何场域不但是在其中的各个组成因素进行区分和被区分的场所，而且，任何场域本身，一方面是在其各个组成因素之间的区分和被区分中进行自我区分和相互区分，另一方面又是在各个场域之间的自我区分和相互区分中存在。这样一来，不但场域中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区分与被区分是象征性的，而各个场域之间的区分与被区分亦是象征性的。

以上所述决定着社会场域象征性结构的各个重要因素，我们已分别在以上相关章节中有所论述。总的来讲，这些因素之间既然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所以，它们的上述象征性结构和特征本身也是一种象征性。具有象征性的象征性结构，也就是象征性结构的一种反思性。整个场域的一般性质和各个场域的特殊性质，都必须在这种象征性和反思性的原则的基础上去认识、观察和说明。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布迪厄强调了场域运作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之间的区别（Bourdieu, P. 1980b: 144）。


第六章　语言的象征性权力及其运作逻辑

语言不但建构了社会存在所必需的意义网络，而且，也建构和疏通了社会运作所必需的权力关系网络，使整个社会在语言的沟通、交换和竞争的过程中，真正地变成了活生生的动态性人际历史整体，成为有说有笑，有哭有闹，既有紧张摩擦、又有协调整合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布迪厄把整个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当作是一种象征性的交换活动，一种通过语言作为中介而进行的社会互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社会也就是一种通过语言而进行象征性交换的市场。更简单地说，社会就是一种“语言交换市场”（linguistic exchange market）。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次活动，不管在其准备过程中还是在其贯彻过程中，也不管是正在实现的、已经实现的还是无法实现的，都离不开语言的使用。但是，布迪厄进一步指出：“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最好的沟通关系，也就是语言交换活动，其本身同样也是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说话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或者跟他们相关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是在这种语言交换活动中实现的。”（Bourdieu, P. 1991: 37）因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的语言交换，并不只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关系，并不仅仅是某种沟通和交换意见的活动，而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相互比较、调整和竞争；不同人之间的对话和语言运用，就是不同说话者的社会地位、权能、力量、才能、资本和知识等各种显示权力的因素的语言表露和语言游戏。

第一节　语言交换市场的竞争性质

社会生活中的任何语言运用，是说话者的不同权力通过对话和语言交换而进行的权力较量。说话者通过说话时所使用的语句内容以及与之相配的语气、句型、修词、表情、各种肢体动作和各种说话策略等，实际上就是同时地表达意义、显示权力和施展其现实的和可能的社会力量。因此，语言本身虽然仅仅是各种经由共识而建构的沟通符号体系，语言作为语言是对所有社会成员客观而公平的沟通工具，但是，语言一旦被使用，一旦同特定的目的、社会情势、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对比、各种具有特定背景的历史事件和各种处于特定脉络的社会活动相结合，不同的语言运用者依据上述语言使用的背景和条件所发出的语言讯号和进行的实际对话，就变成了这些语言使用者及其背后的整个社会势力和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和权力竞争过程。

在布迪厄看来，要正确理解社会的语言交换市场性质，必须同时理解社会世界的象征性结构。布迪厄认为，社会的象征性结构是由社会场域（champ social）、生存心态（habitus）和社会制约性条件（conditionnement social）三者的相互交错构成的，又是贯穿于三者之中的人类实际活动的产物和基本条件。社会总是呈现为各种具体的“场域”。社会场域意指具有创造实践、文化才干的互动者、社会行动者，进行竞争较量的“力的较量”的场所。社会就像市场，是凭着意愿进行“力的较量”的场域。不同阶级的人隐含并掌握着不同的“力”，进行一场竞赛游戏，而社会的各个领域便是这场竞赛的场域。

布迪厄在谈场域的时候，认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会进行各种转换，而资本宰制的适切变化原则，是在于资本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个人资本的生产、再生产与复制，就是透过这些客观的、制度化的中介机构来完成（Bourdieu, P. 1990: 183—184）。各种制度化的社会机构，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不同等级的权力机关、交换机构和文化教育机构等。所以，布迪厄说：“制度内的客观化，保证着物质和象征的获得物，其维持和累积，是不需要社会成员费尽心思地不断行动；并且这些制度的利益是不同占有（appropriation）的客体，从它各种形式的客观化，确定了资本分配结构的再生产，且为了这些占有结构的先行条件，再生产出宰制和依赖的生产关系。”（Ibid. : 184）

同时布迪厄也认为在资本市场中，语言会成为一种交换性的经济资本，这种经济资本是由各个国家塑造成的市场机构所制订的市场规律来决定。如果一个官方语言进行统治性的政策的话，那么这种语言的市场性将会更明显：一方面，由语言组成的场域运作逻辑又会与个人的生存心态相互连接而进行估算，以决定自己在语言市场中要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和策略（Bourdieu, P. 1991: 52—57）；另一方面，语言能力不仅是在语言交换中养成和造就，也靠学校教育培训出来。掌握不同经济资本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也产生不同的语言能力。这些不同的语言能力，实际上成为了各个人在语言交换市场中的资本，在他们所握有的资本总量中占据一定的份量。在成本的观点看来，语言能力可以在语言交换市场中创造出客观的能力。不过这与文化资本又有一些区别，就是说，我们在语言的交换市场中，语言的交换会产生出利益。当然，这跟训练成本并不一样，因为训练成本指的是整个社会能力的培养成本，除了是指学习语言所需花费的个人能力成本以外，我们在市场中交换的还有文化资本及其他资本——这些资本作为一种力量和能力也需要有成本。因此，语言交换活动中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其本身就是语言运用者，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经过一定数量的资本投资所累积的；它是依据投资过程中的不同成本的代价而获得，并累积起来的。显然，由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优越社会地位，实际上已经客观地为语言能力的形成和累积提供了最好的资本和成本基础。所以，在语言交换中的各种能力的高低，不但决定于语言使用者在交换中所呈现的具体灵活的能力和技巧，而且，也决定于此前语言运用者所占据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各种资本上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交换中的语言能力的呈现及其较量，表现了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历史实践对于语言运用者的实际影响，也表现了语言运用者历史和现实的资本积累状况和投资状况。

循着这样的思路脉络下来，不难理解布迪厄批评语言学大师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及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之缘由。索绪尔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区分开来：语言是一种社会资源，是由在不同层次上结合起来的单位和规则所组成的可继承性稳定系统；言语是在特定场合被人采用的具体化的语言。布迪厄认为，索绪尔在分析语言的时候，忽略了社会历史条件对语言的影响，也忽视了在历史过程中言语的运用能改变语言体系本身这一事实；对于语言结构之不变性、固定性，布迪厄存有相当大的质疑。同样地，乔姆斯基也在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操用（performance）上做二元区分。乔姆斯基的焦点集中在人天生的语言行为与能力，他将这些内在法则论述合法化，变成为一种语言行为的普遍法则；乔姆斯基在相当程度上，注意到社会位置、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能力就有所不同，但回避讨论合法能力的获得以及合法性市场的社会、经济组成条件（Ibid. : 44）。布迪厄并不认同这两位语言学家所采用的二分法区分。他认为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语言结构之外的冲突、控制与权力关系，正是语言之所以可能成为官方标准语言的决定要素；也是语言运用之所以形成为资本较量和取得不同社会地位的基本条件的重要原因。况且这样的截然二分法，阻断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相互影响之双向运作。行动者在“说话”的过程中，根本上并不是如同以往人类学家与语言学家所认定的那般，只是“规则”的遵循；事实上，“说话”就是一种策略的运用，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规则。这种策略上的运用就是在确保说话者的权力贯彻与听话者的服从上，说话实际上只是个中介环节，透过说话，或是其他文字上的表达，将说的词句深埋在策略之下，以符合说与听两者的权力关系。这样透过隐晦不明的方式，辗转表达了资源拥有者之权力及行动成员间的阶级关系。

第二节　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

语言的象征性权力（le pouvoir symbolique du langage）概念，是布迪厄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努力创建的“象征形式的反思社会学”（la sociologie refléxive des formes symboliques）中的重要核心部分。通过语言的象征性权力概念，布迪厄试图把语言同社会以及在社会中复杂地建构和运作的权力网络，连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前所述，在布迪厄看来，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一种单纯手段，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再建构和再生产的一个中介，同时又是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和具有不同行动能力的个人和群体，为了寻求他们的利益、发挥他们实际活动能力的中介。语言和社会之间的紧密血肉般的关系，使布迪厄始终都是从语言观点去研究社会，也从社会观点研究语言。在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就是社会，社会便是语言。但是，语言和社会的同一关系，只有通过“象征”和“权力”的连贯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和语言，都同时贯穿着“象征”和“权力”。因此，语言、社会、象征和权力，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四项孤立存在的因素；他们之间相互关联，缺一不可。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概念正是将四者连贯在一起。

理解和把握布迪厄的语言象征性权力概念及其社会运作逻辑的中心点，就是始终把语言同社会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加以考察，并把语言和社会，一方面同具有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双重结构的各种社会场域不断再生产的社会实践活动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不断地同时结构化和被结构化的施动者（agent）在社会场域权力网络中的各种行动相关联。换句话说，布迪厄的语言象征性权力概念，是同他全新的“社会”、“施动者”、“实践”和“生存结构”等基本范畴密切相关。

实践是一种极复杂的运动过程。实践不止是一般的运动。它是各种“力”交错互动的向量总和及总倾向；同时，实践又掺入了复杂的世界外在（括社会和自然的客观）人之自由本质及其高度创造性的精神的生命因素。因此，实践具有主动的被动性和被动的主动性，表现出同时双向性的内化和外化倾向和动力。

再者，就实践的实施运作的范围而言，它通过各种象征结构，把个人与他人、与自然、与社会，连在一起，并在串连的过程中，将施为、自然、社会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各种主动和被动力量，全部卷入到实践本身的象征性结构及其不断再生产活动之中。因此，最后又导致那些被卷入进去的各因素的再生和相互转化。

布迪厄把象征性实践的“中介性因素”看作是连接主客观、社会与个人、产品与历史过程、过去与未来、目的与手段等对立项的中介转换机制，也是使实践本身成为内与外、静与动相互交错转型的场所。所以，实践不仅造就了一个新世界，而且也使旧世界在新世界内部获得复制；实践不仅开启新的过程，而且也是从原有制约条件出发，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为一个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双重结构，成为连锁的原因和结果的历史系列。

象征性实践的创造性生命及其“中介性因素”所起的“战略性相互关连作用”，同人类象征性实践所创造的“象征性双重意义结构”及其游戏性的运作模式有密切关连。当然，象征性实践的这种“象征性双重意义结构”及其游戏运作模式，又集中地在人类语言及其使用中表现出来，同时也在语言的使用中千变万化；因为人类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特有象征体系，而语言的应用则是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的最基本的象征性实践，是最复杂的社会日常生活、经济、政治、宗教及文化艺术活动的必不可少的“中介性因素”，因此，贯穿着语言运用的一切人类实践都成为了象征性的活动。从这种日常生活的实践所产生出来的符号性事物，会再回过头来成为外在的制约物或是条件，而语言正是这种转化的中介与基本单位。

如果说布迪厄的社会观和社会理论始终都是把权力当作最重要的概念的话，那么，在布迪厄看来，社会中的任何一种权力运作都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语言象征性交换活动，离不开以语言使用为中介的象征性实践。换句话说，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任何权力较量和竞争，不管是发生在社会上层或下层，也不管是发生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管是进行在政治活动领域还是在文化生活场域或在日常生活世界中，都是通过实际的语言交换活动，通过语言交换所带动和贯穿的象征性实践而实现。因此，社会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语言交换活动，不仅实现了语言交换者之间的意义沟通、情感表达和思想意愿的交流，而且实际上也是建构、调整和协调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同时，也是进行和实现他们之间的权力较量、协调和权力再分配。

在语言交换活动中所实现的权力较量、协调和权力再分配，表现了语言使用和交换同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建构、协调和不断重建过程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表现了内在于和贯穿于语言使用中的象征性权力的实际效果。社会中的权力运作本来是到处存在的。但是，不管是权力的施动者还是接受权力的对象，往往意识不到或甚至不愿看到权力的实际运作及其效果。权力运作的这种“不可见的性质”，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有意识地加强权力本身原有的不可见性质，另一方面是因为被统治者已经习惯于反复出现和复杂地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权力现象，以致于习惯地以“不承认”取代对于权力的“承认”。人们这种对于权力极端矛盾的态度，更主要的，还是根源于权力本身运作的象征性特征，根源于社会权力运作的悖论本身。布迪厄指出：“就是那种不可见的权力；而这种不可见的权力，只有当那些不愿意知道他们自己隶属于它，或不愿意知道他们自己正在操作它的人们，心甘情愿地充当共犯的时候，才有可能被实行。”（Ibid. : 164）

所以，社会、权力和语言的三角关系，构成了社会的象征性结构以及权力的象征性实践的基础和基本动力。在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中，对于社会、权力和语言的正确理解和分析，构成了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反思性研究的基础。

导致权力象征化，也就是导致权力“不可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如前所述，这些因素包括社会和文化本身在客观方面的复杂性，也包括权力操纵者在主观方面的复杂因素。但是，语言的象征性交换活动的复杂性，语言的象征性交换同权力运作的相互渗透，却把本来就已经够复杂的上述主客观因素进一步变得更加复杂化，加强了权力运作的象征性和不可见性。

布迪厄对于语言象征性权力的研究，就是要揭露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的语言交换的深刻社会意义，揭示社会中语言交换所隐含和表现的象征性权力的性质，揭示社会权力和社会活动通过语言交换所采取的各种极其复杂、曲折和隐蔽的策略。同时，由于近代社会已进入到高度发达的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消费的新阶段，上述权力运作同语言交换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就变成了分析和揭露近代社会运作逻辑的关键。

如果说语言运用和语言交换同社会权力运作的密切关系在任何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那么，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把这种密切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并不断地随着近代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深化而加倍地象征化。所以，在布迪厄看来，如果要深入揭露近代社会的运作逻辑的话，就不能不集中地分析当代社会语言交换的象征性权力性质及其各种表现。

第三节　当代社会象征性权力运作的特征

为了正确理解布迪厄关于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有必要从他的社会理论对于近代社会的总观点以及他关于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具体内容两个层次去进行分析。

首先，布迪厄关于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是同他对于近代社会的总观点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他所要分析和批判的近代社会，是实现了高度文化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布迪厄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主要靠文化再生产作为基本动力的经济交换市场体系。资本主义经济交换不同于古代经济交换活动的地方，就是靠不断理性化的文化再生产作为调整经济交换活动和整个社会运作的基本杠杆。从16世纪资本主义社会自封建社会脱胎以来，文化再生产的理性化过程不断地渗透和指导着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活动，不断地巩固和重建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也不断地造就和培训在经济交换活动中的每个行动者的心态，使整个近代社会的整体结构和社会成员的心态结构在互动中同质地发展，并不断地复杂化。近三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靠稳定的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实践而使同质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不断地和重复地再生产出来。布迪厄在《国家显贵》（La Noblesse d'Etat. 1989）一书中以法国社会为例，生动地分析了作为文化再生产核心的教育制度，如何保障文化再生产过程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再生产过程的控制（Bourdieu, P. 1989）。文化再生产过程，作为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再生产过程的灵魂，就是靠以语言为基本中介符号体系的象征性交换而实现对整个社会权力的再分配。这种以文化再生产为基础，又以文化再生产的过程相伴随的近代社会权力再分配过程，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政治和经济在内的整个体系不断稳定发展的真正动力。

通过文化再生产和权力再分配过程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中，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成功而有效地建构和维持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之间相互协调的同质关系。正如布迪厄所说：“在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区分之间，特别是在不同场域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之间，以及在观察的原则和社会行动者所运用的区分原则之间，存在着一种相适应性。”（Ibid. : 7）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之间的上述同质关系，随着当代社会中以语言象征性交换为中心的文化再生产在整个社会运作中的渗透而变得更加稳定。如前所述，问题的奥秘就是当代语言象征性交换本身已经隐藏着和包含着整个社会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基本原则，也同时实现了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

总之，由文化再生产中的语言象征性交换所实现的权力分配和再分配，同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同质双向互动有密切关联。具体地说，整体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及其上述同质双向互动关系，既可以成为语言象征性交换中的权力争斗和再分配的客观外在社会条件，成为特定时期内发生在语言象征性交换中的权力斗争的“社会制约性条件”（le conditionnement social），又可以构成语言象征性权力斗争过程的内在决定性因素，因而也内在地参与到语言象征性权力的整个斗争过程中去，并在这场斗争中，上述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逐渐渗透和转化成语言象征性权力的组成因素，最后在特定的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实现结果中呈现出来。

因此，在近代社会中，作为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互动运作和再生产的重要动力的权力系统，其结构和运作的逻辑同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象征性结构和运作逻辑是相对应的。所以，为了分析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运作中权力的性质及其再分配过程，必须集中地解剖权力的象征性结构，特别是集中分析权力同语言中介因素所构成的整个文化活动的密切关系，集中分析语言象征性权力的特殊形成、转化和实现的过程。近代社会的权力再分配及其运作过程，随着文化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不同于古典的中世纪社会的权力运作形式。如果说，在中世纪的权力分配和运作程序，完全依靠于直接的“神化”和“圣化”，完全依靠于王权赤裸裸的强制性任命和指定，靠某种特殊的神秘魔术力量在统治者身上的象征性表现威力，那么，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再分配，就靠越来越象征化和理性化的文化形式，采取越来越曲折和越来越中介化的“正当性”手段。为此，在布迪厄看来，要彻底揭示近代社会的权力运作的奥秘，必须集中揭示文化再生产中象征性权力的运作逻辑。

再者，近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交换活动，靠文化再生产的不断深入的干预和渗透，也典型地表现在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往来中的语言象征性交换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象征性交换活动，典型地表现了当代社会各种关系网络，同时又不断地决定着这些网络的权力关系的象征性本质特征。在近代社会中，社会再生产就是在文化再生产中实现的，而文化再生产又是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在所有这些过程中，由于近现代知识体系的优先社会地位及其正当化的功能，语言论述的建构和运用，语言论述之间的竞争及其在社会中的扩展，就显得非常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方面，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离不开象征性权力的再分配以及在象征性权力中渗透的语言论述的竞争性交换，另一方面，象征性权力的再分配及其中渗透着的语言论述过程，又反过来影响着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影响着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运作和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社会再生产、权力再分配、语言论述的象征性交换以及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运作和再生产，在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越来越紧密地相互交错和相互渗透，也构成了贯穿于社会运动中的象征性实践的动力来源和实现基础。

如此一来，近代社会的象征性结构及其运作，社会中权力的象征性交换和再分配，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运作对于整个社会和权力结构的渗透，社会结构和个人心态结构的双向共时同质互动的象征性结构，语言和文化的象征性中介功能对于人的实际活动的渗透，所有这一切，不但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而且也决定了语言象征性权力的运作过程对于社会分析的重要意义。在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中，上述各个方面都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连结的。正因为这样，布迪厄把他的社会理论归结为“一种相关性的科学哲学（une philosophie de la science relationnelle），因为它把各种关系列为首要地位”（Bourdieu, P. 1994: 9）。但同时，由于这样一种相关性的科学哲学特别重视隐含于行动者的肉体结构中和有形的客观社会结构中的心态结构，所以，布迪厄又把他的社会理论的指导原则称为“一种禀性位势的行动哲学”（une philosophie de l'aetion dispositionnelle）（Ibid. ）。布迪厄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理论指导原则是环绕着一系列具有双重意义，也就是其本身具有象征性结构的基本概念而建构的。这些基本概念，包括生存心态、场域、资本和象征性实践等等。这些基本概念靠着它们本身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象征性结构，同客观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场域结构）和同内化在行动者精神内部的心态结构（特别是生存心态），具有双重意义的关系（la relation à double sens）。这也就是说，由于语言的象征性结构贯穿于整个象征性实践活动的始终，也隐含于象征性实践的前后，所以，由象征性实践所连结和不断更新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以及权力运作过程，都戴上了象征性双重结构的烙印。对于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分析，将有助于彻底弄清象征性实践本身的运作逻辑，也有助于弄清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象征性运作逻辑。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把“相关性”放在首位。也就是说，不论是社会整体，还是任何一个社会现象，都是在相关性中存在，都是必须在相关性中加以分析。没有关系，就没有社会。但是，在社会中，任何事物之间或任何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靠某种力的因素来维持和运作。在这个意义上说，力的关系决定了各种社会关系及其运作。在现实的社会中，这些力的关系就是权力关系。在近代社会中，各种权力关系，由于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逻辑的渗透，采取越来越象征化的复杂结构；作为文化再生产的基本中介环节，语言的象征性运作过程，又使权力关系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展开和运作，同样变得更加象征化。因此，近代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关系，更直接和更紧密地决定于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运作过程。

综上所述，社会的象征化，文化再生产的象征化，权力运作的象征化，实践的象征化，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是同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运作密切相关。

第四节　语言象征性权力的“柔性”和“掩饰性”

整个社会充满着权力竞争和利益斗争。在这当中，语言的应用策略及其论述方式，在选择和成形的过程中，就具有权力斗争和利益竞争的性质。语言应用及其论述的形成，在社会斗争中，发挥了某种特殊的作用和功能，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象征性暴力”（la violence symbolique）的功能。但是，这种象征性暴力究竟能否发挥作用以及究竟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这就看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策略说话：选择在什么时候说话、说什么话和怎样说话？围绕着这些，存在着斗争过程。所以，布迪厄说：“任何对政治的定义，始终都存在着一种政治的操纵过程（il y a une manipulation de la politique de la définition du politique）。斗争的赌注游戏，就是斗争的一种赌注：在任何情况下，围绕着是否将某些点上的斗争‘适当地’说出来，始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象征性暴力作为柔性的和掩饰性的暴力，就是在这种倾向中实现的。”（Bourdieu, P. 1980b: 258）

语言的象征性暴力不同于露骨的、赤裸裸的暴力，它是以非常讲究的论述策略以及各种符合社会和说话规范的方式显露出来、并发挥作用的。当象征性暴力施展其影响时，它呈现出“以理服人”和“彬彬有礼”的文明方式和过程。它宁愿采纳不露声色和静悄悄的方式，在谈论和对话中，不知不觉地征服它所要征服的对象。

所以，布迪厄以大量的叙述和分析过程，说明语言论述象征性暴力的性质及其实施过程、程序和策略。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迂回过程，因为它要求经历多次的反复，在选择场合、时刻、表达方式和气氛的各个方面，斟酌如何采取最“适当”的语言表达、修词和语句，显示出说话者遵守社会和语言规范的能力和修养。

在深入而具体分析布迪厄关于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以前，无论如何必须先弄清楚布迪厄关于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象征性的论述。把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概念同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象征性论述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这不只是认识语言象征性权力概念的逻辑程序所要求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近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以及在这双重结构中活动的人类象征性实践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

所以，分析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是充满着悖论的理论考察。一方面，从事实上看，社会中的任何一种语言象征性权力的运作过程，始终都是离不开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复杂运作过程；另一方面，从认识过程和逻辑分析程序来看，又不得不把语言象征性权力运作过程中相互紧密连结的各个环节，加以暂时地分隔，加以逐一地具体分析，造成认知和逻辑分析过程中的各种对象同在社会中现实运作的事物相脱节，甚至造成局部的和暂时的扭曲，然后又不得不针对这些被暂时扭曲的因素进行必要的反思，以便尽可能从总体上把握其真相和实际的运作逻辑。

由此可见，研究布迪厄的语言象征性权力的概念，同时又是掌握布迪厄的方法论的过程。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分析，对于社会分析中的方法论的运用，之所以双双都紧密地同对语言的分析批判相联系，是因为社会整体的运作和研究社会的活动都是离不开语言的运用，离不开语言运用中的象征性权力的实际运作。布迪厄的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不只是克服和超越传统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而且也是在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者本人和被研究的社会文化的语言结构的不断分析和批判。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展开和实施过程，既表现在社会理论所要研究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以及客观的象征性实践活动中，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理论家在研究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方法论的实现过程。所以，在布迪厄的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中，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目标，同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批判被运用的语言的象征性结构，始终都是同时进行的。

在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中，象征性实践是一个关键概念。如前所述，布迪厄把整个社会和心态结构看作是一种象征性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靠语言的象征性交换活动作为中介和基本动力。人的任何社会活动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这些意义可能是行动者所赋予的，也可能是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所赋予的，因而行动者或行动参与者并不一定主观地意识到。而实践的各种意义，不管是实践过程中当场所要表现出来的，还是实践过程之前或之后所潜在地包含着的，总是靠语言的象征性结构负载着和加以表达，加以保存，加以积累，加以发展，甚至有时根据需要加以掩饰和适当地歪曲。这一切决定了人的实际活动和实践的象征性。但是另一方面，语言的象征性交换总是在人的实际活动中实现，也就是说，语言的象征性交换一刻也离不开实践。语言象征性交换同实践、同实际活动的既共时又连续的密切关联，决定了社会实际活动和实践的象征性。所以，布迪厄的“象征性实践”的概念，表达了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人类社会实际活动的性质。

具体地说，第一，象征性实践表明人类的任何社会实际活动都是离不开语言的象征性结构和运作逻辑，离不开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影响和运作。第二，人类的任何社会实际活动都是在同语言象征性权力紧密结合的条件下发动和开启的。第三，语言的象征性权力，随着实际活动的展开而在语言象征性交换活动中显示出来，并影响着实际活动的实现过程。第四，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经过实际活动的实现过程，经过实际活动中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和重构，有可能在实际活动的各种具体成果中沉淀下来，因而隐蔽地或潜在地包含在实际活动的结果中。第五，语言的象征性权力，或者成为新的实际活动展开的一种新的激活能量，或者成为以往各种已经实现了的实际活动成果的形式而为新实际活动的展开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语言象征性权力又变成了不同阶段的实际活动和不同性质的实践活动之间的中介性环节，成为了连结社会整体各种实践活动的力量枢纽，也成为了社会整体各种实践活动的组织性和制度性的社会连结力量。第六，语言的象征性交换及其中的权力运作，不但构成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二元同质双向互动的关系，而且也保障了此二元互动关系的不断象征化以及它们在象征性实践中的不断再生产。第七，语言的象征性交换及其权力运作，同时也促使本来已经象征化的象征性实践不断地自我分化和自我二重化，不但向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双向共时外在化和内在化，而且也使上述在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不同层面上的外在化和内在化过程，再度地二重化，并沿着这种自我二重化的逻辑，而实现象征性实践的继续自我分化，导致象征性实践的不断层次化、区分化、中介化和自律化。由此可见，语言的象征性交换及其中的权力运作，是当代社会象征性实践的不断区分化和自我区分化的重要基础。第八，语言的象征性交换及其权力运作，不但使语言中所隐含的极其丰富的意义结构得以在实践活动中发挥出来，成为象征性实践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的能力基础，同时，也使象征性实践同行动者的内在心态结构及其精神内涵相互连结和相互转化，使行动同思想以及各种意识、情感、习惯、品味、风格和禀性等因素形成双向互动关系，导致象征性实践本身变成为心态结构的一种客观化和外在化的过程，也就是一种心态结构的向外结构化的过程。但同时，这种心态结构在象征性实践中的向外结构化，实际上又是同一实践过程中的客观外在因素的内在化过程，也就是心态结构在新的社会条件中的“被结构化的过程”。第九，藉助于语言象征性交换及其权力运作过程，象征性实践一方面遵循着被语言文字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各种权力关系规定以及各种行动规则，另一方面又把实践过程中所遭遇和累积的新的社会经验和新的权力关系用语言文字加以规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并同时实现某种正当化的程序。在这个意义上讲，语言的象征性交换及其权力运作，又成为社会中的象征性实践的限制性的规定力量和条件，又是象征性实践为其本身的不断更新和不断创造的创造性力量和智能的源泉，成为象征性实践必须遵守的各种社会制度和规范的源泉。

由此可见，布迪厄在研究语言象征性权力的时候，正如他研究人、社会及文化的象征性结构时一样，最重要的，并不是象征及其结构本身，而是语言、社会和文化象征性结构的实际运作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与象征有关的复杂问题，也就是“象征性”（la symbolique）。正如布迪厄自己所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研究“象征”的性质及其结构，而是深入研究“象征性实践”（symbolic practice），尤其研究象征性实践的“进入与出发、充实与虚空化、关闭与开启、连结与解脱等等”（Bourdieu, P. 1990: 21）。

任何象征性结构都是与人的实践有密切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象征结构及其体系都是人的实践所创造的，而且其运作也是完全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所以，象征符号及其体系的生命力来自于人的实践。脱离了人的实践，任何象征性结构及其体系就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符号，是没有生命、也没有动力的纯粹符号的堆积。象征性结构包含了二元的对立关系，其中的一方总是同另一方发生互动，并通过这种互动而引起二元对立背后的新的二元对立关系。但是，象征性结构中的二元对立关系，不管是哪一个层次，都必须同人的实践活动发生关联，才有可能存在和运作起来。所以，象征性结构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创造力的一种存在形式和运作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象征性结构的运作就是象征性实践的基本形式。

在象征性实际活动中，具有象征结构的语言，集中地透过语言本身的运作，把语言中所包含的一切双重意义结构渗透和扩展到社会结构中去，一方面使社会和文化中原有的象征性结构及其复杂关系，进一步透过语言的象征性而再次双重化和复杂化，另一方面，又同时带动语言和社会象征性结构的不断再生产。上述两方面的不断复杂化过程，实质上就是象征性实践的中介化过程极其不断分化和不断更新。在这意义上说，“中介化”成为了语言象征性权力运作的主要过程，也是整个社会在象征性实践中不断复杂化和不断区分化的主要途径。当然，中介化过程是以语言和社会的象征性双重结构为基础，以权力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及其在语言中的象征化作为基本动力。

语言的双重意义结构，表面看来是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共识的结果，但实际上是社会中权力斗争的产物和基本条件。意义系统的建构，一方面，是社会各阶层成员间力量较量的记录和结果，另一方面，又被社会中取得正当化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所利用，为他们的利益和权力再分配服务的象征性体系。

语言中的双重意义结构的重要性，正是在于它以自身的中介性环节为基础，为与其相关的一切因素的不断再中介化提供可能性。所以，象征性运作，也就是象征性实践，归根结底，就是中介化不断分化和再中介化的过程。而且，由于象征性运作中的中介化过程，为中介性因素的策略性运用提供了种种可能性，所以，中介化的象征性实践，就隐含着使用中介性因素的各种策略游戏。

象征性和中介性因素在策略游戏方面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在权力和语言的社会运用中。后期维特根斯坦曾经在《哲学的探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1953）一书中，总结语言象征性运作中各种中介因素的策略游戏的社会意义，尤其强调语言的社会运用在语言研究中的中心地位（Wittgenstein, L. 1968[1953]: 4; 8; 137）。布迪厄正是从后期维根斯坦的上述重要观点出发，进一步说明语言象征性运作及其与权力象征性运作的密切关联。布迪厄尤其集中地论述了语言象征性运作中意义双重结构的中介化过程，并把它同权力运作中的中介化过程关联在一起。正如他所说，语言象征性运作的重要性，就在于语言运用中的中介性因素的策略意义，以及由此建构出的社会各事物的相互关联性（Bourdieu, P. 1990: 59—75）。所以，从根本上说，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实施过程，就是透过语言象征性运作而使社会中的权力网络演变成越来越复杂的中介性因素的策略游戏活动。

第五节　语言运用技巧与权力策略的交叉

语言运用的技巧和权力运用的策略是紧密相连的。语言运用的技巧，就是如何说得好一点，使话语更有说服力，使话语的听众和文字的读者不但听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且能照说话者和写作者的意图去行动，使说话者、听话者和读者所处的社会世界能感受到最大程度的语言效果，并使这个社会世界能朝着说话者所期望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语言运用的技巧已经包含了权力的运用及其效果。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运用的技巧就是权力运作的策略。但是，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权力的运作，都是离不开语言的使用及其运用技巧。如何使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不可避免地要藉助于语言、文字的威力，其中包括权力本身藉由语言进行清楚的表达及其正当化论证，以及藉由语言文字使权力的性质、地位、功能及运作程序而制度化。当权者甚至可以藉助其优越的社会地位用语言发号施令，进行各种判决，强制听话者服从，实行某种“语言暴力”。

在语言运用的技巧方面，包括语词的选用、语句的委婉表达、以及依据不同时空条件和不同对象灵活地运用语言的能力等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上述语言运用的技巧有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不仅要求具备运用语言的才能和智能，而且实际上也要求说话者本身的权力、地位、威望、组织能力和社会协调的能力等等。

自古以来，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一向重视语言使用的技巧。在古希腊，随着诡辩术和对话术的发展，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奠定西方理性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则时，就已经发展了一套修辞学和逻辑学的体系，以确保语言表达和运用能达到最大效果。不论是修辞学还是逻辑学，都是教导人们以最大效力运用语言表达思想和意义，同时也运用语言巧妙地和强有力地组织人的各种行为，协调整个社会的秩序，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理性化和逻辑化的程度进一步空前提高，对于语言论述和话语的修辞学和逻辑学的要求也进一步提升了。近代各门学科的专业化发展，各种科学技术和知识理论的进一步分化，也使修辞学和逻辑学在各个专门领域中取得了特殊成果。这样一来，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在一般的社会对话和语言运用方面，而且也在各个专门领域的语言论述方面，都要求越来越高的专门化的话语运用的技巧。这些语言运用技巧的一般化和专门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扩大和巩固一般社会领域和专门领域的权力分配和运作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典型地表现出修辞学和逻辑学原则的语言运用的重要性。“委婉表达法”（euphémism）就是语言交换中尽可能使语词的含意婉转地表达出来，避免直接地和赤裸地表达意义。在“委婉表达法”中，表现了现代社会语言运用技巧的巨大的，甚至是无限的灵活伸缩的可能性。“委婉表达法”实际上表现了处于激烈的权力斗争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如何藉由语言运用进行相互竞争同时也总结了社会权力斗争和复杂生活过程的基本经验。为了达到权力竞争的目的，人与人之间总是千方百计地运用“委婉表达法”等语言技巧，克制、说服、控制、诱惑、挑逗、欺骗、蒙蔽别人，同时又尽可能表现自己的威力和影响。为此目的，在使用“委婉表达法”时，既可以把一句话说成千百句不同的话，又可以把千言万语压缩成一句话来表达。总之，“委婉表达法”要求人们在社会权力斗争中，善于使用语言，善于进行各种语言游戏。

布迪厄认为，文化实践的象征性特征，尽管包含着许多因素，尽管有其复杂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语言及其社会应用所固有的象征性。在布迪厄看来，一谈到人，就一定要谈到在社会的网络中互动的人。而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互动，人的一切文化活动，主要靠语言交换。语言交换的运作造成了一个市场网络。语言交换网络就是社会行动网络和权力运作网络以及社会区分化过程的象征性缩影。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换，就像商品交换市场一样，通行着一种类似于商品供求关系调整原则的语言交换市场的游戏规则。根据这类语言交换市场的游戏规则，说话者所说出来的“话”，如果要使听话者接受、并使之按说出来的“话”去行事，就必须使这些“话”赋有一定的“份量”，如同商品必须赋有一定的价值一样。而且，不仅如此，还要考虑到“说出来的话”必须足以说服得了对话者，不仅使对话者明白和理解“说出来的话”的意思，而且又能当他面对同时出现的多种“话”时，惦量出惟有某句话是最有份量的和最有价值的，因而使对话者终于在语言交换市场中选用那句对他来说是“最有价值的话”，照这句话去办事或作出各种必要的反应。

布迪厄在谈及“论谈”（the discourse）在语言交换市场（the exchange market of linguistic）的交换价值及其有效运作的逻辑时，强调“论谈”所采取的“委婉表达”（euphémisme）的重要意义。在语言交换市场中，各种“论谈”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也同样为了在语言交换中得胜，而不断地设法“说得更好一点”、“表达得更好”、或“讲得委婉动听”。所以，“委婉表达”成为了社会生活中，必须通过语言沟通时要普遍采用的实际规则。谁在语言交换中懂得语言交换市场的规则，懂得每个特定的市场中供应各方的张力关系所呈现的比率，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此种张力关系的论述或讲话策略，将自己说出的“论谈”尽可能适当地委婉表达，谁就在语言交换市场中获胜，其论谈便会成功地传播开来，因而这种论谈胜利的机会也会增多和增强，其象征性权力也不断加强。

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换就像商品交换市场一样，有一种类似商品供求关系的语言交换市场游戏规则，形成一种语言运用的场域。根据这类语言交换市场的游戏规则，说话者所说出来的“话”，如果要使听话者接受，并使之依说出来的“话”去行事，就必须使这些“话”具有一定的“份量”或“价格”，如同商品必须具有一定的价值一样。而且，还要考虑到“说出来的话”必须足以说服对话者，使对话者明白和理解“说出来的话”的意思，而且又能当他面对同时出现的多种“话”时，计算出惟有某句话是最有份量的和最有价值的，因而使对话者最后在语言交换市场中选用那句对他来说是一句“最有价值的话”，照这句话去办事或作出各种必要的反应。“委婉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一种在长期的语言交换中培训和总结出来的本领。这种本领必须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不知不觉地培养，同时又是同语言运用者的心态结构及其在语言使用中的具体变化相联系。因此，“委婉表达”除了表现语言运用者使用语词和语句的具体语言本领以外，还包含着它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实践的经验，也包含着随着实践而逐渐培养出来的语言使用的特殊心态。所有这一切，一方面同长期进行的语言交换活动的主客观因素相联系，特别是同各种社会文化脉络相联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委婉表达”同语言交换中的权力斗争的密切关系。

布迪厄在“委婉表达”中发现“象征”具普遍性的“双重意义”结构（la srructure de double sens）。什么是“象征”具普遍性的双重意义结构呢？如前所述，一切“象征”，都包含着双重意义的结构；或者，换句话说，一切象征都包含双重的意义：第一层的意义和第二层的意义；而每个层面的意义本身，又包含隶属于其自身的新双重意义。也就是说，象征的双重意义中又包含多层次的双重意义。象征的多层次双重意义结构，不仅使象征的意义结构具有无限模拟、转化的可能维度和领域，而且，也使象征的意义结构本身赋有永不僵化的运动动力和生命，具有可被想象的无限可能性，也具有潜在的再生和更新能力。

象征本身的本质特性，在于它不仅指示某物，而且也因为它替代某物而表现了某物。象征之替代及再现某物之功能，使“不在场”的事物直接地成为“在场”的。任何语言体系的双重意义结构都表现为语言表达和应用的双重性——它们的意义及其应用永远都是二元的：单义性和歧义性、准确性和模糊性、连贯性和中断性、一线单向性和共时多向性。所以，语言的象征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在“指示”和“取代”两种功能中同时完成双重意义及其相互转化。由于上述“双重意义”本身又包含着更多层次的新双重意义结构，包含着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双重意义”，所以，“双重意义结构”成为了有无限可能性的新意义结构群，一旦与人的自我超越创造力相结合，就转变成产生和推进新实践的动力。这一种例子可以在许多的访谈中发现，许多单一的话语在事后的分析将产生对当时指涉情境的社会结构的意义。同时，由于象征性实践都具有中介性的双重意义结构，并在这种结构中相互转化，所以，象征性实践都有同质的双重意义结构，而且，一切象征性实践的产物也像象征性实践那样采取双重意义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同一场域中，而且在不同场域中的各种象征性实践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一切象征性实践和其产物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在实践过程中，象征性实践的产物之间，例如，政治经济制度及教育制度之间，同样可以相互转化。

第六节　语言象征性权力的正当化性质

各场域的各种不同实践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在人类社会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社会阶级间的较量游戏和赌注性的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必须通过社会范围内的正当化程序，前面的观点类似于马克思的社会先存观点，但是后者却是马克思所没想到的。布迪厄深入地剖析了社会阶级的较量游戏和赌注性争斗规则，并特别重视社会统治力量控制正当化程序的特殊过程，从中分析作为“市场”而运作的上述游戏和正当化程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把自己的象征社会学归结为政权社会学，旨在凸显对权力象征性运作的分析的关键地位（Bourdieu, P. 1992: 35—36）。

布迪厄有关象征体系双重意义结构及其同构型关系的理论，就是研究象征性实践的语言游戏运作模式的基础。布迪厄的研究发现，不会说官方语言的少数民族，仍然确认官方语言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这种确认，布迪厄说，“不是出于胁迫，而是出于鼓励”，人民既非被动地顺从，也没有选择不接受的自由。这正是符号宰制的精妙所在（Bourdieu, P. 1991: 14—16）。一切真正的政权，都是作为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而起作用的——它们很矛盾地在否认中找到自己的缘由。布迪厄对政权的上述矛盾性的分析是很深刻的。在他看来，政权并不是简单地和任意地发出强制性规定，而是通过一个独立的政权发出的。布迪厄特别强调，政权的被承认和合法化过程，在表面看来是很少带有外力强制的性质，也尽量不带有物体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情感性的性质；与此相反，政权的合法化往往藉助于合法竞选活动中各种特殊化的理性，显示出其合法性的“真实的”、“诚实的”和“不偏不倚的”等性质。在政权的合法化过程中，统治者总是玩弄一种布迪厄称之为“循环因果性”（la causalité circulaire）的逻辑，使合法化的确立始终都与一种客观的“自律性”（autonomie）相联系。

在布迪厄看来，为了确立政权的合法性，掌权者往往藉助于已被承认的、作为法定的“祝圣者”（consécrateur），使掌权者之“被祝圣”获得象征性的合法有效性。因此，权力的正当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圣化”或“祝圣”（consécration）过程（Bourdieu, P. 1989: 549—550）。“祝圣者”越是显示出其对于“被祝圣者”的独立性，“被祝圣者”的合法性越有成效（Ibid. : 550）。因此，当被祝圣的制度、机构或个人，与祝圣者的物质关系、利害关系或象征性关系达到看不见的程度，当祝圣者本身的地位达到被广泛承认的时候，被祝圣的制度、机构和个人的权力，就可以达到合法性的顶峰，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力。也就是说，当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越运用委婉的形式，越让被宰制者感觉不到权力的运作，或者是让被宰制者感受到当权者的恩泽广被，则这样的一个政权运作会更具有合法性与有效性。所以，一切的政权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设法使其自身合法化，必须设法让别人看不到其自身的任意性——即使这任意性本来就是其自身真正的基础。透过各种多元的、相互竞争的政权之间的斗争，进行着正当化和合法化的合法原则的选择和实现过程，同时也为统治基础的合法再生产确定最好的方式。从这里可以看出，布迪厄是特别重视“象征化的功效性”（symbolic efficiency），并把它看作是正当化和合法化颁布者的某种自律性的重要条件。这种象征化功效性的作用，就在于使政权的行使权加以“合理化”；给政权掩盖它“自己替自己祝圣”的面目，掩饰其自己的任意性，披上“得到承认”的外衣。如果说随社会的发展，政权的合法化过程变得越“公正”的话，那只是意味着掌权者采取了越来越复杂，越曲折的“合法化循环”罢了。

布迪厄指出：“统治必须使自身得到承认，也就是说，它要使自身被承认和被认识成为它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统治要成为统治，必须首先被看作是非统治。所谓‘统治者是统治的人’这句同语反复不过起着宣告作用。统治者如果自我招认，就接近自我毁灭。因此，统治要通过非统治的被确认，才能真正得到巩固。这就是说，一切真正的政权，都是作为象征性权力而起作用的，他们很矛盾地在否认中确立自己的原则。”（Ibid. : 549）

布迪厄对于政权正当化的上述矛盾性，作了很深刻的分析。如前所述，政权的正当化势必导致政权对于它的被确认过程的封闭化。具体说来，为了确立政权的正当性，掌权者往往藉助于已被承认的、作为法定的“祝圣者”，使掌权者之“被祝圣”获得正当化的象征的有效性。“祝圣者”越显出其对于“被祝圣者”的独立性，越表现同“被祝圣者”的无关连性，也就是说，“祝圣者”和“被祝圣者”之间的关系越远，那么“被祝圣者”的正当性就越有成效。然而，不管“祝圣者”和“被祝圣者”之间的关系有多远，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循环性的相互祝圣。这就使一切正当化过程免不了呈现出“循环因果性逻辑”。聪明的统治者，总是要把这种“祝圣”和“被祝圣”之间的循环过程变得更远一些和更隐蔽一些。布迪厄以拿破仑称帝的正当化为例，指出拿破仑在欧洲国家的范围内，选择了教皇这位占据圣位的统治者作为“祝圣者”，以达到使自己的“被祝圣”的地位正当化的目的。表面看来，教皇是在法国领土之外最具权威的祝圣者，因此给人印象似乎拿破仑与教皇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教皇具有客观的权威性。但实际上，当时的教皇仍然是在拿破仑的威胁之下维持其地位。因此，拿破仑称帝的正当化过程正好体现了上述循环因果性逻辑。

“有权威者”越是显示出其对于与“被赋予权威者”的独立性，“被赋予权威者”的合法性越有效。因此，当“被赋予权威”的制度、机构或个人，与“权威者”的物质关系、利害关系或象征性关系达到看不见的程度，当“权威者”本身的地位达到被广泛承认权威者的时候，“被赋予权威”的制度、机构和个人的权力，同时也就达到合法的顶峰，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力。也就是说，当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越运用委婉的形式，越让被宰制者感觉不到权力的运作，相反地，或者是让被宰制者感受到当权者的恩泽广被，则这样的一个政权运作会更具有合法性。所以，一切的政权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设法使其自身合法化，必须设法让别人看不到其自身的意图性——即使它本来就是有其本身真正的意图。透过种种禁止与允许、限制与核准种种双重意义的原则，进行被统治者的合法性管理，同时也为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合法性确立。从这里可以看出，布迪厄是特别重视“象征化的有效性”，这种象征化的有效性的作用，就在于使政权行使者加以“合理化”，给政权掩盖那种“自己为自己赋予权威”的真实面目，掩盖其自己的意图性，披上“被承认”的外衣。如果说随社会的发展，政权的合法化过程变得越“公正”的话，那只是意味着掌权者采取了越来越复杂，越曲折的“合法化循环”罢了。

第七节　官方语言正当化与统治权正当化

为了说明语言的象征性权力性质，布迪厄首先从正当化语言和法制的论述开始分析。这是因为在正当化语言和法制的论述中，典型地表现了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功能。布迪厄指出：“人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由于语言的源生性的（generative）和本原性的（originative）无限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产生语言本身集体地被承认的观念，另一方面也产生使其本身得以存在的能力。因此毫无疑问，语言也就成为了绝对权力的一切梦想的主要支柱。”（Ibid. : 42）

布迪厄认为，一种宰制性语言的统一化有其漫长的时间历程。首先出现的是宰制语言的建构，即一个官方语言的建构（constructuration）；也就是一个成熟的文字化的语言的确立，并赋予其一定合法性地位，使其成为一个国家的合法的强制性语言。在经过合法化之后，经过市场性的运作及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后，这样的一个官方语言会成为一个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语言，也就是成为日常生活中一般沟通的普遍性符号体系。在经过这样的一般化之后，这样的官方语言就完成了统一化（unification）的过程。他说：“一般化是市场通过象征性物品统一化过程的一个面向；它总是伴随着经济上和文化生产及流通的统一化过程。”（Bourdieu, P. 1991: 50）他同时认为在这样一般化的过程中，经济与符号的物质的流通过程，将会不断地淘汰已经过时的生存心态和社会制约条件（Bourdieu, P. 1991: 50）。

以这样的观点看来，只有当官方语言成为日常生活的“不经意”的“无意识”的实际使用语言，并且人们又不会察觉这样的语言是否为其母语时，宰制语言的一般化才算完成。

对宰制阶级而言，语言的合法化并不是目的。宰制的目的在于，藉助这样的过程，让语言的市场和语言生存心态烙印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让自己的资本通过正当化语言的运用而成为市场中的宰制者，让每个人的语言生存心态符合自己的生存心态，继续维持自己的宰制地位。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宰制是通过物质和文化的产品，通过其控制资本继续统治，以便在优势的环境中继续区分自己又区分别人，使自己成为高阶者。

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统一其领土和管辖区，为了加强其统治权，往往制订和实行统一的官方语言政策。官方语言，不同于任何方言和地方土语的地方，就是它从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和法制中，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密码体系和规范的依靠力量。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他们很清楚：为了加强统治，并贯彻执行他们的政治权力，必须在他们统治的领地内统一语言。为此，由官方所认定的“专家”制定统一的语言规范，靠行政管理系统和其他国家权力机构的优势，特别是靠由国家控制的教育机构，强制性地向全国推广“标准化的”官方语言。“官方语言是一种密码（code）——它一方面用来解开声音同意义之间的同一关系，另一方面又是协调语言实践的规范体系；这样的官方语言是由具备写作权威的作家们和知识分子生产出来的，也是由负责反复灌输其熟练性的合法教师和语法学家们所确定，并密码化的”（Ibid. : 45）。

因此，从一开始制定到其贯彻过程，官方语言始终是掌握在政治权力的垄断者手中。正如布迪厄所说：“官方语言，不论是它的形成或者是它的社会运用，都是同国家连接在一起的。”（Ibid. ）官方语言的建构完全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语言市场的目的，它是建立国家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统一程序。在国家统治的范围内，所有的官方机构和官方活动场所，例如学校、公共行政部门、政府机构等等，都通行着这一种官方语言，并成为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的各种专门性语言的典范，一方面为这一些地方性和专门性语言提供语言方面的统一规范，另一方面又便于统治者直接和统一地发布其政策和法令，也为执行这些政策和法令提供正当的和方便的语言手段。同时，官方语言的建立也为统治者惩罚一切违反官方语言规范的言语行为提供了语言学方面和法制方面的根据。同这样的官方语言政策相伴随的，是一系列以官方语言为标准来衡量的官僚升迁制度、法制执行和监察制度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制度等等。显然，在官方语言的标准和运用中，就已经渗透和隐含着象征性的权力。

官方语言的象征性权力表现在：第一，以语言密码和规范所建构的官方语言本身，就是官方权力自我正当化在语言系统中的浓缩和沉淀物。如前所述，官方语言的建立和执行，本来就是在官方统治者掌握权力的前提下，支配那些有学问的“专家”和教师们，强制性地靠官方统治机构向全国各地进行的。官方语言体系实际上就是这些强制性的过程的产物和浓缩品，因此在建构起来的官方语言体系中，其表现出来的权威性力量就是借用语言这种象征性的符号体系所表现出来的权力。第二，掌握和使用官方语言，就意味着潜在具有发挥统治权力的可能性。如前所述，由于政府鼓励和推广官方语言，同时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法令及其统治程序无不是藉助于官方语言这个统一的手段，所以，官方语言的掌握和运用，藉助于它同官方正当化的法律、道德和其他制度的相互渗透关系，已经包含着享用这些法律、道德和其他制度的权力的可能性。凡是掌握官方语言的人，在该官方语言通行的范围内，就具有某种潜在的权力优势；官方语言掌握得越熟练、越精致，掌握潜在的权力优势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官方语言作为记录、概括和诠释一切官方经验及其政策的正当化语言手段，连同政府制订的法令和法制以及规范，构成了国家统治领域内一切言行的正当化的衡量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讲，官方语言同法令等各种强制性的规范制度连接在一起，又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权力。第三，官方语言成为了一切知识论述和科学技术专门词汇体系的正当化表达手段，进一步使那些掌握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具有特殊的和占优势的象征性权力。加上国家和政府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采用以官方语言为基础的教育制度和人才评判制度，使官方语言的使用也隐含着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象征性权力。采用官方语言的各种学术性和理论性词汇，是经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们精心加工和分类，变成为只有越来越少的特种知识的特权分子所垄断的专门化语言。这些专门性的学术理论词汇，不论是其制造或使用范围，都是由不同领域内的少数掌握正当化权力的权威分子所垄断。因此，词汇越是专门化，越为极少数特权专家所掌握。至于社会科学的各种专门词汇，更是同统治集团的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相联系，同时又是同现实和未来的社会空间的分隔和统治方向相联系。在布迪厄看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各个学科的专家们之间的斗争，表面上是某种学术性和理论性的争论，但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持和改造社会世界，同样也为了维持和改造关于这个社会世界的观点及其区分原则。更确切地说，任何社会世界的区分状况及其区分原则，始终都是某种经过社会科学家精心制作的区分原则及其正当化的社会复制和结果。这些原则在现实的社会区分和阶级差别的运动中，又经国家的干预而逐渐内化成各阶层的心态结构，并在社会制度中外化。上述社会科学领域中各种专家之间的理论和学术斗争，不过是维持和改造社会世界的区分及其区分原则的象征性斗争。布迪厄指出：“有关社会世界的观念的生产，事实上始终是从属于征服政权的逻辑。”（Ibid. : 181）因此，用官方语言所表达的各种专门性学术和理论词汇，尤其是社会科学的专门词汇，表达和浓缩了以国家权力为背景、以社会区分和权力分配为脉络、为少数专家们所垄断的各种知识领域中的象征性权力。第四，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采用统一的官方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官方语言中也隐藏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象征性权力。第五，官方语言的训练和掌握过程，同正当化的政治、道德和文化规范的教育紧密地平行进行着。这就使一个国家范围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心态结构的建构和巩固过程，同官方语言的培训和教育过程紧密相联系。官方语言同心态结构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使官方语言的象征性权力在不同阶层的不同心态结构中表现出来。这一现象，也导致整个社会语言运用方面的心态结构的区别及其相互争斗和较量，造成了整个社会语言交换市场中的象征性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六，由官方语言所统一建构的语言交换市场为语言资本的竞争创造客观条件，而语言资本的竞争，在社会的语言交换市场中，往往是维持或扩大其他各种资本的重要条件。在文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表现声誉地位的象征性资本，都是紧密地同语言资本相联系。各类资本都要靠语言资本作为中介而同整个社会和文化生活发生联系，各类资本之间也要靠语言资本进行交换。布迪厄指出：“语言的社会运用具有它们的特有的社会价值，是因为它们试图在复制的区分体系中，在带有偏向性的区分的象征性秩序中，组织和建构社会区分的体系。”（Ibid. : 54）第七，官方语言的建构和推广同文学场域的权力斗争有密切关系。布迪厄指出，文学场域，不仅关系到官方语言的各种语法建构规范，而且也关系到一系列标准文风的建构。两者都同语言使用者的生存心态密切相关。因此，文学场域中的极其复杂的象征性权力斗争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官方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结构中。文学领域中的权力斗争关系到不同作家们使用词汇和句型的能力，同时，更重要的，关系到这些作家们调整日常语言和官方语言的关系、概括官方意识形态词汇的内容以及用语言完成正当化程序的能力。所以，布迪厄指出：“作家之间有关写作的正当化方式的斗争，通过它们的存在和表现，一方面用于生产正当化语言界定正当化语言同日常语言的间距，另一方面，用于生产官方语言本身的正当性。”（Ibid. : 58）第八，要充分估计到语言场域的动力学意义。在布迪厄看来，隶属于语言场域斗争的官方语言正当化过程，对于整个社会和心态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语言有助于在时间上持续维持和巩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体系，而且也有助于在空间上不断扩大它们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语言资本的积累和传递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教育制度和机构的中介化，因此，也有可能通过世代相传的历史过程不断加强语言场域的权力斗争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

语言交换活动，作为语言应用者之间的沟通关系，是对于沟通符号的密码化和译码，因而也是关于产生和运用这些密码系统的能力的一场力量斗争，同时也是以一种特殊的象征关系而进行的权力斗争。这场象征性的权力斗争，类似于经济领域的市场斗争，同样取决于斗争相关各方所掌握的资本及其支配资本的能力。如果说在经济市场领域中，交换的过程和结果，取决于市场中所流通的资本总量及其走向，取决于各个交换者个人所握有的具体资本的内容和使用这些资本的能力，包括运用这些资本在流通关系中的特征而采取的策略原则，那么，在语言市场交换中，交换者的语言资本，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关系总和，作为赋有转换能力的二元结构体系，在交换过程中，就显示出各个语言资本的掌握者使用象征性符号的特殊能力和各种复杂的无形策略力量的智能。如同经济市场会导致利润的增值和减少一样，语言交换市场也会产生各种象征性的利润的争夺，在语言交换市场中，发出语言符号不只是对于符号的理解和译码能力的考验，同时也是掌握符号财富和符号权威的标志。所以，在沟通过程中，符号的交流不只是讯息的交换，更重要的是语言使用者的财富和权威的象征性比较。

在语言交换市场中，遵循着价值交换的特殊规则。布迪厄指出：“说话的价值取决于权力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在说话者的语言能力的比较中具体地建立起来；而这种说话能力，一方面是他们生产语言符号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是他们把握和评估这些符号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一切决定于被卷入到语言交换中的各种行动者，究竟有没有能力向整个市场强制性地发布有利于其推销之产品的评判标准。这样的能力并不是单靠语言方面就可以决定的。毫无疑问，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区分的生产能力，标志着由社会决定的语言单位的生产的区分状况，而作为把握和评估的能力，它又决定着客观的市场状况。所以，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就有助于决定在一种特殊的语言交换中所取得的价格形成规律。但是权力的语言关系并不完全决定于占优势的语言力量。实际上，通过被说出来的语言、通过使用这些语言的说话者、以及通过掌握相应的语言能力的群体，在权力的语言关系中，整个社会结构就在每一个互动中在场出席而表现出来。”（Ibid. : 67）

由此可见，语言交换市场的价格规律以及竞争的结果，决定于交换者的语言能力及其运用这些能力的程度和策略，又决定于这些交换者所处的整个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特别是决定于这些交换者本身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本的种类和数量，以及它们应用这些权力和这些资本的本领。

语言交换市场的价格规律是不断变动的，这决定于不同的语言交换市场的结构和力量关系，决定于交换过程中各种力量的协调过程及其结果。在语言交换市场结构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官方语言及其国家力量对于整个交换市场的干预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具有特殊功能和意义结构的“后设论述”对于各种论述的绝对统治关系。

当官方的政权和组织力量通过官方语言的使用干预交换市场的时候，上述客观存在于交换市场中的结构和力量关系以及各因素间的协调过程，都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影响，因而它们也就减少或失去了其本身原有的影响力。这时候，就好像掌握国家金融财政和经济力量的中央银行直接干预日常自我调整的金融经济市场一样，官方机构通过官方语言对于语言交换市场的干预，就带有强制性地改变着市场本身斗争的结构和走向。所以，决定着语言交换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价格评判标准，是社会和市场中的象征性权力关系的评比结果。但是，这样一种评比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们所使用的语言和论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社会公权力的权威和社会语言能力。在一般情况下，语言交换市场越具有官方的性质，越具有法制和正当化的性质，官方象征性权力的干预就越大，而交换活动中价格交换和权力比较的程度，就越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权力。

布迪厄关于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不但进一步推动了6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语言学的转折”，而且也深入研究了当代社会极其复杂的权力结构。因此，布迪厄关于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实践上总结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重大变化。

然而，布迪厄的上述概念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权力运作逻辑的分析，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他试图以“相关性”理论说明西方当代社会权力运作中的复杂问题，但是，“相关性”理论又使西方社会中各个重大问题连结在一起，甚至纠结在一起，不但没有能够得到厘清，反而进一步使问题复杂化。他试图批判和克服传统理论对于西方社会的权力分析中的片面性，但他本身所提出的新理论并未如其所愿地克服上述片面性，毋宁说以一种新的片面性取代旧的片面性；或者，布迪厄只是以一种新的相对论取代旧的传统理论。

关于语言和权力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布迪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并加以重点地研究，这对于研究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化，对于处在世纪末激烈转变中、探索新出路的人类文化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语言和权力的关系问题，并不一定构成为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化重建的惟一关键问题。为了真正地全面分析当代社会的问题，为了探索人类文化的重建问题，仍然需要在布迪厄所提出的问题之外，以开放的态度进行多方面的试探和多元的探讨。在这方面，布迪厄的研究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然而是有限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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